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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以来，如何有效应对犯罪都是各
大城市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市
民们希望当地政府能够保护自己免

受犯罪活动侵害，或者在遭遇犯罪的时候  政
府能够迅速有效地作出反应。正因如此，在
多数城市的政府预算中，执法支出都是一个
开销较大的重要项目。

最近，官方数据显示，加拿大不少地区的犯罪
率都有了下降；但是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在应
对犯罪方面的开销都在增加。这种对应关系在
那些处于执法前沿的城市显得尤为明显。这一
点上，卑诗省素里市可以说是加拿大各大城市
的一个代表。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进一步减少犯罪
的同时，还能想办法减少在应对犯罪方面的开
销。在本书中，几位立足本地的犯罪专家集思
广益，探讨了当前对犯罪的研究，以及如何找
到可行的方法来减少犯罪。作者们有一个共同
的主题，就是如何“规除犯罪”，意思是，当
地政府如何才能通过改变城市的设计规划和社
会结构，从根源上减少犯罪发生的机率。

本书中所探讨的内容对于犯罪学家而言并不是
什么新鲜事。但遗憾的是，这些专业知识并没
有被我们——这些本地政府中负责执行减少犯
罪策略的人员——所真正理解吸收。正如作者
们指出的，构建一个完全没有犯罪的的社会可
能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我们完全可以
减少犯罪发生的机率，可以在犯罪发生时进行
更为有效的应对，可以在整体上减少在应对犯
罪方面的经济开销与社会成本。

琳达·海普纳 （Linda Hepner）
加拿大卑诗省素里市 市长

序



2   |   规除犯罪

2



|   3

引言

由
厄温·科恩等作者于2014年所撰
写的《消除犯罪》（Eliminating 
Crime）主要介绍的是警方在工作
中可以采取的七种减少犯罪策略  

虽然我们依然非常重视这些策略并相信警方
执行这些策略的能力，我们也意识到，想要
避免犯罪的发生，仅靠警方一家是远远不够
的。预防犯罪是一项社会性的工作，不仅需
要整个司法体系为之努力，还得依靠整个社
会的参与才能取得预期成效。同时，警务工
作成本不菲，更令人郁闷的是，当罪犯们被
捕之后，政府开销还会攀升，因为刑事司法
体系的其他环节也都要相应启动。 

对犯罪进行应对是一项花销巨大的工作，但人
们对这一点却往往认识不足。以加拿大政府为
例，其在打击犯罪上的年均支出就高达80亿加
币；然而，这还仅仅是在警务上的开支，加拿
大整个刑事司法体系一年的花销超过200亿加
币(Story and Yalkin, 2013)。 同时，我们可
以看到，2002年至2012年这10年间，刑事司法
领域的整体开销攀升了23%。斯托瑞（Story
和雅金（Yalkin）还注意到，与此相对应的
同时期内的犯罪率也恰恰下降了23%。不仅如
此，还有各项数据显示在应对犯罪方面的开
销——至少在警务工作领域——还将继续增
加，除非我们开始采取一些截然不同的工作方
法 (Leuprecht, 2014; Kempa, 2014: RCMP 
2015; Home Office, 2015)。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犯罪造成的支出可不仅限
于刑事司法体系之下，还包括商业、医疗、社
会服务等领域的开销，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
损失，比如误工损失、肉体和精神创伤、法律
开销、生活品质受到严重影响等 (see Cohen
2000)，另外，还有人们出于对犯罪恐惧而
带来的社会及个人开销(Dolan and Peasgood 
2006)。总之，犯罪给受害者们所带来的损失
高得难以估算。

比如，以2009年家庭暴力犯罪给加拿大带来的
经济影响为例，据加拿大司法部最近一份研究
估算，这项犯罪造成的社会及经济成本就高达
74亿加币，而且，其中80%的开销都是用在受
害者身上的(Zhang et al, 2012)。 

要减少犯罪所带来的开销依然会是一大挑战
因为我们依然在探索并不断改变刑事司法体系
应对犯罪的方法和途径，比如几年前，警方调
查毒品走私案件的标准程序只有9个步骤，而
现在却至少需要65步 (Malm et al., 2007)
与之类似，过去一个警官仅需要一个小时就能
处理一个不清醒状态下的驾驶员，而现在却至
少需要4个小时，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事件也
从过去的不到1小时增加到了至少10小时。造
成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要求警官们通
过执行严格的程序来确保其履职的合法性，同
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执法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完善操作规程，以及减少玩忽职守的行为。这
些改变可以说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毋庸
置疑的是，它们也会导致原本应当随着最近犯
罪率下降而减少的刑事司法开销的上涨。

所以，我们的观点是，要想真正减少犯罪所造
成的开销，就必须进一步减少犯罪量，以及犯
罪给受害人所带来的伤害和影响。同时，由于
刑事司法体系下的单笔大额预算之一是发给体
系内工作人员的薪水和福利，因此我们需要找
到一种方法，可以减少警官、司法人员、监
狱人员，以及刑事司法体系下各类工作人员数
量。

犯罪造成的支出可不仅限于刑事司法
体系之下，还包括商业、医疗、社会
服务等领域的开销，以及由此造成的
个人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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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应对21世纪各类犯罪的复杂性越来越
高，我们不能指望在单一犯罪事件上的开销会
马上下降，而是应该致力于减少在应对犯罪
方面的需求，这样才能有效减少犯罪带来的开
支，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做到进一步减
少犯罪发生的机率。  

在刑事司法体系和其他相关领域，一直以来都
有人致力于通过形形色色的策略和方法来减少
犯罪，比如说改善社会和居住环境、为边缘人
群创造教育和工作机会、减小贫富差距、帮助
个人从那些犯因性或易导致犯罪的环境脱离出
来等。还有一些策略是通过“目标强化”(如
安装安保系统、产品防盗装置、芯片、汽车防
盗器等），从而使罪犯们不那么容易得手 有
人更通过建筑和配套环境设计施工来使特定地
点不再是犯罪分子的目标或理想场所。另外一
类策略是吸引民众的参与，比如邻里守望项
目、无犯罪社区项目，就鼓励人们作为自己家
园的守护者。也有人是通过采取监控技术，比
如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和其他摄像系统，来威慑
犯罪分子。也有一些策略是关注高危青少年人
群的早期干预，或是针对有前科且有犯罪倾向
人员（如吸毒人员或惯犯）进行干预。我们还
可以列举出更多的减少犯罪策略，但其实它们
均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人们所设想的
犯罪根源，另一类则是通过改变物理或社会环
境来避免犯罪的发生。  

虽然犯罪预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在过去
人们并没有对其予以充分重视，无论犯罪学家
还是刑事司法学院都没有把预防犯罪作为一个
重要课题，这一点从过去数十年间众多刑事司
法学院的课程描述、刊载于这一领域学术期
刊的论文以及刑事司法大会议程上都能得以体
现。

不仅学术领域对它不感冒，刑事司法体系也没
有对预防犯罪予以更多重视。虽然我们之前提
到了一系列旨在预防犯罪的项目，但其中却没
几项能得到持续性的贯彻执行。正如加拿大一
位颇具盛名的预防犯罪专家所说：

人人都说我们应当重视预防犯罪，但
事实上，却没有真正予以它应有的重视 
诚然，我们有很多如何预防犯罪的妙点
子，也采取了一些很好的策略——但
是，却没有找到持续性的、合理的资金
来贯彻执行。总而言之，我们在预防犯
罪上所做的不过是浮于表层的修修补
补。这造成很多的预防犯罪项目最终流
产，成为了过气的、未经验证的刑事司
法潮流。”

－布莱恩·福特警长（退休皇家骑
警   2004年加拿大司法部青年警务
奖章及2014年警察勋章获得者 

综上所述，本书的目标是通过一种更为严肃
的方式，将我们的注意力再次拉回到预防犯
罪。 具体说来，本书讲述了迈出预防犯罪的
第一步我们都需要什么法宝，需要关注哪些
东西才能“规除”我们社区所面临的潜在犯
罪威胁。

“我们在预防犯罪上有很多妙点子，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很好的
策略，但却没能找到持续性的、合理的资金来贯彻执行。”

- 布莱恩·福特警长，皇家骑警（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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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作者：乔丹·迪普洛克

解决问题以有效预防犯罪

在
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展示
以问题为导向来预防犯罪是多么
的重要。犯罪的重复发生会导致
犯罪率的上升，而这类犯罪其

实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们常发生在高危区
域，或由某一类事件引发，鉴此,我们可以针
对这些犯罪诱因，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来减
少重复犯罪（Eck， Clarke，and Guerette, 
2007）。解决问题的方法确保我们可以根据
不同社区的犯罪问题来调整预防措施；通过
与社区的高效合作，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当地资源来战略性、系统性地解决大量犯罪
问题；它还有助于确定最可行的预防措施,并
研判其有效性。如果不采用解决问题的方法
来预防犯罪，许多使预防措施成功的因素将
会被遗漏。

以问题为导向是一项卓有成效的措施，主要
通过初级预防（罪前预防），次级预防（罪
中预防）及三级预防（罪后预防）来预防犯
罪 作为三级预防的组成部分，以问题为导向
最重要的是要对具体犯罪问题的地点、对象
和行为进行有效反馈。这些问题更容易通过
犯罪数据和社会认知来鉴别，并且有很大的
可能得到潜在合作伙伴的帮助。然而，这些
犯罪问题也可能含有更复杂的因素，会牵涉
到许多利益相关方。短期内，解决问题的焦
点应该是解决那些最紧迫的犯罪问题，并协
同其他工作一起降低社区犯罪率。

在次级预防中，即使某一社区当前风平浪
静，我们仍需要预测哪些区域、对象和行为
有可能呈现犯罪高发的态势。无论这些高风
险是来自于新业务的建立、或一些犯罪高发
行为、或社区自身的发展需求所导致，那些
负责预防犯罪的人都需要了解其社区的具体

发展情况，以及导致犯罪问题产生的风险因
素。次级预防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现有的社区
犯罪问题中汲取经验，并在对新的高危问题
进行严格管控之前预判他们的潜在风险。它
可以帮助巩固社区其他减少犯罪工作已取得
的成果，同时确保已解决的问题不会再次被
新生问题所替代。时间是解决问题过程中至
关重要的一环，因为风险等级经过鉴定后,还
需要组建必要的社区支持以应对风险，最终
才能在问题发生之前及时开展预防工作。

虽然把时间、精力及资源大量使用在尚未
产生或风险较低的犯罪问题上似乎有浪费之
嫌，但是，战略性预防犯罪的真正意义就在
于对目前处于安全或低风险的地区、对象和
行为进行犯罪预防。初级预防战略需要作出
更多努力，去说服利益相关者和潜在合作
者的参与，因为这需要他们在不针对紧迫犯
罪问题的前提下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
资源。这也需要在理解认识上有较深的洞察
力，比如预判导致邻里关系随时间变化而产
生嫌隙的原因，或是促使某些对象、行为易
于涉及犯罪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要在问题
成为事实前有着高度的警觉性去赢得机会来
预防犯罪，并保障预防措施的持续开展。诚
然，除了增加投资以减少紧迫型犯罪问题,并
防止高危问题发展为犯罪问题外，还需要为
解决社区长期安全问题分配相应的资源，以
确保当前预防和减少犯罪所取得的成果。

战略性预防犯罪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对
现在处于安全或低风险的地区、对象
和行为进行犯罪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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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希望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来有效
实施犯罪预防的社区，有几个重要的因素需要
考虑。关键在于，需要采用一种模型来指导
预防措施的规划，确保不会遗漏需要考虑到的
重要因素。当前有几种常见模型，例如问题导
向警务中心采用的SARA模型（扫描，分析，反
馈和评估），及加拿大皇家骑警采用的CAPRA
模型 (客户，信息获取/分析，合作关系，反
馈和行动评估）。这些模型用首字母缩写代表
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各项步骤，虽然看起来简
单，但其实每一项缩写所对应的任务都可能极
为复杂。例如，斯科特（2006）指出，模型中
的反馈阶段事实上就包含了三个不同的步骤，
而每个步骤对于解决犯罪问题都至关重要。

无论采取哪种模型，第一步都要求犯罪
预防机构确认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并进
一步对这些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探
寻致使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和行为主体
(Cohen,Plecas,McCormick and Peters,2014)
而针对预防措施的评估，则可以参考具体步
骤的预期成功率。随后还需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在社区中可能会影响到的对象，以及谁能够
利用知识、技能和资源来对所面临的问题加
以解决。这些个人或团体，可以帮助我们更加
深入认识存在的问题，并共同探索可能的解
决方案。更为重要的是，在采用和实施任何
一种解决方案之前，我们都需要考虑到若干种
预防措施。同时，我们还要掌握实施不同预防
措施的逻辑关系，它们与问题的相互联系，以
及问题为何存在的理论分析。这些都是在解决
问题过程中经常被忽视但确又至关重要的因素
(Eck，2005；Scott，2006）。      

一旦确定了这些因素，就要战略性地发挥合作
伙伴和社区资源的作用，并选择一项合适的预
防措施对问题进行干预。以问题为导向的工作
方法还要求对预防措施对成效进行有效评估,
来确定是否有无法预计的情况对结果造成影
响。这不仅有助于随后对社区特定犯罪的应对
进行反馈，而且还可以让我们了解这类预防措
施（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它所依赖的理论）是否
有效(Eck，2005）。

最终，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会构建一个完整的
策略系统。它要求实施犯罪预防战术的人员或
机构根据当前犯罪问题的不断变化，来不断评
估和调整与之相适应的预防措施。

确定自身职责和建立伙
伴关系 
警 察 在 社 区 中 通 常 肩 负 着 预 防 犯 罪 的
任务。古德斯丹（Goldstein,1990）提
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警
方所采取的以问题为导向的警务工作方
法。事实上，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来
解决社区犯罪问题对警察是很恰当的
他们可以通过所掌握的犯罪数据来对各类案件
进行定性和调查，他们也有能力在犯罪控制领
域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减
少和防止犯罪为最终目的，警察还被赋予了必
要的执法权来实施警务战略。重要的是，正如
斯科特（Scott，2006）强调的，警察也是一
个以行动为导向的职业，尽管面临着无数挑
战，但只有采取行动，才能完成任务。当然,
警察不仅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信息资源，还要
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这些都使他们
更乐于采用短期计划（Scott，2006），而不
是在长期预防犯罪的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因
此，社区成员需要与警方紧密合作，达成一种
有效解决问题的合作关系，来解决迫在眉睫的
犯罪问题。

我们常常说，要有效预防犯罪就得依托社区伙
伴关系，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对犯罪预防
措施存在盲目依赖，而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分
析和研究（Hastings，2005）。虽然合作伙伴
关系是必要的，但如果不能战略性地对其加以
利用，或者管理不善，又或条件不成熟，往
往会导致更多的麻烦（Kelman， Hong，and 
Turbit，2012）。因此，有效的合作必须以
问题为导向，而不能脱离问题本身侃侃而谈
(Chamand，2006）。

策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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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应该由社区中具有公信力的机构代表来领
导，他们熟知解决问题的方法，具备良好的项
目管理能力，在作出必要决策时也能得到权威
部门的支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同合作
者之间开展合作的阶段也各不相同，比如，那
些发现问题的人，他们就不一定再参与到预防
措施的制定和执行中。但是，合作伙伴们都
应该尽量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可以提供专业意
见、专业技能、和权威部门沟通，以及利用其
他可用资源来有效解决问题。

在实施干预的过程中涉及到合作时，所有成员
都必须恪尽职守并一以贯之。重要的是，所有
合作者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即达到什么
样的目标才算成功，以及如何实现既定目标,
以此来确保没有人会背道而驰，或对成效产生
不切实际的期望。

常见误区
在有效解决问题以预防犯罪这一策略中，存在
着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不仅步骤繁多，而且
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尽管人们精心策划并
应用了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来减少犯罪，但许
多以该理论为基础的预防措施并没能持续开展
斯科特列出了失败的主要原因:

没有找准问题
首要原因在于问题没有被准确地定义。这主
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中的其中一个造成的：首
先，这个问题是否对足够多的利益相关者造成
危害，使他们不得不正视并解决它；其次，这
个问题的实际情况是否和我们的认知相匹配
为了避免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解决问题的人
必须集思广益，并结合详细的犯罪数据，来对
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明确的定义。更为重要的
是，当有新的证据出现时，我们能立即对需要
重新定义的问题进行再定义。

缺乏对问题的研判 
斯科特 (2006) 提出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来预防
犯罪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问题的研判不
足以致于不能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如果犯罪
预防来源于各种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对犯罪

问题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以此来采用相适的
理论。这样才能使我们干预的目标直指产生犯
罪问题的核心因素，做到有的放矢。

以面向社区的警务工作为例(COPS,2010),对问
题的深入分析往往都被省略了，这主要是由于
问题的成因看起来显而易见，而各方面要求警
方快速作出反应的压力又较大，或者还由于对
问题的深入分析并没有得到当局的充分重视
同样地，社区和警方都存在经验主义，总是
采用在其他情况下使用过的策略，或采用其他
辖区使用过的应对方法，而不是花时间去分
析这些策略和方法是否能真正解决当前的问题
(COPS, 2010)。这和对问题的定义如出一辙,
我们需要从多个来源获取信息才能对问题进行
正确地分析，同时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从新的视角对问题进行再定
义。

制定有效预防犯罪模式的
步骤:
• 对问题进行定性和研究，确

定其诱因及行为主体 。 
• 确定干预措施的预期目标 。
• 确 定 谁 是 受 问 题 困 扰 的 对

象，以及谁能够有助于问题
的解决 。

• 思考预防措施的多样性 。
• 透过现象看本质：通晓预防

措施间的逻辑联系，它们与
问题的相互关系，以及问题
为何存在的理论分析 。

• 制定并实施干预措施 。
• 持续评估干预的有效性，并

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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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预防措施不当 
犯罪预防措施实施不当也会造成以问题为
导向的工作方法来预防犯罪的失败。斯科特 
(Scott, 2006)认为这个原因往往容易被人
们忽视，因为人们认为一旦对问题作出了反
应，那接下来实施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斯科特
(Scott, 2006)致力于研究在实施过程中导致
失败的共性问题，并提出了改善措施，包括：

• 在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具备高效和持续的
领导力；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得权威部门和高层人
士的支持；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取得项目的主导权；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各方进行有效的沟

通；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确保物尽其用，人尽其

才；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具备合法性，有组织地

完成各项任务；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得充足和多渠道的资

金和资源；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得社会和媒体的支

持；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拓必要的合作关系；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所有合作伙伴达成一

致的目标和愿景；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作出应对时要三思而后

行，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 降低项目规模和复杂性；
• 避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拖延。

在需要选择一种恰当的应对方法并开展实施的
阶段，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人必将同时成为高效
的项目管理人员。

项目管理
虽然大多数文献研究的关注点都在于警方如
何更好地把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应用于预防犯
罪，但考虑到警力的缺乏，在社区中不太可能
每次都由警方来主导和协调各方力量。在预防
犯罪的过程中，也需要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地参
与，并不断提升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警方必
须与各方协同合作，但也不能完全依靠警方来
牵头 地方政府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成立
犯罪预防办公室，负责与警方和其他社会力量
合作,并建立犯罪预防的优先级别，利用以问
题为导向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分类处理。加拿大
的几个大城市都已经成立了社区犯罪预防办公
室，有的甚至组建了社区互助委员会，来解决
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位于萨
斯喀彻温省的艾伯特王子城的社区互助会就因
有效解决社区安全问题而被广泛报道，特别是
其针对那些会导致严重健康后果和犯罪行为的
高危因素所作出的努力。在英国，依靠基层组
织协作来减少犯罪的方法也十分常见(Kelman 
等,2012) 同样地，社区合作也可以解决与犯
罪相关的问题，比如犯罪的地点、对象、事件
等等。

社区合作的领导者可以从当地遴选，他（她)
在犯罪预防、解决问题和项目管理上都需要具
备丰富经验，能够主导设置预防犯罪的优先级
别以及拓展必要的合作关系，处理具体的犯罪
问题，甚至是由一些伴随问题发展变化而出现
的新问题。合作关系也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利益
相关群体之间，与那些只关注犯罪行为和社会
发展的合作者不同，他们关注的问题可能比市
政府所关注的更广泛，并且也具有更大的影响
力。同时，作为犯罪问题重点关注的地点、对
象和事件，社会合作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信息
闭塞，特别是牵涉到一些需要进行信息共享
的案件时(Plecas, Bass, Bemister, Busson, 
Dandurand, and Fournier, 2014)。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能够设置适当的岗位，配备相应的
人员，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将会是对减少犯
罪主要措施的一种有效补充。

重要的是，所有的合作者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即达
到什么样的目标才算成功，以及如何实现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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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都应该鼓励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
来预防犯罪。这可以通过加大对犯罪预防项目
的投资力度来实现。目前，加拿大大多数犯罪
预防基金都被用于次级预防，专门用于控制
青少年中的犯罪风险因素，却几乎没有针对其
他级别的犯罪预防基金(Hastings, 2005)。
对犯罪案件的地点 对象和事件信息进行资源
共享，有助于减少整体犯罪态势，同时，也可
以让社会上大量的其他组织为预防犯罪作出贡
献。

寻求基金资助的社会组织应该阐明以问题为导
向的方法，制定针对社区特定犯罪问题的应对
策略，并提交书面报告。政府则可以像塞得伯
特、蒂利和艾克提出的那样(Sidebottom et 
al., 2012)，制定一个检验标准，来协助解
决问题，并最终预防犯罪。这将有助于确保没
有重要的因素被遗漏，或是思考的过于肤浅
此外，政府应该对其资助的干预措施做一个适
当的评估，并为评估的开展提供足够的支持。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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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我
们通常采用行政管理措施来解决
问题，从而预防犯罪、破获专案
并减少犯罪和受害的机率。行政
管理是减少犯罪策略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它能够限制犯罪机会，并在解决城市
犯罪案件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从这个意义
上说，它可以被理解为情景犯罪预防的一种形
式。

情景犯罪预防理论认为这一类型的犯罪很大程
度上是机会主义犯罪，因此可以通过修改和规
划环境因素的方式来限制罪犯的犯罪企图并
制止犯罪。情景犯罪预防措施包括安全性的改
善、更多的监测设备和监控技术的运用、减少
犯罪收益（提高犯罪成本）以及更好地规划我
们的活动范围和路线，以此来减少犯罪机会
因此，制定一个好的监管计划往往会让我们事
半功倍。

在地方层面，政府的行政服务和计划在增强执
法效力的同时，还可以强化社区合作关系，以
防止各种形式的犯罪和群体性事件。例如，城
市发展和重建的项目，有助于改善住房面积和
居住设计、交通和道路安全，以及公共领域的
规划利用，这些都是影响犯罪实施的因素（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0）。公正和
包容的行政管理措施对公共领域、活动、对象
和行为进行有效管理，有助于创建一个更安全
的环境，从而减少犯罪活动的发生(Plecas et 
al., 2015)。这也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
品质，提升公共安全感，促进社区及当地社会
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犯罪预防中，行政管理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基
于两个基本假设：（1）公共行政措施应该不
利于犯罪；（2）打击和预防有组织犯罪，不
仅仅是刑事司法机关的责任，同时也与社区
公共部门、私营企业及执法机构的密切合作息
息相关。尽管这些措施在地方上的设计和应用
被认为容易取得更大效果，但它们也可以应
用于其他很多层面（包括市、区或省）。它们
可以被设计适用于预防各种形式的犯罪，不仅
仅是街头犯罪、群体性事件或低级财产犯罪,
还可以在防止抢劫、强奸或贪污犯罪中发挥作
用，甚至还有助于防止有组织犯罪在特定城市
环境中的扩散。

事实上，尽管行政管理措施被认为是当前有效
减少地方犯罪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
代表我们总是能够理解它们的优点或局限性
不幸的是，关于这一点，其效果往往被夸大
了，且人们对其本身又缺少严格的评估。事实
上，行政管理措施对于犯罪预防的效果并不总
是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好，结果有时让我们始料
未及，甚至事与愿违。然而，考虑到这种方法
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我们都
必须对其予以重视。

令人遗憾的是，行政管理措施对于犯
罪预防的效果并不总是像我们预期的
那样好，结果有时让我们始料未及，
甚至事与愿违。

作者：伊冯·丹杜兰德，特雷沃·强森，茱莉亚·舒克，顾维尔·布拉尔

行政管理模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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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地方减少犯罪措施的主要利益群体
不太熟悉犯罪预防的不同途径，因此他们需要
了解这些方法的优势、局限性以及潜在的成功
率。他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些具体的成功案例,
或者得到一些使用这类方法的最佳建议，并在
措施实施阶段避开潜在的误区。

本章探讨了减少犯罪中行政管理模式介入的成
功经验和潜在误区。同时回顾了这种方式的一
些关键部分，例如城市规划、公共领域的管
理、管控限制某些特定活动的监管方案、防止
犯罪的法律法规、企业的内部章程及其他行政
措施。本章最后就如何确定采用减少犯罪措施
的时机以及如何衡量其对犯罪和公共安全的影
响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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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行政管理的设计多种多样，许多实例中都
采取了正式或变通的行政管理方法来减少犯罪
和群体性事件。这些方法可以缓解司法体制的
压力，而且程序更加精简、成本更加低廉、反
应速度更快。它们可以减轻警方的负担，还有
助于减少报警电话的次数，警方出警次数，以
及某类特定案件的犯罪率。事实证明，某种程
度上行政管理计划可以有效减少犯罪机会，和
传统的仅仅依赖刑事司法系统和行政执法的方
法相比，成本效益原则更青睐前者。

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刑法有专属管辖权。尽
管如此，省政府和市政府也设有立法及监管机
构来管控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这是预防犯
罪的关键。他们的职能和职权多数时候相辅相
成，当然有时也会互相重叠，甚至相互竞争
然而，只有强化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才能使行政监管计划变的更加高效和务实。

值得注意的是，省、市政府都会乐于制定一些
地方性法律法规。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去考
量各级政府的立法能力是否得到维护。因为事
实表明，省、市政府的立法和法规有时试图控
制或阻止某些行为，从而明显削弱了刑法规定
的程序保障能力(Baker, 2014)。正如首席大
法官McLachlin所提到的，包括加拿大在内的
西方民主国家，已经从一个传统法治管理模式
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国家
这种转变使加拿大法律制度面临着挑战，即要
确保所有官员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公
正、合理、充分的按照法律授权来行使权力” 
(McLachlin, 2013)。

通过行政或监管的方式来减少犯罪是对执法
的一种补充，但想要使其效果最大化必须得到
警方和司法机关的信息支持。因此，行政机
关和执法机构之间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换是两
者能够协同应对犯罪问题的先决条件。然而,
信息交换有时候也不能尽如人意(Spapens et 
al.,2015)。

例如，在最近一项关于防止加拿大某些城市
贩运劳动人口的研究中，专门强调了在防止
和监察劳动人口贩运时，相关监管部门和
执法部门通力合作的重要性(Dandurand and 
Chin,2014; Sikka, 2013)。但是，这一研究
也发现合作中出现很多障碍，导致合作受阻,
特别是现有政策和隐私保护法规定的在信息共
享上的限制。此外，根据加拿大法律规定，监
管机构使用监察权时，必须服务于监管当局指
定的目标并得到其同意。1

此外，任何监管方案都会对社区各个阶层造
成不同影响，当我们把社区看做一个整体来进
行保护时，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会使一些阶层的
利益更容易受到损害。任何监管或行政计划对
于社区弱势群体所造成的影响，都应该被认真
地、公正地剖析。这样才能在尽可能的范围
内，减少计划中具体措施对这些群体造成的危
害。

成功经验及潜在误区

行政或监管方式减少犯罪
的潜在误区:
• 限制了必要的信息共享和相

互协作的政策和程序；
• 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造成不

良影响；
• 为了短期政治利益或某一利

益集团而实施的项目；
• 当问题转移到其他地区时却

不采用之前行之有效的方法
去解决。

1 参阅: R. v. Jarvis, 2002 SCC 73 以及 R. v. Ling, 2002 SCC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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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有人担心被提议或被采用的行
政管理措施并非完全以减少犯罪为目的，而更
多的是为追求短期政治利益。也有人对一些充
满歧视性的措施表示担忧，这些措施不仅不能
公平公正地照顾到某些群体的利益，还反映出
政府诚信的缺失。还有人对社区上存在的利益
竞争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监管措施很可能会被
投机者、开发商及其他人士利用，以牺牲社区
整体利益为代价，为他们获取更大的利益。不
管这些担忧是否有其现实依据，针对减少犯罪
而采用的新监管方案确实很容易受到政治的影
响，从而对其他犯罪预防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最后，任何行政或监管措施都容易产生一个普
遍问题，即犯罪的转移。犯罪转移是指通过犯
罪控制和犯罪预防的干预，致使犯罪的地点
策略和人员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犯
罪转移也可能就发生在原定计划的目标区域,
在区域内部进行转移，通常是由管制较强的地
区转移到管制较弱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既无
力管控犯罪，也很难增强自身安全保障。当然
犯罪转移也发生在不同的城市和区域之间，主
要是由于行政或监管计划的实施而使本市或本
区域犯罪问题向邻近的城市和区域转移。犯罪
转移通常被认为是情景犯罪预防带来的负面影
响，但即使它真的发生了，整体来说仍然是利
大于弊的(Guerette, 2010: 36)。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当地政府出于政治上的权
宜之计，采取措施仅仅只是为了把问题转移到
其他的城市或区域。这显然是一种短视的态
度，因为在缺乏区域性乃至省级合作实施减少
犯罪措施的前提下，每个区域都容易成为其相
邻区域犯罪转移的受害者。相比而言，地区
一级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往往只考虑到短期
政治利益，这和区域战略所致力达成的长久利
益是完全相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卑诗省,
卑诗省城市工会(UBCM)、低陆平原市政协会
(LMMA)和卑诗省警察局长协会在协调监管和行
政措施以减少犯罪时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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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模式在地区犯罪问题中的应用
和其他减少犯罪措施一样，在应用行政管理措
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才能在减少犯
罪的过程中及时确定优先顺序，有效动员利益
相关群体，并确保相关措施能够在不断论证的
过程中高效持久地施行。

众所周知，社区的支持和参与，也是这些措施
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Hastings,  2005)
高效的合作关系也至关重要，特别是政府
机构、民间组织和商业协会之间的密切合
作(Shepherdson et al., 2014; Homel and 
Fuller, 2015)。

针对减少犯罪实施的监管或行政措施要求政府
官员和警方必须紧密合作。对市政府来说，由
社区代表、官方代表和市政经理来行使领导权
是较为高效的。城市规划人员、法律人员、执
法人员及其他各部门的管理人员都必须纳入进
来。对警方来说，其领导人必须和官方代表
市政领袖和其他相关官员建立良好的沟通渠
道。他们必须确保警务工作和行政管理措施有
效对接，开展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合作，从
而达到既提升公共安全，又处理好具体犯罪问
题的目的。

实施该策略的过程中，犯罪分析师也是必不
可少的，特别是当涉及到犯罪数据的调用时,
可以通过警方的信息和执法数据来研判新的
问题、新的威胁及重复性犯罪模式。他们也有
助于持续监测各种行政管理措施减少犯罪的效
果。最后，私营企业（商业团体、商业协会
本地企业、开发商、法人）及私营安保部门,
都可以参与犯罪减少措施的设计、改进和实
施。

有证据表明，如果能得到政府支持和资金援
助，犯罪管控和邻里改善计划将会更为有效
例如，西雅图的邻域匹配基金项目为当地社区
和社会团体自发开展减少犯罪的措施提供了
一个机会。评估表明这一项目会降低暴力犯罪
率，而在相对弱势的社区效果更加明显(Ramey 
and Shrider, 2014)。

为减少犯罪而制定的监
管或行政措施要想取得
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社区的支持，以及当
地政府、民间组织和商
业协会的紧密合作。

行政管理模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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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空间的规划和使用上，仅仅通过简单地制定一些基
本管理原则，就可以达到减少部分犯罪的目的。

城市规划设计为规绝犯罪提供了不可多得的
良机。一些整体规划项目和城市重建计划可以
有意识的将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原则(英文缩写
为CPTED)融入其中 (Landman and Lieberman,
2005)。当然，我们必须要经过充分咨询和论
证才能作出决策并制定前瞻性的计划，这将
涉及到土地使用、分区制度、交通、运输、物
流、绿化、建筑标准和限定目标等内容，这
也将使得人们在公共场所活动时更加安全。规
划过程中也应该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Landman 
and Lieberman, 2005)。最后，正如卑诗省减
少犯罪蓝带小组所建议的，省级规划中不仅更
容易关注到每一个结点，还可以在规划过程中
对CPTED进行系统性应用。

规划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个体利益，应当在不
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开
发商和业主的投资权益。而贪污腐败、过度
的政治干预和投机主义都会影响规划过程的完
整性。因此，Chiodelli 和 Moroni (2015)指
出贪污腐败是对国土资源规划和使用的严重威
胁。

政府可以对地产开发商施加压力，在开发章程
里补充CPTED的相关条款，指导项目工程的后
续开发。开发章程通常只负责宏观调控，但通
常会授予开发商一个开发许可证，如果开发计
划不符合城市建设的规划标准时，政府将有权
扣留该许可证。关于这一点，区域性的解决办
法被证明是重要的，可以在制定开发方针时尽
量减少经济层面的影响。

英国切斯特菲尔德市议会就将“规绝犯罪计
划”作为“区域发展规划”的一部分。该市区
域规划的补充条款为以下各方面提供了理论指
导：整体安全设计、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设
计以减少有害的社会行为和犯罪机会。它还提
倡周密的安全设计，要求利用现有技术完善安
全措施，做到任何时候都能保障建筑环境中所
有人员的安全（特别是弱势群体）。所有新业
主和开发商都要求对规绝犯罪提出大量的可持
续性评价 (Chesterfield Borough Council, 
2007)。

在公共空间的规划和使用上，仅仅通过简单地
制定一些基本管理原则，就可以达到减少部分
犯罪的目的。例如，基于防卫空间理论，有利
的结构设计和布局特点，可以为住户捍卫其居
住空间创造条件和机会，以此来阻止犯罪、混
乱和其他不良事件的发生(Reynald, 2015)。

其他规划原则包括增强土地的混合利用、安全
防御的街道布局、街道的密度和连通性、更多
廉租房和公共交通的应用(Sohn, 2016)。城
建项目也应该多关注道路的人性化设计(Sohn,
2016)，例如提高通过性(Gilderbloom, Riggs 
and Meares, 2013)、增加光源设备以改善街
道照明(Welsh and Farrington, 2009)、透
明栅栏和标志性屏障的使用、便利的公共设施
等，靠仔细地规划来促进流动的畅通。

城市规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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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或商业区采用这些方法是否有效还有待
进一步考证。例如，Aliprantis 和 Hartley
观察得出，现在之所以提倡分散型的廉租房
(空间混用的方案），是因为我们“并没有
发现分散型廉租房的大小、方位和市区犯
罪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Aliprantis and 
Hartley,2015)。此外，由于犯罪性质的不
同，对土地的多元化利用往往会造成犯罪类型
的多变(Sohn, 2016: 91)。

这些原则的一些缺陷已经被发现(e.g., Benz, 
2014)。另外，一些基本的规划原则仍然处
于试验阶段：例如，一种规划认为有大量植
被居民区的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都会减少
(Gilstad-Hayden et al., 2015)，但与之相
反，另一种规划则认为密集的植被会为犯罪
活动提供掩护，所以应该移除这些植物拓宽
可视范围，从而加强住户对周围环境的掌控 
(Landman and Liebermann, 2015; Reynald, 
2015)。

立法和监管措施
在省级层面，有几个监管领域既是滋生犯罪的
源头，也是打击并减少犯罪的重要渠道，例如
医疗卫生、劳力资源、酒类经营许可、建筑规
范和标准（建筑法规）、消防监管等。

当然也有些省级立法是专门针对犯罪监管而制
定的。例如针对特殊犯罪和干预相关活动的立
法，包括毒品的生产和贩卖、卖淫、非法酒类
销售（即在业余时间非法向未成年人售卖酒精
饮料）、黑帮及有组织犯罪等。加拿大好几个
省份都施行了类似的监管性法律。在卑诗省,
警察局长协会强烈建议在问题升级为犯罪或造
成安全风险前，就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加以解
决(Plecas et al., 2015)。2013年，该省通
过了社区安全法案  2 但该法律尚未生效。如果
这项法律能够实施，人们将可以向一个新成立
的省级部门进行秘密投诉，该部门主要负责事
件的调查和调解，并与业主合作，来遏制各种
威胁和危险事件的发生。如果遇到比较顽固的
问题，该部门可以以影响社区安全秩序为由向
民事法庭提起诉讼，这可能会导致某些人的财
产被冻结或是受到停业整顿的处罚。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加拿大八个省实行的民事没
收制度，它试图“降低犯罪收益”并向受害者
提供赔偿(Koster 2015; Galland and King, 
2013)。卑诗省于2005年通过了这项民事没收
法案 3。尽管这种做法缴获了大量的赃款赃物,
但并没有系统性证据表明犯罪因此而得到明显
减少。批评者认为，民事没收法案的施行通
常绕开了重要的程序保护措施，并且“违背
了宪法规定的许多重要法定权利”(Canadian 
Constitution Foundation, 2016)。

证据表明，如果政府能够成体系地指导公民构
建自我保护措施，可以有效减少犯罪。例如,
荷兰自1999年开始就修订了建筑法规，要求所
有新建的房屋都必须安装防盗门窗(Vollaard 
and van Ours, 2011)。然而，这项法律既不
适用于已存在的房屋，也并没有针对高风险的
房屋。

2  参看社区安全法案（Community Safety Act）, SBC 2013, C. 16.
3  参看卑诗省《民事没收法案》(Civil Forfeiture Act), SBC 2005, C.29.)

行政管理模式的介入



20   |   规除犯罪

该法案的研究者认为，自该法律施行后，绝大
部分新建住宅都被纳入了这一住房建造项目,
同一地区的新住宅都无一例外地安装了防盗措
施，不过这也直接增加了相邻旧住宅的被盗机
率 (Vollaard and van Ours 2011: 486)  他
们还发现，住宅的安全防护功能可以有效减少
盗窃行为的发生。通过安装更牢固的防盗门窗
新建住宅的失窃率与老旧住宅相比降低了26%
可以说这一项法规的社会效益远远超过了其社
会成本(Vollaard and van Ours 2011: 503)
不过，在对住户的采访中，也发现了一件有趣
的事，就是随后出现了自行车盗窃行为，这可
能是源于窃贼将目标转向了经常停放自行车的
车库。因为1999年修订的建筑法规中并没有对
车库做出相应的安全规定，车库也就成了新
建住宅中相对缺乏防范的地方(Vollaard and 
van Ours, 2011)。

政府施行这一类法规可以确保潜在受害者采取
附加方法进行自我保护。因为受害者不用承担
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所有风险和成本，所以他们
多数时候并不愿意为了减少犯罪而付出过多的
人力和财力。这种减少犯罪的方法比起宣传教
育和增加安保设备来说，明显更为有效。

在市级层面，各种类型的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都会对公共安全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种影
响也是双方面的，既有可能减少犯罪机会，也
有可能增加犯罪机会。多数地方政府都会立法
规范人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防止出现公共秩
序的混乱(Plant and Michael, 2009)。市政
立法机关（或授权代理机构）一般会通过住房
政策、物业管理、消防安全等其他领域对公共
场所进行管理。

各种社会活动必须遵守公共安全条件，在得到
地方政府许可下才能获发许可证（例如，公共
活动的许可证，示威游行，等等）。地方政府
通常负责工商许可证的审核与发放，包括一些
特殊业务，如按摩店、脱衣舞俱乐部、性用品
商店等(Hubbard and Colosi, 2012)。当需要
对一些特殊行业进行调控或是取缔时，例如赌
博业和色情业，市议员可能会面临一些体制上
的阻碍。他们还必须考虑到法律上对于性工作
者相关安全制度的要求(Craig, 2011)。

贝克指出，各省采用的地方刑事立法和刑法很
难准确对照 (Baker, 2014)，甚至还会动摇
宪法的权威地位。举例来说，卑诗省素里市地
方法律第42条，按照卑诗省关于公园、娱乐和
文化设施监管细则规定，在市区“所有游泳池
内”必须穿着适宜。但该规定被认为是与国
家法相悖的，因为刑法只是禁止公众场合的裸
露，所以法庭裁决认为“市议会无权擅自扩大
国会对某一类行为违法的定义” 4

4  参见裸游俱乐部Skinnydipper对素里市政府提起的诉讼案裁决 (2007) 287 D.L.R. (4th)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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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家可归者的管理，卑诗省阿博茨福德市
制定实施了本地公园综合管理细则以及“好邻
居条例”，禁止人们在市区公园内睡觉或过
夜，或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搭建临时住所。但
法院认为这些法规所设定的情形以及对于无家
可归者的处理，违反了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
所规定的权利，因此是无效的 5

另一方面，埃德蒙顿法院也支持阿尔伯塔省
的公共场所管理细则，允许警察对公众场合的
斗殴者进行罚款，而不一定进行刑事处罚 6 同
样，位于安大略省的渥太华市，其地方法规规
定7脱衣舞舞者和顾客间不能有身体接触，并
且所有的表演必须在指定的场所公开进行 8 

安大略省的街道安全法也得到法院的支持，它
禁止在街头“过度促销”和“招揽顾客”（包
括对停靠在路边的车辆进行揽客的行为，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路边洗车店 ），也不允许行
人以售卖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目的去接近机动车
驾驶员。卑诗省温哥华市地方法也禁止人们在
街上“妨碍性揽客”(或过度乞讨） 9

卑诗省2010年初提交道路禁令措施时10,也受
到一些质疑，但经过修订后，最终由最高法院
在2015年施行  此法对该省的执法实践和省法
院的工作量都产生了明显影响。研究表明，和
加拿大刑法相比，该条例对于酒后驾车的管理
和宣传，更为有效地减少了醉驾肇事的发案率
(Macdonald et al., 2013)。

5  详见阿博茨福德市政府与流浪者巴里·尚兹（Barry Shantz）的诉讼案裁决，2015 BCSC 1909  
法庭最终裁决无家可归者可以在每天下午7点至次日上午9点在公园留宿。
6   R. v. Keshane [2011] ABQB 525 (Ross, J).
7  参见《2004-353号条例：对成人娱乐场所的规范，证照发放及管理条例》。
8  参见加拿大成人娱乐协会与渥太华市政府的诉讼案裁决, (2007) 283 D.L.R. (4th) 704 (CA).
9  参见卑诗省扶贫项目联合组与温哥华市政府的诉讼案裁决， [2002] B.C.J. No. 493.
10  参见卑诗省《机动车管理条例》（Motor Vehicle Act）, [RSBC 1996] CHAPTER 318, s. 215.

行政管理模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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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章开头所述，犯罪预防行政管理措施的
原则之一，就是确保当前的法律法规不会间接
或无意间地为犯罪创造机会。法律法规自身或
许会带有引发犯罪的因素，立法也会在不经意
间给犯罪创造机会(Morgan and Clarke, 2006; 
Savona, 2006)。因此，减少这样的机会，将
大大有助于减少犯罪、控制成本和降低对受害
者的伤害(Transcrime, 2006; Calderoni et 
al., 2012)。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才逐步开始对在立法过
程中引入正式的犯罪风险评估进行讨论和系统
性的研究。从规除犯罪的角度来看，了解新法
律对犯罪和公共安全的潜在不利影响是十分重
要的，在对新法制定过程中的犯罪风险评估和
旧法的修订上也是如此。通过犯罪风险评估,
我们可以掌握新法规如何融入现实生活，也
就是说，人们受到这些法规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Morgan and Clarke 2006: 200)。

在欧洲，政客和研究人员已经正式开始这么
做了。这是对犯罪采取的一种风险缓解或风
险控制的形式，称为“犯罪验证”（Crime-
proofing）。这是一种情景犯罪预防的方法,
来自于理性选择与机会理论，它致力于减少由
于法律法规的缺陷而产生的犯罪机会。这种方
法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检测已有的（事后
检验）或将来的（事前检验）法律法规造成的
犯罪机会，二是制定措施来减少这种风险。这
个过程可能导致法律法规的修改，并且是带有
强制性的(Savona et al., 2006)。

萨维纳把犯罪验证分为两个阶段：“(a)评估
相关风险，即法律措施可能会引发的犯罪所产
生的影响或结果；(b)制定措施填补立法上的
漏洞，通过对其验证来打击犯罪” (Savona, 
2006: 222)。

萨维纳认为，方法并非一成不变：“关键是要
让决策者认识到，这些立法在将来不仅会给社
会、经济和环境带来消极影响，还有可能引
发犯罪。犯罪验证的评估结果可能会督促监管
方改变或修订那些会使犯罪机会增加的法律法
规”(Savona, 2006: 222-223)。

当然，要评估所有的犯罪风险是不可能的,所
以我们不能仅通过犯罪验证来发现和判断犯
罪风险的每一个指标。鉴别和判断一个准确
的指标也并非易事，因此在评估的早期阶段,
我们需要依靠专家来作出高质量的决策(Di 
Nicola, 2006)。例如，摩根和克拉克发现了
一些容易导致诈骗、贪腐、非法贸易及情景犯
罪的法规的特征(Morgen and Clarke, 2006)
他们认为只要法律法规具备以下特点，都将无
一例外的埋藏着这些意料之外的犯罪风险

它们是：

• 新设处理商品的标准，新增或提高其负担
的费用和义务；

• 在当前执行的税收、费用或义务上作出让
步；

• 新增拨款、补助金或赔偿计划；
• 新设或增加合法商品的税收，或通过任何

方式增加合法商品的成本；
• 禁止或限制市场需求的商品或服务，或以

其他任何方式降低它们的市场流通性；
• 新建立或解散某一执法队伍，增加或减少

执法活动的资金，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影响
执法活动的力度；

• 让官员行使监管权(Morgan and Clarke, 
2006: 199)。

法律法规中的犯罪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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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规章制度的执行
只有在公众享有充分知情权及法律法规能够得
到贯彻实行的时候，地方性的规章制度才能发
挥其最大效用。假设公众对行政措施和监管方
案一无所知，或者更确切的说，与该法律息息
相关的直接行为人对此毫不知情，那么结果可
想而知。因此，为了使这些措施的实行得到广
泛支持，信息公开尤为必要。本地的媒体显然
应该发挥作用，并且应该成为整个行政管理措
施实行的主要参与者。

此外，必须将具体监管方案的信息传达给那些
经营相关行业或组织相关活动的人。例如，伦
敦市颁布了持证场所良好守则，重申了持证场
所的主要目标（防止犯罪和混乱、维护公共安
全、制止妨害事件和保护儿童安全）并向申请
人和持证人提供实践指导，进而提升他们维护
这四个主要目标的执行力(City of London, 
2013)。

充足的资源并不能完全保障执行的力度11,在
某些情况下，不适当的培训和监管、来自政届
的压力和当地实际情况都会干扰执法，使其力
度减弱、不可预测或者双重标准。因此，执法
政策和策略必须明确、直观和公开；这些必须
反映在执法人员的培训和监管上；执法结果也
必须接受定期的评估和审查。考虑到执法人员
有相当大的资助裁量权，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腐
败和双重标准的行为发生。

在卑诗省监察办公室最近发布的执法最佳实
践指南中，强调了执法实践的重点是行政公平
原则：“而执法公正合理的前提，是委员会
公正地制定这些规章制度” (Office of the 
Ombudsperson, 2016: 8) 。该指南还建议当
地政府推行有效的执法政策并提供广泛的指导
意见，保障执法过程的公平性和一致性。

执 法 政 策 和 策 略 必 须 明
确、直观和公开；这些必
须 反 映 在 执 法 人 员 的 培
训和监管上；执法结果也
必须接受定期的评估和审
查。

11   在加拿大卑诗省，省立法议会赋予市级政府宽泛的权力来制定和执行地方性的规章制度，依
据就是《社区宪章》（S.B.C. 2003, c. 26.）和《温哥华宪章》（S.B.C. 1953, c. 55.，仅对
温哥华政府适用）。《地方政府条例》 (R.S.B.C. 2015, c. 1)赋予了各市属行政区制定和执行
规章制度的权力，《特拉斯特岛条例》 (R.S.B.C. 1996, c. 239)赋予了原住民所在地特拉斯特
岛建立自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公示及执行的法案》赋予地方政府对在公示
后依然触犯地方性法规的情形进行处理的权力 (S.B.C. 2003, c. 60)。

行政管理模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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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利用行政措施减少犯罪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遗憾的是它们很少经过严格评估，其有效性
仍然存在很多疑问。

其中一个例子是多住房无犯罪“项目”(CFMH
项目),该项目旨在减少出租房内的犯罪和滋事
行为。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几乎没有证据显示
这个项目在减少犯罪、促进公共安全和减少
公众对犯罪的担忧方面的有效性(Cole,2015; 
see also: Zehring, 2014)，它的名声却仍
旧日益高涨，并被美国、加拿大 墨西哥、英
国、芬兰、尼日利亚和波多黎各等多个国家在
内的2000多个城市采用。另外,卑诗省新威斯
敏斯特市的一项针对CFMH项目认证建筑是否能
减少犯罪的研究表明，其效果仍然是无法确定
的(Cole, 2015)。

在对地方政府的犯罪预防指南中，普兰特
(Plant)和麦克（Michael）建议当地政府考虑
在犯罪的情景因素和环境线索下采取行政措
施，例如可以关注楼层巡查、交通管理、停车
执法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当地政府可以确
保他们采用的行政措施没有一个会妨碍到对有
行为问题的个体公民回归社会的相关治疗。就
像本书下一章将会解释到的那样，社区的支持
可以为这类人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至少，社区
中邻避效应（NIMBY12）的情绪和反对廉价过
渡房、精神疾病治疗或吸毒成瘾治疗及康复设
施建设的行为应该被禁止，以减少当地对相关
弱势群体的排斥。

同时，地方政府作为投资方和监管者，也可以
和私营企业合作，防止在工作场所中发生犯罪
和暴力事件。预防措施包括工作场所的设计
行政实践和工作实践。不同职业群体面临不同
的职业风险。建筑环境的因素需要认真考虑,
例如工作场所的布局、引导标示、访问控制
门锁装置或物理栅栏、照明设备和电子监控,
以及保安系统。行政实践也可以使工作场所更
加安全，例如，针对现金处理业务的实践就会
存在较大差异。

其他行政措施

12  NIMBY是“别在我后院” （Not In My Backyard）的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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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组织犯罪，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行政管理
措施方面的研究。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可以防止
严重罪行的发生，那在这里还是值得一提。

行政措施可以增强和支援刑事司法的执行，来
防止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例如，荷兰采取的情
景犯罪预防措施就整合了立法和行政两者的资
源，比如对烈酒经营许可证的管制和对烈酒经
营俱乐部的监察(Ayling, 2014)。这种措施
并非针对集团犯罪的罪犯，而是针对容易引
发犯罪的环境及活动(van de Bunt, 2004)。
这种方法将可能的犯罪活动终止于触犯刑法之
前,是非常值得提倡的(Huisman and Koemans, 
2008)。

在另一个层面，掌握犯罪组织如何在社区中进
行投资并取得收益，能够有助于执法机构和利
益相关者提前掌控其非法交易，以此来减少特
殊领域和商业部门对罪犯的吸引力。例如，某
一特定地区的房地产部门可能特别容易受到有
组织犯罪集团的渗透(Dugato et al., 2015)
有组织犯罪渗透到建筑行业会产生非常严重
的后果，近期被魁北克省夏博诺委员会所揭
露的建筑业贪腐事件就是一例(Charbonneau 
and Lachance, 2015)。对地方来说，政策和
法规何以在指定的部门中筛选合适的企业，确
保运营的合法性。实施防止犯罪渗透到合法
经济领域的措施也是行业业务监管的一个部分
(Spapens et al., 2015)。

此外必须要记住的是，有组织犯罪的商业
过程同时依赖于非法和合法的活动，而后者
正是行政法规潜在的监管对象(Spapens et 
al., 2015)。合成毒品的生产也需要用到合
法的化学品，如丙酮和甲胺。人贩子离不开交
通、住宿和压迫受害者参与工作的某个行业
(Dandurand and Chin, 2014)。一个非法团伙
则需要一个俱乐部，或一所牢固的房屋来安全
地经营生意。在所有案例中，监管计划都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安大略省漆咸市的“反
过度设防”法案（2003年6月23日）就是针对
该市臭名昭著的摩托车俱乐部制定的。它禁止
居民对土地过度设防，否则城建巡视员将有权
对其展开搜查 13

近期的一项研究对欧盟十国在打击犯罪，特别
是打击有组织犯罪时采取的行政措施进行了评
估(Spapens et al., 2015)。其中，英格兰和
威尔士、意大利、荷兰及瑞典等国家的行政框
架设计是做的最好的。他们打击有组织犯罪的
措施有：规范业务章程（即营业执照）来制止
和震慑犯罪分子进入合法的经济领域，强化行
政机关和执法部门的合作，提倡“分工协作”
以及从不同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委员会或工作
小组。

防止有组织犯罪和贪腐的措施

有组织犯罪的商业过程同时依赖于非法和合法的活动，
而后者正是行政法规潜在的监管对象。

13  本章程在加拿大公民迈克·邦迪对查塔姆肯特郡的诉讼案中受到了质疑，但法庭最终裁决该法
案有效(2008) 168 C.R.R. (2d) 221.

行政管理模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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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少量贪腐行为置
之不理，一旦形成系统
系贪腐，就很难根除。

解决和防止贪腐 
由贪腐或犯罪分子对政府的渗透而造成的严重
犯罪，可通过健全的法规和稳健的行政手段所
保障下的风险缓解措施来解决。例如，如果
在一个大型开发项目中存在政府贪腐行为，可
以对该项目进行贪腐审查，然后通过风险评估
的具体行政措施来进行预防(Dandurand and 
Dow, 2013)。如果对少量贪腐行为置之不理,
一旦形成系统系贪腐，就很难根除。各类关于
治理贪腐的研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
是要主动出击，尽早发现容易导致腐败滋生的
区域，并在这些区域尽量减少滋生腐败的风险
因素。

例如，政府中监管和规范土地使用的机构已被
认为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部门之一(Chiodelli 
and Moroni, 2015)。通常来说，土地的使用
和规划往往伴随着行贿受贿，这是一个糟糕的
顶层设计/管理体系所导致的副作用，使腐败
如影随形(Chiodelli and Moroni, 2015)。其
他容易产生腐败的邻域有：招聘过程、不当
的激励机制、缺乏有效的问责制，及暗箱操作
(Dandurand and Dow,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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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来说，行政管理措施
并非是最合适的制约手段。然而，这也是犯罪
预防大战略下最常使用的方法。地区提供的咨
询和官方掌握的犯罪数据可以发现问题，据此
可以制定相应的行政监管措施。根据需要解决
的犯罪问题，结合监管措施和警方的数据、执
法信息，可以生成十分有用的情报。

当然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方法。例如，安全
审核可以收集和分析有关犯罪和公共安全的信
息，是用于制定犯罪减少策略的一个十分有效
的工具(Gilling and Barton, 2005)。换句话
说，这是一种评估人身安全的方法，人们可
以用它评估周围环境的特点，最终达到减少犯
罪、提升个人人身安全的目的。通过评估，规
划师、设计师和服务商可以得到当地的有效信
息。安全审核通过使用现有的检索清单，可以
帮助人们把不安全的地区勾勒出来，并确定已
得到改善的区域，以此减少犯罪机会并提高公
共场所的安全性。任何想采取行动使公共场所
和准公共场所更安全的人，都可以使用这种方
法。现在的一些城市，像安大略省省会多伦多
市，就积极鼓励当地公民使用这种方法。

在有需要时，也可以进行特殊安全审核，特别
是在公共场所和准公共场所，比如学校、游乐
场、大型购物中心、社区康乐中心和康体中
心。此外，由于不良的城市设计和对公共场所
的管理不善，妇女和女孩经常会成为被施暴的
对象，因此这一方法也会从她们的经历中收集
相关信息。

1989年，多伦多市妇女与儿童反暴力行动委员
会对妇女安全审计展开初次调查。这一方法让
参与者来判定场所是否安全并提出如何改进的
建议(Whitzman et al., 2009)。它采用各种不
同的形式，来适应当地情况。操作方法被印在
指南和手册上，发放给那些感兴趣的人(Kerr-
Wilson and Phillips, 2011, Tandon Mehrotra, 
2010, Women in Cities International 2011, 
O’Leary and Viswanath, 2011)。安全审核
能聚焦妇女中的特定弱势群体，比如护士和
医护工作者(Fédération des infirmières et 
infirmiers du Québec, 2003)。这个方法的
优势还在于人们参与的过程，在当地决策制定
过程中妇女们如果提出好的建议，都会被酌情
采纳(UN-HABITAT, 2008)。类似的方法也可以
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以及老人和其他潜在的
弱势群体。

公众调查(Homel and Fuller, 2015)和当地的
受害人调查(UNODC and UNECE, 2010)也可以
被采用。本地企业家的调查也可以提供重要信
息。管理进入常态化后，所有的调查报告都
有助于用来对现行行政管理方案的效用进行研
判。同样，对从业者展开关于犯罪问题和行政
管理方案开展情况的系统性访谈也可以获益匪
浅。例如，有人建议多向刑事司法工作者了解
情况，因为他们往往掌握着立法和监管的一手
信息，能够告诉我们现行方案是行之有效还是
步障自蔽(Intersol Group, 2010)。

找出问题并抓住机会制定成功方案

行政管理模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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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依靠行政管理措施减少犯罪的
效果很少被系统地验证。通过这些方案来减少
犯罪的预期效果往往是不清晰的，而人们也不
是很热衷于去检测预期的公共安全目标是否会
达成，或者犯罪模式和行为的变化是否真正受
到这些措施的影响。毋庸置疑，任何针对规绝
犯罪而制定的新法规或监管措施，都应该接受
相应的评估。事实上，如果不能对其成效进行
明确的规划和监管，行政管理措施是应该谨慎
出台的，否则很多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将会随之
而来。

对于以问题为导向的警务工作和情景犯罪预
防的成效，一直缺少一个高标准的评价体系
(Knutsson, 2010)。古瑞特回顾了1997年至
2007年之间针对情景犯罪预防采用过的200种
评价方法，并对评价设计如何向犯罪转移、犯
罪收益的潜在扩散（减少犯罪对与目标地区相
邻地区的影响）和预期效益等方向演变提出了
思考(Guerette, 2010)。然而，几乎没有一项
研究得出确定性的结论，其中只有极少的研究
涵盖了成本效益分析。

对情景犯罪预防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估，目的
在于减少犯罪机会，这同时也是一项有意思的
挑战。因为滋生犯罪的因素多种多样，实际
上很难对这些变量的效果进行观察与测量，而
简单的归因于环境的改变或是“机会结构”的
外部影响通常是行不通的。Eck 和 Madensen 
(2010)的研究表明，“机会阻断”可以被设计
来改变机会结构；对干预措施进行评估可以检
测机会结构是否正在向我们预期的方向转变。

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对规绝犯罪采取的行政管
理措施的影响、预期与非预期成效和成本效益
都缺乏严格的评估，那将来这种方法的发展将
必然受到严重阻碍。

监测和评估措施的效果

如果不能对其成效进行明确的规划和监管，
行政管理措施是应该谨慎出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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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减少犯罪战略中，如何成功和负责任地
整合行政及监管方法，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
学习研究。虽然当前对这种方法实际有效性的
研究十分有限，但我们对这种方法仍抱有很大
希望，现有的成果也足以指导我们进行更深入
的探索。正如本章中所阐述的，这些犯罪预防
的方法有着成功的经验。它们可以应用于城市
的发展和管理，有助于公共场所的安全开发和
利用。我们只需要更全面地了解它们如何最有
效的运作。

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在部署犯罪预防的行政
管理措施时我们必须慎之又慎。首先，对于监
管方案来说，政府监管部门通过颁发许可证和
其他一些方法来对公共场所的开发和使用进行
监管，相比政府用监管措施去禁止一些特定行
为，前者做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至少在加拿大
是如此。其次，应该建立预防机制，以防新的
监管方案对社区的部分群体造成不利影响，特
别是对弱势群体来说。第三，监管措施不能仓
促出台，更不能因为政府需要强效管理而作为
一项权宜之计被实施。措施的制定应该基于对
犯罪行为的理解，以及经过实践的证明和思
考。

他们必须对问题的转移和意想不到的不利影响
进行防范。监管计划中的犯罪验证能够防止不
必要和疏忽的行为，从而阻止犯罪和受害机会
的产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其进行评估,
并减少管理措施可能造成的意料之外的犯罪结
果的风险，这些步骤都是不能少的。

避免对现有犯罪问题的性质和原因作出简单的
假设是非常重要的。新的行政管理措施必须以
证据为基础制定战略。它们必须建立在良好的
风险评估、广泛的咨询和尽可能详尽的实验之
上。最后，由于经常会出现的犯罪转移，地方
政府应该积极向地区和省级政府申请相关协
助。

对于地方领导人来说，想要通过全方位规划行
政管理措施来规绝犯罪，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步
骤：

• 整合CPTED的相关原则，将其应用于所有
城市规划和开发项目，谨慎的监测以这些
原则为基础的设计和开发计划所带来的影
响。

• 利用好安全审核和其他调查报告，连同犯
罪数据和警方信息，确定采取行政管理措
施减少犯罪的时机。

• 确定警务政策战略和行政管理措施之间的
协同配合。

• 加强行政机关和执法机构之间的有效信息
交流，促进两者对犯罪问题的协同应对。

• 发展政策框架，推动执法的公平和高效，
加强警方和执法官员的通力协作。

• 监控行政管理措施对弱势群体和公民的影
响，采取具体措施减轻相关计划可能对这
些群体造成的不良影响。

• 在计划的每一个阶段都力争取得社会的支
持。

如前所述，一些地方减少犯罪措施的主要利益
相关群体不太熟悉犯罪预防的各类途径，因此
有必要帮助他们了解这些方法的优势、局限性
以及潜在的成功率。希望本章内容能为他们提
供一些有用的信息。鉴于当前对这些方法的效
果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这些信息仍然具有其
局限性，望读者见谅。

小结

行政管理模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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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有过犯罪记录
的人，总有一些脆弱的时候会令
他们出现行为偏差，进行或继
续犯罪行为，比如说，无家可归

时、患上精神疾病时、服刑期满后回到社区
时、从一个社区服务机构转到另外一个服务
机构时，从少年监管场所转移到成人刑事司
法系统时、或因年龄到期而离开抚养关爱中
心时（在北美，18岁时将终止对一个人提供
抚养关爱帮助）。

政府、警察、干预项目和社区已经开始将
注意力放在那些可能导致人走向犯罪之路
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将它们视作为一个良好
机会来更好地帮助和应对风险人群和违法

人员。鉴于很多违法人员会逐渐摒弃他们原
有的犯罪生活方式（Brame, Bushway, and 
Paternoster, 2003; Maruna, 2001; 2004),
因此，对刑事司法系统和社区服务部门来
讲，这些过渡阶段是绝好的干预时机，让犯
罪远离这些人群。

简介

作者：艾德莉妮·皮特斯

回归服务及社区项目

警察、政府、干预项目和社区开始将
注意力放在那些可能导致个人生活方
式改变并出现犯罪行为的关键节点
上。

不让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
在加拿大，每年将近有20万人留宿街头，或
是投宿救济站(Gaetz, Donaldson, Richter, 
and Gulliver, 2013)。虽然说绝大部分的无
家可归只是暂时现象，但是，据估计，大约
有4000-8000加拿大人，或者说2%-4%的无家
可归人员是处于长期的无家可归状态(Aubry, 
Farrell, Hwang, and Calhoun, 2013; Gaetz 
et al., 2013)。无家可归问题是一个长期的
社会问题，并被归类为公共卫生问题，因为
它与某些身体和精神疾病、以及滥用药物有
很明显的交集。无家可归问题与这些情况结合

在一起，使得一个人更有可能卷入到刑事司
法系统当中。在入狱的成年人当中，那些既是
无家可归又患有精神疾病或吸食毒品的人，通
常羁押期也更长 (see McNiel, Binder, and 
Robinson, 2005)。一项重要的研究发现，在
卑诗省温哥华地区，被调查的无家可归成年人
当中，绝大部分人患有多种精神疾病，他们或
有吸毒史，或正在每天吸食毒品，或在抚养
救济场所安置过(Patterson, Moniruzzaman, 
and Somer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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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仅对这些人有不利的影响，也会增
加社会福利机构的成本。

在加拿大，不管是在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当
中,除了精神疾病外，与无家可归问题密切
相关的就是救助部门的安置工作。很不幸,
许多青少年从抚养救济场所成长到成年期
时，发现自己没有一个家(e.g., Dworsky, 
Napolitano, and Courtney, 2013)。研究
者在美国开展一项大型的研究活动，调查了
解以前在抚养院停留过的年轻人的生活状况  
结果显示，40%的人在离开抚养院后两年
内常遇到住房问题；20%的人长期无家可归
(Fowler, Toro, and Miles, 2009)。虽然说
这个比例不高，但是从社会问题、卫生问题
以及预防和减少犯罪的角度来看，长期无家
可归的人最有可能变为犯罪受害者、遭受性剥
削、受伤害…… 或卷入司法系统(Gaetz et 
al., 2013: 28)。

研究已经表明，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导致无家可归现象的发生。在卑诗省温哥华市
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近期入狱、经常酗酒和吸
食可卡因、找住房有困难等因素是造成年轻人
流落街头的原因(Cheng et al., 2013)  年轻
男子(Segaert, 2012)，特别是曾经在抚养院
待过的男性，以及经常逃离抚养院的男性更
有可能成为无家可归者；另外，那些不断搬家
并且生活不稳定的人，遭受过身体虐待的人,
出现较多轻微违法行为的人，以及有精神疾病
迹象的人面临无家可归的风险也很高(Dworsky 
et al., 2013)。

这些因素当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影响这些年轻
人和提供关爱者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导致更多
的无家可归。这种不稳定性可能导致年轻人
难以被社区和安居项目纳入，得不到应有的援
助。他们碰到的其他困难还包括没有交通工具
前往他们所需要的服务机构，或者找不到恰当
的援助支持项目。此外，吸毒成瘾的人面临找
不到治疗机构和容身之处的困难，刚出狱的人
也很难摆脱无家可归问题。不过，与上述情况
相反，如果一个人有稳定的社会关系，他则很
有可能摆脱无家可归的状况(Cheng et al., 
2013)。

在北美，当年轻人达到18岁就不能继续留在抚
养场所了。然而，根据一份针对曾在抚养院待
过的成年人社会功能的调查显示，政府可以在
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延长服务，改进抚养效
果，更重要的一点是，应把抚养结束期限延迟
到21岁(Courtney et al., 2007)。 赛加尔特
等人（Sergaert et. al. 2013)的研究指出,
加拿大应该重新考虑应对无家可归问题的策略
了，可以借鉴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做法（这两个
国家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探寻最有效的应对
方案）。英国和澳大利亚分别在2006年2008年
发起全国行动，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特别是解
决年轻人无家可归的问题。各级政府此项行动
中相互协作，给抚养院中因年龄到期而离开的
年轻人提供早期干预措施，提供便宜的住房和
一些支持性的服务。

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北美的很多城市发起了
一些大型的行动，开展了一些大型的项目 安
居通道”（Pathway to Housing）这个项目于
1992年在美国开始开展，随后被引进加拿大
作为一项过渡性策略，该项目帮助无家可归的
人联系永久性的住所。在联系住所之前，首先
要对无家可归者进行风险和需求的分析鉴定 
比如说，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吸毒情况,
社会心理问题等(Surood, McNeil, Cristall 
Godbout, and Zho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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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供稳定的住房，这个项目重点要解决
的是导致个人犯罪行为和社会问题的深层原
因。2009年，人们对阿尔伯塔省艾蒙顿市的
住房第一、安居通道”项目进行了评估，结
果发现，项目参与者在各方面都有一些改进
参加项目12个月后，参与者的自残行为、认知
问题、幻想和妄想问题都明显减少，最显著的
变化是，他们在生活条件和工作休闲活动方面
有很大的改进(参阅Surood et al., 2012)。

作为“安居通道”（PTH）项目的一部分，阿
尔伯塔Calgary的“社区医疗小组”给100多名
人员提供临床和后勤保障服务。社区医疗小组
是由来自多种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
有医学人员、精神健康人员、法学人士；护
士，职业培训、住房、娱乐专业人员；和药物
依赖问题咨询师。这些成员定期的在社区和在
帮扶对象家里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各种需求
研究表明，这种工作小组的工作方式可以减少
人们对医院的依赖，减少他们接触司法系统,
同时帮助他们维持稳定的住所，坚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Phillips et al., 2001)。在卡尔加
里，“安居通道”项目不仅帮助人们安排稳定
住所、联系职业培训和教育机会，或是找到实
实在在的工作（分别惠及87%和63%的参与者)
而且，还减少了67%接警率和32%医疗急救求助
率（Holloway, 2012）。值得一提的是，有
10%的参与者仅在一年内就成功完成了“通向
住房”项目，并且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和一处独
立住所。

2009年，阿尔伯塔省梅迪辛哈特市制定了一个
宏伟目标：在全市消除无家可归现象。在2015
年这目标被实现了，梅迪辛哈特成为加拿大
第一个解决了无家可归问题的城市——至少
暂时是。在过去6年当中，885人分配到了住房
(Off and Douglas, 2015)。“住房第一”项
目由该市社区住房协会执行。了解到有人有住
房需求后，10天内将给他安排住宿。这一做法
其实还为这座城市节约了成本，因为，按人均
估算，“住房第一”项目中为一个人安置住房
大概需要花2万至3.5万加元，而无家可归者因
上医院、联系警察等紧急服务，每一年使这些
部门需要开销约10万加元(Ferreras, 2015)。

这类人群的出庭数量在上升，但是这主要是他
们在为以前的事件出庭。一旦“住房第一”项
目执行一段时间后以及无家可归的人数减少
后，这种情况自然会稳定。一个社区要减少犯
罪，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要找到一种有效的办
法来解决长期无家可归现象，并要在社区中建
立项目，从源头上防止人们变得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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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提到过的“社区治疗小组”在应对精神
失常和药物依赖问题方面同样非常重要。当传
统的干预服务机构还没能及时针对这些问题做
出应对时，治疗小组却可以给这些有特别需求
的人们提供基于社区的、以病人为中心的、康
复性的外展服务。卑诗省已经运行了16个这样
的治疗小组，但调查显示，这数量还不够。如
果为给社区中有严重精神问题和毒品成瘾问题
的人员提供足够的服务，大概还需要44个这样
的治疗小组(Plecas et al., 2015)。

卑诗省的一些警察机构继续承担传统角色，为
这些问题人员提供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而
部分警察机构则已经设置专门的岗位，来介入
涉及严重精神问题人员的违法案件。虽然说青
少年缓刑官一般跟警察之间保持很好的关系，
不过，警方的介入要更加直接和具有针对性，
当涉事人员精神疾病非常严重，或他们牵扯到
刑事司法系统时，治疗小组就能更好地应对这
些情形了。

精神疾病和毒品滥用的挑战

解决就业问题

成功的青少年犯罪人员
帮扶项目
琪姆·马克特是温哥华市一名青少年犯罪人员
缓刑官，她已经与青少年团伙犯罪人员打了八
年交道。期间，她和卑诗省PLEA社区服务协会
的成员提出一个构想：给这些青少年建一个
专门的就业项目。在2009年，他们启动了一个
职业之路”（Career Path）项目，来应对大
温哥华和周边地区的青少年（特别是男孩）不
断参与有组织犯罪的情况。这个项目的最初目
标是把15至18岁间、有可能接触或已经参与犯
罪团伙的青少年介绍给社区中有能力提供就业
指导和安排工作的人们。这个项目不仅仅是是
给年轻人提供一份工作和收入，它还帮助年轻
人与特意选择的就业单位建立起联系。

当“职业之路”项目提出来时，PLEA正在实施
一个年轻人就业项目，称作为“创造性的城镇
就业”，也就是“Q项目”。

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安置那些没能上学而
且缺乏工作经验的青少年犯罪人员。Q项目给
这些参与者提供支持，提供就业方面生活技能
培训，使他们能够进行就业准备，收获工作体
验。而PLEA“职业之路”项目则是基于这样的
想法：帮助年轻人找到他们的个人兴趣，通过
有意义的就业来帮他们实现长远的目标。项目
目标是提供潜在就业机会，即在成年后也可以
一直从事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短期工作。

众所周知，失业是与犯罪行为密切联系的一个
因素，以前就有一些项目为失业人员提供过就
业准备和其他培训。对PLEA来说，很重要的一
点，是怎样帮助年轻人联系到一份工作。而
职业之路”项目重视就业辅导，也重视就业
安排。

在参与“职业之路”项目的年轻人中，比较常
见的违法行为是抢劫和未能遵守法庭令。PLEA
项目人员也逐渐意识到，许多参与“职业之
路”项目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工作过，并且他们
的父母也没有固定的、合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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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代人均面临失业和犯罪问题的情况下，这
些年轻人根本没有渠道找到合法工作。因此,
项目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合法企业中为他
们提供技能培训和工作体验机会。这些年轻人
同样在传统的学校环境里挣扎，不想上学或不
准备完成学业。

按照“职业之路”项目的操作方式，参与者将
接受为期10周的工作安排，期间有一对一的帮
助和监管，并接受雇主的辅导。在加入项目到
接受安排工作这段期间，年轻人们将得到各
种各样的岗前培训和与岗位有关技能培训，比
如，工作准备、简历撰写、面试技巧、怎样搜
索工作需求和人身安全培训，同时也要完成急
救培训、食品安全培训，以及更专业的培训,
比如铲车驾驶等。“职业之路”项目和Q项目
跟各种各样的培训公司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

职业之路”项目设置一系列的协作程序，让
这些年轻人进入他们希望的工作领域，而不
是从一堆潜在雇主当中随意抽选一个，然后给
他们安排一份工作。项目工作人员研究招聘广
告，或联系在某一领域内从业的雇主，然后把
项目卖给他们。由于安全原因，项目工作人员
对一些就业领域是尽力回避的，但大部份情况
下，项目能够满足这些年轻人的兴趣，找到他
们想要的职位。

PLEA总是承担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在前10个
星期，年轻人处在项目的关照之下。项目工作
人员与雇主开展公开对话，确保他们工作符合
安全标准，提供符合年轻人兴趣的工作，并确
保工作场所安全记录良好。

除了项目员工提供的辅助支持外，该项目还有
一个优势：项目在开展的前10周会给这些年轻
人支付报酬。这种安排使得这些年轻人有机会
来核实这是否是他们要追求的职业。同时，雇
主也会从这种工作体验中获益：他们可以利用
这段试用期来决定这个年轻人是否适合他们的
部门，这也可以加强雇主们参与项目和辅导年
轻人的意愿。还有，尽管这些年轻人有违法记
录，不过所接触到的雇主们对项目是非常接纳
的。这是雇主们回报社区、支持年轻人发展的
一种方式。一些雇主想支持年轻人成功，并成
为这个事业的一部分。

职业之路”项目和现在的创造性城市就业项
目（Q项目），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摆脱有组
织犯罪和违法行为的生活选择机会。通过参
与日常活动，建立对社区和成年人榜样的认同
感，接受自己的新角色和身份，在黑帮亚文化
外找到安全感。许多完成“职业之路”和Q项
目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出现违法行为，并脱离了
此前加入的犯罪同伙。Q项目今天也在继续改
变，它吸收那些边兼职边上学的青少年，和暑
假需要稳定工作的青少年加入项目。我们从
PLEA项目中可以获取的经验就是，用实际的
协作的和多学科的方法来培养年轻人的责任感
和担当意识，使他们更好的与自己的社区联系
在一起。

回归服务及社区项目

卑诗省为有违法经历的
青少年所设置的就业项
目的成功之处在于，用
实际的、协作的和多学
科的方法来培养年轻人
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使
他们更好的与自己的社
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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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人员的工作问题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失业与违法行为有着紧
密的联系，因此，对从监管场所回到社区的
人员来说，如何确保他们得到一份长期稳定
的全职工作是一项重大挑战(Pager,2003)  这
些回到社区的人有可能因为入狱经历而遭受
歧视(Harris and Keller, 2005)。另外一
个就业障碍就是，这些人大多没有接受过高
等教育和培训，工作经验也很有限。因为他
们有犯罪记录，很可能就导致他们回到社区
后难以就业。越来越多的雇主要求求职者提
供犯罪记录审查，并据此决定是否聘用他们
(Kurlychek, Brame, and Bushway, 2006)。

虽然研究结果表明，从违法严重程度来
看，一旦年轻人年龄达到25或者26岁，有犯
罪前科和没有前科的人犯罪风险是一样的
(Blumstein and Nakamura, 2009)，但是,公
司和人力资源部门普遍认为，有犯罪记录的
人员更有可能再次违法犯罪。结果就是,成
功完成刑期后他们继续受到歧视，从而极大
减少了他们找到合法收入好工作的机会。虽
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雇主们可能更愿意
雇佣有犯罪前科的雇员，但是，总的来讲,
这部分雇主的所占比例很小(Holzer et al., 
2002)。

有关研究对最近刑满释放后就业项目进行
评估，结果喜人。例如，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后，有些人参与了纽约就业机会中心并完成
了三个月的工作，这些人重新犯罪的几率低
于其他选定的违法群体。具体说来，和其
他群体相比，他们再次被捕、再次因新罪
被审，或被再次监禁的可能性要低16%-22%, 
(Redcross, Millenky, Rudd, and Levshin, 
2012)。这个项目的长期影响是不确定的,特
别是对那些参与项目后却未能就业的人来
说。还有，从成本收益上来分析，项目给纳
税人，受害者和参与者带来的花销要大于刑
事司法系统管理这些人员的成本。 

通过对项目的梳理发现，再次犯罪几率的减
少不仅是就业的结果，而且还是工作监管者
和项目工作人员协作的结果，这是就业机
会项目的主要内容(参阅Bushway and Apel, 
2012)。因此，就业项目应该考虑到参与者的
全部风险和需求，并为参与者提供全方位的
支持。一项针对假释犯再次犯罪情况的研究
对他们的生活安排，财务状况，就业，休闲
活动，家庭关系，吸毒情况等进行了分析,发
现再次犯罪跟以下因素关联密切：反社会态
度，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相关技能,以及对
出狱生活不现实的期望(Bucklen and Zajac, 
2009)。

对于项目中许多假释犯而言，相比找工作,
维持工作要显得更加困难。研究者将此解释
为态度问题和低水平决策。研究者进一步确
定社会资本机制的存在有助于保释的顺利执
行，比如拥有家庭成员和人际关系网络。传
统的违法者就业项目不能够彻底解决可能导
致违法者再次以身试法的一些相关问题，所
以，很自然的，这些项目在预防累次犯罪方
面不太成功。

以职业为导向的项目利用就业辅导的方法来
帮助项目参与人员（正如“PLEA走向职业  项
目和Q项目中所采用的），这对回归到社区的
违法人员来讲也很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已经
表现出有意摆脱犯罪生活模式并希望回归社
会主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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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策略推荐
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早在2012年就推荐了一系列
宽泛的违法者就业策略。第一项就是加强服刑
期间的教育培训以进一步做好工作准备，项目
工作可以在违法者监禁前、监禁期间、释放后
持续性地开展。第二条建议是，改进安置服
务。这包括继续开发与就业服务部门与机构,
以及潜在的雇主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要寻找多样化的就业机会，来满足这
一独特群体再次融入社会的需求。另外，通
过引进集中化的“一站式商店”（one-stop-
shop）服务中心，给这些违法人员提供各种各
样的支持，违法者可以方便地获得这些支持服
务。政府要给雇主们提供财政支持，鼓励他们
参与就业辅导项目并雇佣有前科的人员，这也
是就业策略的一部分。

另一个推荐的策略是，消除有犯罪前科人员的
就业障碍。该策略中关键的部分是，解除禁止
雇佣有犯罪前科人员的禁令，取消对违法人员
获取执业执照的限制条件，特别是有轻微违法
记录的人员。

最后推荐的是“改进获取工作支持的渠道”
该建议的重点是建立违法者与就业服务机构间
的联系；帮助他们有更多获得工作的渠道；确
保释放出来的违法人员能得到住所、身体和精
神方面的护理，以及其他维持一份工作所需的
必要服务，例如获取驾照（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olicy, 2012）。

就业项目应考虑到参与者的全部风险和需求，并为参与者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

回归服务及社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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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名青少年加入一个高风险犯组织
后，实施了暴力抢劫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社会
治安关切。这名少年因非法持有武器和抢劫等
多项罪名被起诉，虽然是第一次犯罪，但是由
于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以及涉及团伙犯罪，他被
判处3年少管所监禁。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
案，这是该种犯罪中判处的最高刑期了。

对这名少年来讲，监禁的经历是异常的困难,
留下极坏的影响。一开始，这名少年在少管所
遇到好多挑战，并由于不佳表现而受到好几次
处分。为了平息这些冲突，最后他被转移到所
在省份的另外一个青少年监管场所。随着时间
的推移，年轻人意识到他要在监狱待上三年,
而此前的行为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就在
这时刻，他已经有意识要努力改变自己了。

经过一系列记录在案的行为改进后，这名少年
被送回到离家较近的一个监管场所。他继续表
现出积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他不想再
次进监狱了，他也知道应该终止与犯罪同伴的
联系了。随着这名少年与缓刑官的关系亲近起
来，他开始更为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志向
他表示，为了获得提前释放，他愿意做出任何
合理合法的尝试。这名缓刑官在处理此类情况
方面经验丰富。她认为，应提供一系列服务以
建立社区支持环境，让此前与团伙犯罪有联系
的青少年摆脱先前的犯罪环境，消除原来的影
响，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为切实的机会
重返正轨，重新融入社会。她秉持的理念是,
应创造这些青少年远离以前犯罪伙伴的机会,
并给他们提供符合其兴趣和能力的培训及就业
机会。

在监管期间，这名少年取得了高中毕业文凭,
完成了咨询项目课程，还获得了个人培训证
书。他的释放计划书上详细说明了将其安置到
另外一个社区的情况。缓刑官联系了PLEA，就
是那个致力于为犯罪高危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
社区服务的项目组。PLAE也对这一重新安置计
划表示认同，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他成功脱
离犯罪团伙。PLEA也着手给这名少年制定系统
化、个性化的管理计划。这个计划主要的组成
部分是，为其找到一个安全稳定的住所，保障
就业，选一名“一对一”的社工来帮助他在新
社区中开始新生活。

整个过程还包括与不同机构的代表见面，说明
这名少年的经历，确保各方明白自己的责任
在这个案例的多个计划阶段，缓刑官遭到了很
多来自刑事司法系统和社区组织专业人士的反
对，他们对这个案例没信心，不想投资。好几
个人对缓刑官请求援助提出质疑，表示没有足
够的资源帮助这名年轻人。很幸运的是，缓刑
官坚持，并最终说服这些人：这名青少年很投
入并能够遵守他制定的脱离犯罪计划。

总的来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缓刑官、社区
项目和青少年监管场所的工作人员才完成了为
这名少年所制定脱离犯罪团伙计划的各个步
骤。而这一切所收到的良好回报，其价值却是
不可估量的。

最近，这名年轻人已经被一所大学录取，搬
进了自己的公寓，并一直保持远离犯罪的生活
方式。直到今天，他把他的成功归功于他的缓
刑官。他已经克服了他早期由于监禁造成的障
碍，获得独立向前迈进的技能，并不断克服了
出现的各种难题。

离开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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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年轻人不再泥足深陷
在卑诗省的大温哥华及周边城市，年轻人卷入
团伙犯罪一直是令人关切的问题，他们从事毒
品买卖和团伙暴力犯罪活动。这些青少年的情
况一般是：父母上班时间比较长；从其他国家
移民到加拿大，对所居住的社区还比较陌生
有家庭成员在犯罪团伙中比较活跃；或者是,
来自于社会经济层次比较低的家庭，自己想独
立谋生。在许多案例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这些年轻人缺乏成年人角色榜样，他们被犯罪
团伙提供的团结精神，机会和权力所诱惑。

老道的犯罪分子深谙此种情形，他们就物色这
样的年轻人，给他们体验豪车驾驶，给予大笔
金钱，尝试毒品，最终让他们背上犯罪集团的
债务。年轻人得为年长的犯罪分子工作，而且
很少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方式。一旦表现出金
盆洗手的意愿，犯罪成员就会警告他们这一打
算可能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严重后果。基于上
述种种原因，要帮助加入团伙犯罪的年轻人摆
脱犯罪生活，很有必要建立培养技能、引导职
业，以及就业辅导的干预项目。然而，这样的
项目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不能阻止这些年轻
人接触反社会行为模式和非法活动。团伙犯罪
成员重新安置项目可以提供综合性的服务，摆
脱这些黑帮价值体系。

基于此，规除犯罪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切断年
轻人与反社会同伴和犯罪机会的联系。社会服
务机构可以对反社会行为做出反应，甚至可以
阻止风险行为进一步恶化。如果可以制定基于
这一策略的项目，那么，脱离黑帮项目的准备
阶段所需时间就大大减少，就会有更清晰的框
架来规范个性化案例管理的关键计划制定。

有很多种原因会导致年轻人犯罪并卷入犯罪
团伙，其中一种原因是，年轻人暴露在反社
会态度和活动当中，会导致他们尊崇并接纳
类似的动机、技能和行为，以及将这些行为
激进化(Akers, 1998; Pratt and Cullen, 
2000; Sutherland, 1947; Tracy and Kempf-
Leonard, 1996)。经过长时间与犯罪活动接触
和影响强化，这些年轻人很有可能与犯罪团伙
共同犯罪(Thornberry et al., 2003)。

另一项研究采用了一种发展式研究方法，来
了解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和如何加入犯罪组织  
研究范围包括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同伴,
学校，和社区领域(参阅 Maxson, Whitlock, 
and Klein, 1998)。研究证据表明，造成卷
入团伙犯罪的原因有微观方面（个人）和宏
观方面的 社会结构），比如个人自控能力低
自尊感低，以及居住在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
居民区，遭受歧视，在社区和家里遭遇暴力
等(Howell and Egley, 2005)。在提交给卑诗
省政府的一份有关预防青少年团伙暴力犯罪的
报告中，马克·涂登（Mark Totten）提及到  
虽然说大部分团伙犯罪成员是男性，但现在也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其中。另外，加拿大团
伙犯罪还呈现族裔多样化的特点。

卑诗省的有组织犯罪导致警方必须在一段时间
内集中警力来解决问题。2008年和2009年，与
团伙犯罪有关的谋杀案件大幅度增长，卑诗省
警察部门加强了他们的应对措施(参阅Cohen, 
Plecas, McCormick, and Peters, 2014)。虽
然这些加强措施和打击能力都很重要，但是,
我们仍然需要初级和二级犯罪预防策略来促
使年轻人脱离犯罪组织。发现早期风险，提出
预防措施，执行青少年预防项目，这些在这本
书中讨论过的内容对促使年轻人脱离犯罪组织
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参阅 Smith-Moncrieffe, 
2013)。一旦青少年和年轻人有了犯罪有关的
生活经历，参与过团伙犯罪，要劝他们脱离这
种生活就会困难重重。因此，需要设计第三
层级的项目，提供必要的方法，从根源解决问
题。

回归服务及社区项目

规除犯罪的一个重要策略
就是切断年轻人与反社会
同伴和犯罪机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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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退出犯罪团伙
策略
虽然说从犯罪团伙中抽身可能比较困难重重,
但现有的一些策略也曾成功使一些年轻人离开
犯罪组织，摆脱违法犯罪。

据研究，许多犯罪组织成员缺乏社会资本和
正常社会关系，因此，在帮助他们离开犯罪
组织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帮他们建立积极的
社会关系(Bovenkerk, 2011)。阿里让多·波
特斯 Alejandro Portes, 1998）在他的一篇
论文中提到有关社会资本的定义。他说，除了
正面的社会资本外，还存在负面的社会资本,
这些负面社会资本对犯罪团伙的挑战更大，因
为他们不仅不熟悉他们自己的成员，还对自己
帮派的价值观和常规做法也不熟悉。由于受到
很大的限制，犯罪组织成员个人失去了自主
性。而互相分享经验使得犯罪团伙强化了内
聚力，与其他更大的组织隔离开来。从发展或
生命过程的角度来看，一旦这些团伙犯罪成员
年龄达到20出头或25、26岁，就意味着他们已
经到了成熟期，因为他们要寻找更多的社会关
系和角色(Sampson and Laub, 1993)。这种情
况是真实的，他们的成员资格保持非常的短
(Thornberry, Lizotte, Krohn, Farnworth, 
and Jang, 1994)。然而，对于那些更深入犯
罪组织的人来说，转变工作就变得更为困难
更加漫长。

前文中提到的重新安置项目之所以能成功，主
要原因是它们帮助违法人员换了一个环境，不
再继续处于诱发违法的语言和社会环境之下
另外，这种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生活安排也
变得有规律，并且还具备积极的社会支持及辅
导、就业援助，还有其他根据个人需求提供的
治疗和服务。这些服务对于成功终止犯罪生
涯是很关键的(Hastings et al., 2011)。重
新安置策略是这些人人生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
转折点，和就业安排结合，可以促进中断犯罪
活动进程(Kirk, 2012; Laub and Sampson, 
2003)。

从事物发展角度来看，和一般性的违法行为
相似，退出犯罪团伙的过程也类似于加入犯
罪团伙的过程，即完成一系列的步骤和承诺
(Hastings et al., 2011: 5)。另外，为解
决人们参与团伙犯罪问题，还需要尽早启动干
预措施。

大部分的政策重点集中在预防和截断犯罪组织
之间的联系，不过，渥太华犯罪预防部门已经
提出一种新策略，应对犯罪集团中活跃的年轻
成员(CBC News, 2015)。据估计，活跃于渥太
华的犯罪团伙成员数目要少于加拿大的其他大
城市。这些犯罪团伙的成员自青少年时就开始
涉及犯罪活动，并且到成年后仍然很活跃。

2013年6月，渥太华犯罪预防（CPO）委员会
通过了一个3年计划，集中了数个利益相关方 
例如，渥太华警察局，青年服务部，渥太华
社区住房部门，YOUTURN青年支持服务部，渥
太华社区健康和资源中心联盟，渥太华约翰·
霍华德协会，地方移民服务部等。这个计划由
4个重要目标组成：通过建立积极的关系，在
受团伙犯罪之扰的居民区，使小孩，家庭和社
区有能力不受其影响；通过社会发展，情景
措施，教育，提高意识，社区警务，采取包容
性的预防性的方法；找出针对儿童、青少年
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干预机会，例如犯罪高危
人群、加入团伙犯罪、脱离犯罪团伙生活等
开展针对性的，持续性的和有效的强化措施
(CPO, 2014: 1) 。

通过持续不断的集中管理，渥太华脱离犯罪团
伙计划宣布可以给这些犯罪组织成员提供一个
安全方法来脱离他们的犯罪生活。通过加强家
庭关系，获取社会资本，提供教育、培训 就
业，特别是注重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来维持生
活，这样他们就不会依赖犯罪活动来获取钱
财或身份认同。后面这一点在计划中非常关
键，因为除了犯罪同伙提供伙伴关系外，钱财
和物资的回报是阻止年轻人加入犯罪组织或鼓
励他们离开的最大挑战(Cloward and Ohlin, 
1960)。



|   43

渥太华犯罪预防执行主任南茜·沃斯福 
Nancy Worsfold），在CBC新闻采访中说
2014）：“渥太华犯罪组织跟毒品交易密切
联系，他们以此赚钱。因此，需要提供他们各
种切实可行的选项，以此支持他们希望得到的
体面生活。”这个计划同样还给这些犯罪团伙
成员提供行为和生活技能，还帮助他们解决其
他的问题，比如，精神疾病和吸毒行为。这个
计划整合了现实可行的目标，每年帮助30名年
轻男子，约占渥太华黑帮人数的6%。 

第一年，该计划成功联系上社区成员和利益相
关方，给他们提供渥太华犯罪团伙信息，并为
家里有青少年子女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的父母建
立培训项目。同时，改进现有服务机构，当这
些人刑满释放重新回归社区时，将他们转移到
这些服务机构。虽然目前得到的数据只是描述
性的，而且仅只是与警务活动有关，但是渥太
华警察局直接行动小组在2014年逮捕犯罪团伙
人员数目在上升，而枪击案和缴获的枪支数量
在下降。

“渥太华犯罪组织跟毒品交
易 密 切 联 系 ， 他 们 以 此 赚
钱。因此，需要提供他们各
种切实可行的选项，以此支
持 他 们 希 望 得 到 的 体 面 生
活。”
–渥太华犯罪预防执行主任

南茜·沃斯福
（Nancy Worsfold)

回归服务及社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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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大部分的犯罪其实是由一小部
分人实施的(Piquero, Farrington, and 
Blumstein, 2003)。另外，在被判刑的犯
罪分子中，许多人在此之前至少接受过有
一次审判，而将近75%的累犯接受过多次审
判(Griffiths, Dandurand, and Murdoch, 
2007)。将违法者监禁起来，使他们无法再
犯罪，这是减少犯罪和终止犯罪连续性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根据相关研究，强调震慑作
用的项目（虽然在有些案例中比较成功）未
能持续有效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参阅Webster 
and Doob, 2012)。研究同样发现，从监狱里
释放出来的人大约有2/3以上会再次以身试法
(Durose, Cooper, and Snyder, 2014)。在监
狱服刑的大部分人最终将会被释放，而且这些
人大部分被判处监禁不到6个月(Correctional 
Services Program, 2015)。很有必要制定更
多的计划来预防犯罪行为以及促使违法犯罪人
员脱离犯罪生活模式，从而阻止这些人从监狱
出来后的继续犯罪。另外，政府通过阻止高风
险人员继续犯罪，可以节省上百万美元(Cohen 
and Piquero, 2009)。 

许多犯罪分子在短时间的关押期内未能够得
到充分帮助，特别是有精神疾病和吸毒问题的
人员。在对这些不需要长时间监禁的犯罪分
子进行审判时，应该赋予法官更多判决选项,
其中一个选项就是“有条件的监外执行”。这
个在加拿大刑法典的第742条第一款当中有解
释，即在严格的条件约束下，允许犯人在监狱
外服刑。为有效的将这一处罚应用到更广范围
的案子上，联邦和省级立法应该做一些修订,
让这一条款更方便运用。另外，社区服务机构
应加强对违法者管理监督，与缓刑官，警察,
法官，法庭一道，确保监外执行条件能够被
贯彻执行(Armstrong, McIvor, McNeill, and 
McGuinness, 2013)。

社区集中监管，增加解决精神疾病和吸毒问
题的支持服务，能够使这些机构更好地帮助违
法人员康复和重新融入社区，最重要的是帮
助他们完成艰难的犯罪脱离过程。分流项目应
该被扩大开来，以便更多的违法者可以被引荐
给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和治疗。卑诗省累犯管
理项目以同样的方式在运行，也非常成功(参
阅 Cohen et al., 2014)。提交给卑诗省政
府有关减少犯罪的文章中提到，这种办法给法
庭提供了一个节省成本的选项(Plecas et al, 
2015)。现有的累犯管理项目需要被扩大，以
便社会服务机构和刑事司法部门可以组成综合
性的工作小组，共同努力，管理好高风险高需
求的违法者。

打断犯罪的连续性

减少犯罪或再次犯罪的策
略包括：
• 增加对有条件假释条款的运

用，并配合采取社区服务以
及综合性方法进行监督；

• 增加针对毒品成瘾者和精神
疾病患者的支持服务；

• 建立联合工作组来管理存在
高风险、高需求的违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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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服刑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有关
报道声称在加拿大因服刑或审判前关押而被监
禁的妇女数量在上升(Sapers, 2013)，这表
明，一定数量家庭的孩子将因父母被监禁而
受到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加拿大监狱的刑
期很短。大部分犯罪的妇女被判处不到6个月
的刑期。总的来说，67%的有罪的妇女一般被
判处1个月或更短的刑期；25%被审判的妇女被
判处1至6个月刑期；仅只有2%的妇女受到联邦
审判并被判处2年以上的刑期(Public Safety 
Canada, 2012)。然而，这种分离，即使是短
暂，也会给与违法者有直接关联的每一个人造
成伤害，让他们遭遇各种困难。另外，当这些
妇女回到社区和家里后，很少有人接受持续的
支持。

这就引发了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带小孩的
个人进入服刑期(参阅 McCormick, Miller, 
and Paddock, 2014)。父母被监禁是一个现
实问题，对父母和子女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它也可能引发以前讨论过的转变问题，比如
未成年子女被安置在抚养院。研究表明，大
部分被判处2年刑期以上的妇女她们孩子的年
龄一般在18岁以下(Barrett, Allenby, and 
Taylor, 2010)。研究同样显示，在服刑前，
这些妇女是孩子们的主要抚养人(Hissel et 
al., 2011)。

在加拿大，尽管联邦和省级的政策都鼓励家
庭成员开展监狱探视，但实际上这种探视很难
开展。这些困难包括家庭成员交通花销、安
全要求、监管中心消毒要求和潜在的不友好
环境、探视时间的限制、身体接触和情感限制
等(Blanchard, 2004; Derkzen and Taylor, 
2013; Knudsen, 2011; Withers and Folsom, 
2007)。这些每一个因素都会使探访者增加焦
虑感，他们本来就已经为探访监禁人员而焦虑
了(Nesmith and Ruhland, 2008; Poehlmann, 
Dallaire, Loper, and Shear, 2010)。

研究表明，如果在监禁期间子女经常探视父
母，彼此间维持很强的联系，那么父母在出狱
后回归家庭和社区时，遇到的困难会少一些  
不仅如此，他们再次犯罪可能性也会减少,
或第一次和再次犯罪之间的时间间隔会较长
(Bales and Mears, 2008; Derkzen, Gobeil, 
and Gileno, 2009)。虽说需要对此问题展开
更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在父亲或母亲，特别
是母亲被监禁期间，建议子女开展更多的交流
和探访(McCormick et al., 2014)。

帮助被监禁父母回归家庭和社会

回归服务及社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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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PACT项目 
英国一家名为派克特（Pact）的机构为服刑
父母转变模式提供了一个范例，他们于2012年
11月推行了一项名为“该见面咯！”的项目,
给监禁中的父母亲们提供育儿及子女教育课
程，目的是改进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接受子女
健康发展培训后，父母与孩子之间正面的关
系在监禁这段期间得到了强化(Children of 
Prisoners Europe, 2013).

虽然项目的前期部分内容是教育性质的，但是
项目也开展父母与孩子间的互相探访，以便父
母亲能够运用他们在项目中所学到的技术。在
这些探访以后，父母亲们也要与其他项目中的
参与者会面，分享他们的经验，并互相学习。

派克特服务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子女访
客中心。父母亲和家庭可以在监禁前或监禁后
通过该中心的服务来维持家人和子女的关系，
与孩子在这里一起开展娱乐活动，这项服务专
门为狱中的父母们提供。

对派克特服务的评估显示，该项目明显改进了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减少了再次犯罪的可能
性(参看Pact报告)。这要归功于该项目把重点
聚焦于进入和离开监管场所整个过程的多个阶
段，还有就是在设计项目时充分考虑了将父母
亲和子女都纳入其中。

帮助维护好亲子关系
在一篇有关卑诗省安全学校和社区中心的论文
中，阿曼达·迈科米克（Amanda McCormick)
和她在菲沙河谷大学的同事写到，在改善被
监禁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
上，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包括，警察逮捕犯人时执行信息分享条令,
以及与社工的密切合作。对孩子如何安置的决
定也要确保通知到被关押的父母，因为他们是
孩子主要的抚养人。

还有必要提高社工、儿童护工，以及教师在
这个问题上的认识，给他们提供额外的教育培
训，同时也要给行为矫正机构中的员工和保释
官提供培训，让他们帮助父母亲们在监禁期间
回归正途。

另外，很有必要保持被监管父母及其子女之间
的交流和探视，提供支持性的服务来鼓励此类
交流的频率。我们需要更多数据来了解这类项
目的普及情况，也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这些
体验对年轻人影响，了解解决这些问题的项目
和做法的潜在收益。在加拿大内委任项目负责
人，监管青少年和家长们的权益，也将事半功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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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会经历一些事件，导
致他们误入歧途，或引导他们远离犯罪。社区
支持对这些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
而，有一些重要的因素需要仔细考虑：生活在
某一社区的人员，在面临人生转折点时，是否
能得到充分的帮助。这要从寻找背后的原因开
始：为什么人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需要经历转
变。这种转变可能与进入一个新的生活阶段
个人面临的挑战，或存在的犯罪行为有联系
这些改变的结果就是，一个人有可能在一个或
多个社会或司法机构之间转移，有可能变得无
家可归，丢掉工作，进监狱，或在刑满后重新
回归社区。

社区的相应机构应该与需要帮助的人们一道
投入到制定协作性的案例规划中来。要想成功
改变一个经历过上述问题的人，服务机构就必
须要有能力提供持续的、协作性的应对方法,
来解决这个人在转变过程中每个阶段的主要需
求。

最后，对要接受这些转变的人而言，有必要
使自己坦诚面对别人提供的支持，全身心地投
入自己的努力，积极参与这些支持性的干预
计划。同样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要帮
助违法者的专业人员和其他人都要掌握一些技
能，来激发违法者身上的那种深层次的改变意
愿。通过成功地将充满动力的个人与合适的服
务机构和项目匹配起来，社区可以阻止和减
少更多犯罪。为了有效消除犯罪，社区应该坚
持执行和继续贯彻已取得成效的项目，不管它
们是成功帮助违法人员转变为守法市民，还是
帮助人们继续过遵纪守法的生活，不去以身试
法。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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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在思考怎样通过策略规划来
消除犯罪时，其中一个方法就
是考虑将那些导致人们违法
犯罪的因素与那些在日常生

活环境中便于人们实施违法犯罪的因素进
行区分。前者解决的是犯罪学家布兰廷罕
Paul Brantingham）所说的“犯罪行为”
criminality）领域，而后者是解决“犯罪”
或“犯罪事件”（criminal event）。预防
犯罪行为的工作包括以下内容：警察给孩子
们开展毒品意识教育，针对青少年的反团伙
犯罪项目，社区司法康复项目，监禁服刑,以
及康复项目。预防犯罪事件的工作也涵盖很
多内容，比如，要求将预防犯罪原则运用到
城市规划的过程当中，建立社区性的邻里守
望项目，雇用私人安保公司，安装锁具和报
警系统，开展执法活动阻止可能促使或导致
犯罪发生的举止行为。

既要预防犯罪行为又要预防犯罪事件，这样
犯罪预防活动主要针对风险层面，预防将来
某些犯罪的发生。保罗·布兰廷罕和佛罗里
达州立大学犯罪学院的弗雷德里克·福斯特
将一系列的犯罪预防活动归总为一个由三项
内容组成的模式，分别是：初级预防，二级
预防和三级预防（(Brantinghan and Faust, 
1976)）。

初级预防活动主要目的是针对个体外在生活
环境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风险因素，在犯罪
还未发生时就对其进行制止；二级预防活动
针对的是特定个人、地点或情境，这些个人
或地方存在已知的风险隐患，在不久的将来
会产生犯罪问题；三级预防活动是针对那些
存在于犯罪人员，或已发生犯罪的地点和情
形中的风险因素。有效的计划必然需要综合
性的应对措施，结合三个预防层次，做到既
预防犯罪行为又预防犯罪事件。

鉴于此，本章将重点介绍怎样改进解决犯罪
事件的犯罪预防工作。我们通过有效设计环
境、产品和活动，制止犯罪机会，改变对现
存犯罪机会的认识。为了提高认识，本章总
体的介绍大部分的预防犯罪事件的活动，并
介绍相应的理论解释。利用理论知识来解决
具体问题，本章将详细介绍几个重要的预防
策略，犯罪学家称它们为“通过环境设计来
预防犯罪”和“情境犯罪预防”，并针对此
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来消除犯罪机会。

简介

作者：乔丹·迪普洛克

规除犯罪机会

对环境、产品和活动的有效设计对于
消除特定人群的犯罪机会有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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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引发犯罪，犯罪怎样产生、在什么情
形下产生，学术界对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
释，并且不断进行验证和修改。而所有解释都
阐明同一个观点：通过找到犯罪原因，用各种
方法来预防犯罪。虽然不可能找到“百灵药
来解决所有的犯罪问题，但是，人们已经了解
到，当某些因素交集在一起后，特定人群和地
点就会有发生犯罪的风险，甚至使犯罪得逞。

要想制定出一个有效的犯罪预防方案，我们就
应该利用这些现有的经验理论，根据社区中的
具体犯罪问题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计划。经常有
这样的情况发生，即我们只看到在其他辖区开
展的犯罪预防措施收效良好，但却没有对其进
行全面了解，根本没弄清楚为什么这些措施可
行、如何运行，有何理论依据，以及和本辖区
的犯罪问题有何差别。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
一个辖区内运行得好的理论和实践自然而然的
在另外一个辖区也能运行。

理论的重要性
虽然我们不能保证一个以良好理论为依据的犯
罪预防措施可以取得预期成效，或不会导致不
可预见的负面后果(Grabosky, 1996)，但是,
如果在选择犯罪预防措施时，没有以理论为指
导，或者没有考虑所用理论的局限性，那么,
则更有可能失败，更有可能产生不利后果。最
好的情况是，即使缺乏理论指导，犯罪预防活
动可能有助于犯罪的减少，然而，活动的结果
会很难评估，几乎不可能去复制。更有可能的
是，整个活动会浪费参与人员的时间，金钱和
精力，削弱人们进一步开展犯罪预防的动力
最坏的结果是，这些设计糟糕的活动会助长更
多的犯罪。

案例：邻里守望项目
有这样一个典型项目，它在很多环境当中都
颇具效果，但是，也经常没能发挥作用，原因
是人们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项目背后的理论依
据，没有考虑实际情况，这个项目就是“邻
里守望”。自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街区
守望项目（Block Watch Program）被报道很
成功后，这个项目就在全世界很多社区中被采
用。最初这个项目是为预防居民区入室盗窃
而设计的，能够最好地满足本社区的短期需
求(Bennett, 1992)。虽然这个项目最初很成
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西雅图的效
果逐渐在衰退，其他类似的许多项目也不再能
够取得长期效果，可能是人们忽略了支撑这个
项目的理论基础(Bennett, 1992)。当其他社
区采纳这个项目时，很少有人考虑自己社区的
具体需求，也没考虑将支撑项目的理论基础进
行调整适应新的环境。虽然采取相似项目，却
未能整合原有项目中的多个成功因素(Muller-
Cheng, 2009)。尽管守望项目在许多社区中
依然流行，但它们已不再针对实际问题，缺少
足够的资源来支撑，很难继续维持下去，而且
仅只能在犯罪风险低的居民区运转。这些因素
使我们很难评估这个项目，让人不禁质疑这些
项目的下步发展。虽然有一些证据显示这类项
目能够减少犯罪，但相对来说，缺乏对这些项
目的高质量评估，特别是近期评估(Bennett, 
Holloway, and Farrington, 2008)。部分原
因可能是人们认为这些项目还在发挥作用,或
者是没有人愿意去应对评估所带来的挑战。尽
管他们过去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吸引人的地
方，但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没有很好的
理论支撑，干预措施与实际问题脱节，许多这
些项目举步维艰。

理论知识指导犯罪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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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犯罪机会和认知
虽然有许多理论解释为什么一些人或群体比其
他人或群体有较大风险发生犯罪行为，但却很
少有理论来对犯罪事件本身进行解释。本章
将重点介绍这些少数理论，它们介绍了消除犯
罪机会的各种办法。其他解释犯罪行为的犯罪
学理论是本书其他章节中所提及方案的理论
基础。本章节要讨论的理论有：日常活动理论 
routine-activity theory）；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choice perspective）;破窗理论
这几个理论中有一个共同的主线，那就是，它
们重点解释机会和认知是怎样引导人们决定去
实施犯罪的。

日常活动理论
解释犯罪事件的理论主要建立在传统理念上,
那就是，犯罪是人们在理性地权衡成本和收益
后做出的选择。在研究社会变化和犯罪率走
势的过程中，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劳伦斯·科恩
(Lawrence Cohen)和马库斯·费尔森(Marcus 
Felson)提出了一个观点：当犯罪分子有机
会可以实施犯罪的时候，他们就会决定犯罪
(Cohen and Felson, 1979)。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繁忙的现代生活环境给犯罪的发生提供
了无数的机会。该理论指出，如果一个充满犯
罪动机的犯罪分子在特定时间、在缺乏犯罪防
范措施的地方、碰上合适的目标，那最有可能
的结果就是一起犯罪事件的发生。“机会”就
是这三个要素汇集在一起产生的时机。

随着日常活动理论的继续发展变化，它进一步
提出，通过控制违法者、犯罪目标和犯罪地点
三要素当中的任何一个，犯罪机会就会被消除
掉，犯罪事件也就会被阻止了(Eck, 1994, as 
cited in Felson, 1995)。控制者就是那些操
作有犯罪动机人员的人，就是守卫犯罪目标的
那些人，和那些管理犯罪地点的人。他们可以
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防止犯罪的科技装备。

控制者由人或者科技装备来充当，它的种类取
决于它在犯罪要素当中充当的角色，而不是取
决于个人。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控制者的三种类
型，例如，是个人财物的守护者但外出到公众
场所；是一名操作者但在商业中心监管小孩行
为；或者是是一名管理员要采取行动创建消除
犯罪机会的家庭环境。

尽管说只有旁观者忙着自己的事的时候控制者
才可能存在环境中，但是，人们认为只有控制
者对阻止犯罪有个人切身利益，或为了控制,
护卫和管理某种情况而专门安排或设计，控制
者才会最有效果(Felson, 1995)。

这个理论不是关注是什么让一个人充满犯罪动
机，相反，它认为，充满犯罪动机的违法者是
瞬间存在的，如果恰巧机会出现，任何人都有
可能成为一名有犯罪动机的人，而且如果有犯
罪动机的人愿意并能够实施犯罪的话，他或她
就会犯罪。

因此，日常活动理论告诉我们，预防犯罪活
动不是想要鉴定和改变违法者或他们的犯罪动
机，而是要让控制者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即
使对于那些对阻止犯罪机会感兴趣的人来说,
这有可能是一个挑战，(Sampson, Eck, and 
Dunham, 2010)。那些负责任的控制者也有可
能不了解哪些干预方式是有效的，或者他们会
觉得开展有效的干预活动需要太多的努力或花
销。

以日常行为理论为依据制
定的犯罪预防措施是将关
注点放在违法者、犯罪目
标和犯罪地点三要素上，
通过控制其中的某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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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控制者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辛辛那提大学刑事司法
处的拉娜·萨普森(Rana Sampson), 约翰·
艾克(John Eck) 和 杰西卡·敦罕(Jessica 
Dunham)阐述了激励控制控制者的行为是多么
的重要(Sampson, et al., 2010)。 

他们认为，其他个人，群体，组织和政府经常
需要利用其影响来完成以下五个目标中的一个
或多个：减少控制者因执行有效预防犯罪活动
而需要的工作；加重处罚不遵守预防犯罪活动
所需规则的行为；对有效执行预防犯罪活动加
大力奖励力度；消除控制者不执行预防犯罪活
动的借口；减少激怒控制者的可能性，避免新
增问题问题。

那些负责影响控制者的人被称为“超级控制
者”(Sampson et al., 2010)。这些超级控
制者有广泛的应用性，比如，在澳大利亚,
麦克·汤斯利(Michael Townsley), 贝努伊
特·莱克里克(Benoit Leclerc)和皮特(Peter 
Tatham )说明了超级控制者这个概念是怎样有
效地被应用于解决海盗问题的(2015)。

犯罪模式理论
日常活动理论的核心是假定大部分违法者是机
会主义者，他们仅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碰上了容
易犯罪的机会，一般在犯罪时没有脱离他们
日常的生活方式(Brantingham, Brantingham, 
and Taylor, 2005)。 犯罪模式理论也借用
了这种假定，它解释道，犯罪分子一般在他
们日常路线（称作为“路径”）周围实 施犯
罪,在家里，工作场所，学校，娱乐场所，或
其他他们经常游荡的地方，这些地方被称为
重要节点”(Brantingham and Brantingham, 
1993a,b)。

因此，在空间上，就可以预测到这类犯罪的
分布情况：犯罪活动最有可能发生在犯罪分子
日常活动的沿线。犯罪经常发生在离节点比较
近的地方，随着离节点距离越远犯罪逐渐的减
少。理解了这种犯罪分布，我们要重点弄清犯
罪经常发生的地方和犯罪分子经常行走的路
线，从而针对性的安排护卫和管理人员，加强
犯罪预防干预措施。

虽然这个理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简单有效的
方法来理解犯罪事件，并推荐预防的办法，但
是，并不是说它没有局限性。正如它假设的,
犯罪分子在寻找犯罪机会时没有离开他们日常
生活路线；这个理论也同样假设，，大部分犯
罪分子一般都不具备专业知识、也没能准备去
克服没有犯罪机会时的情况。这可能代表大部
分犯罪分子的状况吧，但是，一些犯罪分子会
自己创造犯罪机会，投入更多的努力和准备工
作去实施犯罪。尽管护卫人员，管理人员和操
作者采取了预防犯罪的干预措施，这些犯罪分
子仍然坚持他们的犯罪动机，即使原计划的机
会被封堵了，他们也会积极寻找新的目标。我
们需要投入更多更集中的努力来对付这些犯罪
分子，解除他们的犯罪动机。

犯罪模式理论认为，罪犯一般在他们日常路线周边实施犯罪，比
如住宅、工作场所、学校、娱乐场所，或其他经常游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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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
即使犯罪机会自己呈现出来，犯罪行为也不一
定会发生。犯罪分子只有决定去犯罪，犯罪才
会发生。犯罪分子的决定是建立在他对犯罪回
报和风险的判断上的。英国的Derek Cornish 
and Ronald Clarke提出了理智选择理论，他
帮我们解释情境预防犯罪活动是怎样影响一名
犯罪分子选择实施犯罪的。这个理论假设，在
选择实施犯罪时，所有的犯罪分子会对犯罪环
境和形势进行判断，掂量犯罪的回报和风险
如果他们觉得这样做获得的快乐比承受的痛苦
多时，他们就会实施犯罪。理智选择的理论告
诉我们，预防犯罪活动的目的是改变犯罪分子
的认知力，尽量减少犯罪能获得得收益，加重
犯罪要承担的严重后果。

理性选择理论告诉我们，犯罪分子其实不太了
解一次犯罪潜在的回报和风险真正有多少，犯
罪分子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精确地计算出他们行
为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他们行动时仅进行了
有限的理性思考，主要基于自身对风险和回报
的简单看法，当然了，这些看法还不一定能够
反映真实存在的情况。事实上，他们对风险和
回报判断更有可能由这些因素决定，例如，吸
食毒品，个人经验，其他犯罪分子的事例，过
分的自信和冲动，而不是取决于真正的风险和
回报情况。

不管在外人看来某个犯罪看起来多么随机，设
计多么糟糕，但实际上一旦犯罪发生，犯罪分
子已经看到他们有所收获了，这些收获已经超
过了他们所付出的成本。这个理论告诉我们,
犯罪预防措施应该思考大部分犯罪分子是怎样
看待一个特定犯罪机会所蕴藏的风险和回报
这种有限的理性有时候使得劝退犯罪分子比较
容易，但有时候则会更加困难。

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解释犯罪分子决定实施犯罪
的原因—他们拿社会和法律成本与“所得”比
较，例如，快速获得钱财，令人畏惧的恶名,
以及其他收益—一般来讲，相对远期的后果,
他们更注重犯罪事件的直接相关因素(Cornish 
and Clarke, 1986)。理性选择理论指出，犯
罪分子准备好实施犯罪时，他们是掂量过某些
即时因素（immediate factors）才做出这样
的选择的，同时也思考过那些犯罪预防措施旨
在防范的事项。即时因素包括犯罪目标的数
量、能否接近目标，犯罪分子是否熟悉实施犯
罪的方法，犯罪后能得到多少金钱回报，犯罪
需要的专业技能，犯罪所需时间，自身可能遭
遇的危险以及被逮捕的风险等。

理性选择理论的最大局限就是有限理智这一概
念，换句话说，理性选择理论不能清楚解释很
多可能影响一个人做决定的因素。这对预防犯
罪活动构成了挑战。例如，如果一个人在考虑
犯罪机会和犯罪风险时受到醉酒或毒瘾发作这
类因素的影响，那么预防犯罪比改变犯罪风
险更为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解决犯罪
分子缺乏理智的原因，那么犯罪预防效果会更
好，而不是尝试预测或改变犯罪分子对风险和
回报的判断力。

不管在外人看来某个犯罪
看起来多么随机，设计多
么糟糕，但实际上一旦犯
罪发生，从理性选择角度
分析，犯罪分子都认为自
己已经获利了，而且这些
收获已经超过了他们所付
出的成本。

规除犯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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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窗理论
另一个帮助我们理解犯罪事件的重要理论就是
破窗理论，这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家詹姆士·
威尔森(James Wilson)和乔治·科林(George 
Kelling)在1982年提出的。在这一理论指导
下，纽约和洛杉矶在20世纪末期犯罪率大幅减
少，摆脱了罪恶之城的坏名声。该理论确实在
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那以后，这个理
论就被误解了，大部分人认为这一理论的内涵
就是对社会失常现象持零容忍态度，并强调严
格执法和严厉惩处(Engel et al., 2014)。但
实际上，与执法和惩处相比较，它强调的是解
决犯罪和社会秩序失常，最关注的是犯罪分子
对犯罪风险和犯罪机会的认识。

这个理论受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
泽巴都(Philip Zimbardo)在1969年开展的一
个早期实验的影响，同时也借用了美国建筑师
和城市规划师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在
1972年提出的“可防卫空间”的概念。这个理
论将认知和机会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解释人们
对一个环境的看法不仅能够使这个地方犯罪发
生的可能性增加，也可以导致这个地方的犯罪
机会增加。这个理论的前提条件是，犯罪分子
在做有关犯罪的决定时，他们认为眼前这个地
点无疑是有助于犯罪成功的。当某一个地方有
明显迹象显示缺乏正常秩序，甚至仅仅是一扇
打破的窗户，都会传递给犯罪分子一个信号
这个地方犯罪行为没有受到监管，可以实施犯
罪。犯罪分子因此会实施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这地方的情况继续恶化后，一些合法使用者
他们有可能是这地方潜在护卫者或管理者  获
知犯罪恶化的信息，也被吓跑了，从而导致这
个地方愈发容易招惹更多的犯罪，出现更多的
社会秩序失常。

泽巴都 (1969)的实验给这一理论提供了很好
的一个例子。在这项实验当中，有两辆车被丢
弃了，一辆丢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一个贫困
而混乱的居民区，另一辆丢弃在加利福尼亚州
的一个较为安全和富裕的居民区。布朗克斯居
民区的汽车在一天内就被洗劫一空，而另外那
辆汽车却是摆放了一周都没人触碰。

实验人员于是把在安全居民区的这辆车车窗打
碎了，结果不出多长时间，这辆车也被人毁坏
了。在布朗克斯，早就存在社会秩序失常的现
象，很容易就招惹更多的犯罪，而在加利福尼
亚居民区，这辆车破车窗成为了一个可以实施
犯罪的信号。

把破窗理论引入到犯罪预防中，那么，为了预
防犯罪，我们就需要使一个地点看起来像是受
到其使用者的保护，这样犯罪分子就认为作案
风险较高。提高一个地方的安全感确实能够改
善这个地点的安全状况，因为一个地方感觉安
全后，即使犯罪机会出现了，它也会对犯罪分
子形成震慑。这种安全感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回
到这个地方，他们会充当护卫者，第一时间防
止犯罪机会的产生。

人们理解这个理论时，经常会忽略了整个理论
机制。根据德国普兰克研究所集体财产研究
部的克里斯托弗·恩格尔(Christoph Engel)
和他同事所做的有关破窗理论的实验，虽然警
惕性和惩戒措施对于扭转社会秩序失常很有
必要，但是如果不能管理好居民区形象的话,
仅靠前面两个要素是不能维持居民区低犯罪率
的。因此，培养地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消除
社会失常的最小迹象，有能力运用警惕性与惩
戒措施去应对问题，这些都是破窗理论的关键
组成部分，也是预防犯罪和防止居民区走向衰
败的关键因素。

培养主人翁意识，消除社
会失常的最小迹象，有能
力运用警惕性与处罚去应
对问题，这些都是破窗理
论的关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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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环境设计来进行预防犯罪的方法（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 Design），
即通常说的CPTED方法，是采用多学科方法来
预防犯罪的理论。将它有效运用到对未来发展
的规划当中，这就是社区采用理论指导犯罪预
防的一种方式。这个方法认为，合理的设计，
有效的使用，维护和管理建好的环境，可以减
少犯罪(Crowe, 2000)。CPTED建立在多领域
的理论和知识上，包括犯罪学，警务知识，行
为科学，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它的目标是，
通过用消除或减少犯罪和社会秩序混乱的思维
方式来设计自然环境，以预防犯罪为目标，
最理想的状态是让犯罪无机可乘。研究显示，
不管是在设计目标内部还是在其周围，CPTED
都可以成为一种有效减少和预防犯罪的方法 
(Cozens and Love, 2015)。然而，CPTED是
一个复杂的、充满变量的、可预防多种犯罪的
方法，评估性研究不可能清楚的将它总结为非
常有成效的方法，也不能把从一个设计项目当
中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推广到其他项目(Cozens 
and Love, 2015)。

七个主要的CPTED策略
目前，国际社会上还没有公认的标准框架来确
定CPTED的概念，原则和专业术语(Gibson and 
Johnson, 2013)。这就意味着CPTED执行情况
因地点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想要学习和运用它
的人对它的理解也是各有不同。然而，澳大利
亚的Paul Cozens and Terence Love在2015年
对CPTED这个概念进行情况了解时，发现CPTED
有7个主要的策略，它们似乎出现在大部分的
文献当中。这7个关键策略是：领地意识，监
控，通道控制，形象管理，合法活动的支持，
加固犯罪目标，和地理位置相邻。

领地意识
领地意识也许是CPTED最基本的概念了，因为
其他策略都是以此为基础提出的 (Cozens and 
Love, 2015)。领地意识策略指的是用实际
的、有标示的障碍物，例如提示标志或对景观
的改变，将公共空间和私人或半私人空间隔离
开来。如果所做恰当，领地意识会引导所有权
和保护意识的建立，不会给人以建造防御工事
的印象。这个策略实际是受破窗理论影响，通
过影响犯罪分子和合法使用者的认知并以此改
变其行为，从而减少犯罪机会。如果潜在的犯
罪分子觉察到某个半私人或私人空间已经被物
主防护起来，那他们就会意识到冒险非法闯入
这个地方将承担很高风险。同时，由于合法使
用者一直感觉这地方安全而且受欢迎，因此他
们会继续使用这个地方，并充当守卫者。

监控 
监控策略就是做实体设计，强化自己会被发现
的这种意识。我们可以通过使用视准线，开放
空间，和装备好的窗户来取得这种效果。要么
是其他人来监控，要么是机械来监控，有效的
监控可以使可能要犯罪的人认为风险很高，因
为有效监控意味着有能力的守卫人员会被召集
来一旦犯罪分子看起来很可疑，或是意味着他
们的犯罪行为会被观察到或记录下来。这策略
要求实际的监控和伪装的监控都要产生效果，
因此，让使用者明白他们受到监视，并且限制
没有监控的空间。

通过环境设计来进行犯罪预防

规除犯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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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控制
通道控制策略是指，利用小路，门口，和真实
的以及心理上的障碍物来影响人们和车辆通过
某个空间。按照日常活动理论来看，有效的
设计会预测到人们的行动，并能够让犯罪分子
离开合适的犯罪目标，即使这个地方没有人守
卫。从理智选择理论来看，有效的通道控制要
让犯罪分子提高风险意识，让他们明白，如果
他们闲荡、不恰当的通过某个地方，或出现在
不属于他们的某个地方，其他人会发现他们
同时，恰当的通道控制允许合法人员尽可能的
安全、自然通过。

形象管理
形象管理策略也是受到破窗理论的影响，想要
阻止或解决社会秩序失常的早期迹象。由于少
量的不正常现象会给犯罪分子提示这个地方比
较薄弱，犯罪风险比较低，因此，维护一个地
方的外观、保持领地意识是很重要的。而且,
鉴于领地意识、自然监控、通道控制达到预期
目的都需要合法用户们在必要情况下愿意采取
干预措施，因此对场地的合理维护和管理尤为
重要，这样才能一直使合法用户们感到安全并
希望一直使用该场所。通常，这类策略包括以
下一些方法：利用较为简单的场所设计和景观
设计来维持场所的美观舒适；采用耐磨耐用及
不易损坏的建筑材料；以及制定计划定期对场
所进行维护。

对合法活动的支持
合法活动的支持策略是指，吸引更多的合法使
用者来到某个地方，制造出这个地方不是和犯
罪活动的印象来。吸引更多的合法使用者，其
目的是加强犯罪风险认知，加强守卫工作。因
此，这个策略是想设计安全空间，用其他的激
励方法鼓励使用者到来并使用这个地方。这个
策略也会给这个地方带来更多的犯罪目标，因
此，在采用这个策略的时候，应该考虑怎样确
保使用者的增加确实能够提高犯罪分子的风险
意识，而不是提供匿名，让犯罪分子觉得犯罪
风险低 (Cozens and Love, 2015)。

目标固化
目标固化是指，加大犯罪难度或减少犯罪回报
的策略（人们对加固犯罪目标能否成为CPTED
的一部分战略仍然持有争议）(Cozens and 
Love, 2015)。使用锁、大门、栅栏和其他实
体障碍，不仅让人感觉接近一个犯罪目标更为
困难，事实上也是让犯罪变得更为困难。从某
种程度上讲，犯罪目标固化在所有设计中都是
必须的，它是犯罪预防的一种主要方法。

然而，如果太过于依赖这个方法，就会产生
堡垒心态（fortress mentality），因为影
响了合法使用者的出现，从而削弱了CPTED其
他策略的效果(Cozens and Love, 2015)。另
外，牺牲其他策略，过多依赖加固犯罪目标,
会促使犯罪分子加速采取科技手段和改进犯罪
技术。这种现象被英国心理学家和犯罪与预防
研究者保罗·艾克博罗姆（Paul Ekblom）称
为：预防犯罪的装备竞争或创新竞争（2005  

地理位置相邻策略
最后一个策略是地理位置相邻（geographic-
juxtaposition）策略，指的是在进行设计时
充分考虑附近地理位置对该场所在犯罪方面的
影响。因为，没有哪一个地方是独立存在且不
受周边环境影响的，因此，有必要考虑周边
地区到底存在些什么。根据日常活动理论和犯
罪模式理论，日常活动中犯罪分子在节点之间
来回走动，一旦机会出现他们就实施犯罪，因
此，如果附近有任何吸引犯罪分子注意力的场
所，那么要设计的地点就会成为犯罪分子日常
活动的路线，遭遇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科
增斯和洛弗提醒到，这是CPTED方法中经常被
人忽视的一点(Cozens and Love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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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用CPTED
如果在设计和规划阶段就执行CPTED，它的效
果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开发商，建筑
师，城市规划者，警察和其他人都能够在犯罪
未发生之前就考虑怎样规避风险。CPTED不仅
可以在选定的地点单独开展，也可以在一个社
区的所有新开发的项目中开展。CPTED也就可
以成为预防犯罪的主要方式，在任何风险因素
能够确定之前，可以防止犯罪的进一步发展。

将CPTED融入到新的设计当中，可以不拘泥于
现存的设计，自由的使用CPTED的多种策略  
我们推荐一种方法，首先采用一般的策略来预
防经常发生的犯罪，然后运用CPTED中专门设
计的策略，解决要使用的地点当中存在的潜在
风险，以及时间长后该地点发生变化后存在的
犯罪风险。

卑诗省的坦伯勒岭市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犯罪
初级预防的例子。作为一个新兴的采矿城镇,
坦伯勒岭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时候就在整个
城镇的设计中引入了CPTED。

30多年后，原来的矿井关闭了，这是当年未能
料想的情况，而这一变化也正在考验着它当初
的城市整体设计。虽然没有对该变化对本市犯
罪率的影响进行评估，但是坦伯勒岭的犯罪
率一直都很低，人们的满意度一直很高(Gill, 
2002)。

在完整设计一座新城镇时很少有机会执行
CPTED策略，这个是CPTED作为主要预防犯罪策
略的独特例子。然而，社区可以尽力采纳整个
社区的CPTED策略，在开展新的开发项目时要
想到预防犯罪，然后按照计划逐渐的重新设计
社区中陈旧的部分。

在所面临的目标场所，可以运用CPTED设计策
略来解决那些促使犯罪发生或产生犯罪风险
的因素。要想把CPTED作为二级和三级犯罪预
防的一个策略，我们可以借助问题导向这种
方法，而且事实上，也应该将CPTED当中为解
决社区犯罪问题的潜在方法，因为这些犯罪问
题已经成为问题导向犯罪预防的目标了(Zahn, 
2007)。然而，仅只依靠一般化的指定的策略
是不足以解决具体的犯罪问题和犯罪风险因素
的，因此，CPTED应该主要由它的支撑理论来
指导，应该清楚的了解具体的犯罪问题，以及
了解这里的环境如何促使犯罪发生的。

规除犯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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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特别是市政府，有能力在设计社区和
其他有犯罪风险的地方时充分的利用CPTED策
略。政府可以承担起超级控制者的角色（在前
面讨论日常活动理论时我们已经描述过），来
完成上述工作。

政府可以使用规章制度或激励手段，来鼓励
这些地方的管理员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设
计犯罪预防措施。加拿大和世界上许多社区
已经为新的开发项目制定了CPTED使用指南,提
议或要求市政府在批准建造一些或全部新的
构造前，在设计中采用CPTED策略。一些市政
府已经承诺在设计政府所拥有的建筑物时采
用CPTED，或已经给私人开发商提供了使用指
南。 

作为减少犯罪策略的一部分，卑诗省素里市
最先强制要求所有的公司在申请新的营业执
照时，都必须提交他们经营场所的CPTED审核
评估，并且遵照所提建议完成相关改造(City 
of Surrey, 2007)。这一要求不仅使素里的
城市规划策略有所改变，而且还促使这些新公
司能够认真审视CPTED策略(City of Surrey, 
2009)。另外，除了市政府对自己制定策略的
大力推行，其他社区也提供有关CPTED的培训
和意识宣传，鼓励社区成员们做好自己的工
作。

要使CPTED发挥效果，其关键不仅是运用前文
中七个策略中所罗列的设计元素，还要了解如
何运用这些元素处理具体的、已确认或预测到
的犯罪问题(Cozens and Love, 2015)。这就
意味着，有效的CPTED应该是一个以问题为导
向的犯罪预防方法，而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能直
接套用的设计理念。

在启动工程项目前就应该开展CPTED评估，其
目的是为了找出和分析犯罪问题。有效的评估
应该从多个源头收集信息，例如，犯罪数据,
土地使用数据，人口信息，实地考察，对当地
居民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调查和采访。开
展评估的人应该清楚的了解社区潜在的犯罪问
题，CPTED设计策略，支撑CPTED的理论，和一
般的设计原理。

一些城市，比如萨斯喀彻温省的萨斯卡通市,
已经成立了CPTED审核委员会，给新开发项目
提供CPTED的指导(City of Saskatoon, 2015)
如果有个人或团队可以对涉及CPTED的工程开
展详细的评估，并且跟社区犯罪预防及问题解
决者进行合作，那么执行CPTED的社区将获益
匪浅。

在某个社区计划采用CPTED方法前，能有个人或团队可以对涉
及CPTED的工程开展详细的评估，并且跟社区犯罪预防及问题

解决者进行合作，那么该社区将从项目的实施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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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CPTED通过对某个地点的设计提供犯罪预
防，情境犯罪预防也是提供一些方法来解决
社区中已经认定的犯罪问题。情境犯罪预防策
略是受到本章节中之前讨论过的预防或减少
犯罪事件理论的影响(Brantingham et al., 
2005)。情境犯罪预防最早是由Clarke提出来
的（1980），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在
不断的发展变化。

情境犯罪预防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 情境犯罪预防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措
施：

•  提高实施犯罪的难度；
•  增加实施犯罪的风险;
•  减少犯罪回报;
•  减少激发犯罪的刺激因素;
•  消除人们从是犯罪的借口(Cornish and 

Clarke, 2003)。

根据犯罪学家派翠莎·布兰廷罕(Patricia 
B r a n t i n g h a m ) ,保罗·布兰廷罕(Pa u l 
Brantingham)和温蒂·泰勒(Wendy Taylor)的
研究，这些措施可以用于犯罪预防的初级，二
级或三级(2005)。

提高实施犯罪的难度这个措施可以防止那些缺
乏专业技能、只有犯罪机会自己出现时才实施
犯罪的犯罪分子。一个人只有很好的理解了
犯罪是怎么实施的，才能够提高实施犯罪的难
度。

情境犯罪预防措施 
在200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英国的德瑞克·
科尼施(Derek Cornish)和罗纳尔德·克拉克
(Ronald Clarke)用一张表格展示了提高实施
犯罪难度的25种措施（包括加固犯罪目标，通
道控制，筛查建筑物出口，转移犯罪分子的方
向，控制犯罪工具和武器）。

提高实施犯罪的难度
举个例子，2008年，在提交给卑诗省消防部门
主管协会的报告中，素里市消防局局长任·加
里斯(Len Garis)提议，如果对水栽设备零售
产业实行许可证制度并进行管制，那么，大麻
室内种植以及由此引起公共安全危害会减少
管制措施要求零售商收集和报告顾客的信息,
或者是要求顾客在购买和安装设备前需要获得
有关部门的许可，或者是要求买卖双方都申请
许可证，在这过程中进行强制性的背景审查
这个报告指出，提高获取室内种植大麻必要设
备的难度后，一些潜在的大麻种植户就会被迫
放弃种植。

重视情景犯罪预防

规除犯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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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犯罪的风险 
要让犯罪分子意识到，如果企图犯罪，自己就
可能会遇到反抗，会受伤，或有更为糟糕的结
果。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们采用各种干预
措施，让犯罪分子能够看到犯罪所冒的风险
增加犯罪风险的办法包括：扩大监护权，增
强自然监控，实名制或身份认证，雇佣场地管
理员，加强正规监控(Cornish and Clarke, 
2003)。例如，安装隐蔽的摄像头可以帮助解
决犯罪问题，也可以作为关键证据将犯罪分子
送上审判庭，但是，如果犯罪分子没有注意到
这个风险，那它就没有震慑性，无法充分发挥
犯罪预防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零售商店经常张贴“本店有监控
设备”提示牌的原因，旨在警告潜在的犯罪分
子，使他们感到自己要是动手，就很有可能被
抓捕并被起诉。提高犯罪风险很重要，但对预
防犯罪来讲，要让犯罪分子了解到已经增加的
风险，这才是优化这些策略的关键所在。

减少犯罪收益  
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减少犯罪收益，让犯罪分
子认为犯罪可能没有多少油水可捞，或者是收
益这么低，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情境犯
罪预防表格中列举了一些方法，比如，隐藏犯
罪目标，去除犯罪目标，界定财产，打击市场
(Cornish and Clarke, 2003)。

2013年，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系统中建立了一个
移动电话黑名单数据库。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事
例，是为减少某种犯罪（手机偷窃）而采取的
针对性措施 (加拿大无线通讯协会, 2013)。

数据库记录下失窃手机的唯一识别码，然后
让服务商封锁失窃手机，使其无法接入服务网
络，从而使窃贼或失窃手机的买家无法使用该
手机。加拿大无线通讯协会（2013）同时也建
立了一个网站，让二手手机合法买家能够检查
手机的数据，确保没买到已经挂失的手机。如
果窃贼和买家都注意到这个措施，他们意识到
偷窃手机的收益率会减少，从而预防今后更多
的此类犯罪。

减少刺激因素
减少刺激人们犯罪的因素是另外一个措施 通
常，这类措施旨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
为，不过有时也可以用于预防涉财犯罪。根
据情境犯罪预防表格列举的内容，减少刺激因
素包含这些：减少挫折和压力的起因，避免争
吵，减少情绪的激发，消减同伴压力，和劝阻
模仿(Cornish and Clarke, 2003)。

2015年加拿大备受争议的反恐法案就是消除
犯罪刺激因素的一个例子。该法案的C-51条
款授予法官权力来决定互联网上的内容是否
属于恐怖主义宣传，并有权将这些内容删除
(Schwartz, 2015)。恐怖组织，特别是伊拉克
和叙利亚伊斯兰国，已经非常熟练的运用社交
媒体来给他们潜在的追随者传播信息。经过仔
细的分析后，如果确定接受这些互联网宣传后
一个人可能表现出暴力倾向，那么去除这些材
料可以防止其他人变得激进化，可以预防他们
实施恐怖行为。

减少犯罪借口 
最后一项措施是减少人们从事犯罪活动的借
口。我们可以执行这类措施让人们更加清楚规
则的存在，或者是让人们更加自发地遵守规则
而不是选择违法。当合法途径与个人需求出现
一定程度冲突的时候，这类措施可以预防因无
知而犯罪，或因创新而犯罪。我们应该解释
这些规则存在的有原因，并强调违反规则可能
造成的危害，从而达到消除借口的目的。根据
情境犯罪预防表格列举的内容，可以做这些工
作来消除犯罪借口：制定规则，张贴通知，唤
起意识，帮助遵守，管制毒品和酒精(Cornish 
and Clarke, 2003)。同时也要将这些规则告
知操作者，护卫人员和管理者，让他们坚信当
有人不遵守规则时干预或报告违法行为是正确
的。

犯罪学家布兰廷罕和她的同事声称，大多市
级政府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个措施来消除犯罪借
口，而更高层的政府却可以利用这个措施来解
决其辖区内的犯罪。例如，公司和顾客通过现
金交易来逃避缴税，这不仅是非法的，还会导
致政府每年损失上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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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很多加拿大人认为用现金交易可以得
到更优价格，或是可以躲避销售税，而且也不
是什么大问题(Hansen, 2014)。这就导致购买
者少缴税，公司申报收入少，而政府在审计时
困难多，花销大。

于是，政府就给最有可能发生逃税的服务项目
执行免税政策，例如针对建筑行业的家居装修
免税政策，这就是去除借口的一个例子。承包
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承接只用现金交付的项
目时会感到压力很大，或被缴纳较少的收入税
诱惑，那么顾客也会为承包商因现金支付而提
供的折扣所诱惑(Goodfield, 2013)。如果有
某个激励措施使顾客能如实报告交易情况，比
如说减免税收，双方的这些借口也就会被消除
了。

对创新的需求 
尽管我们的目标是在某个地方，或给某个产
品，或是在活动过程中，或是为一些人开展犯
罪预防，但真正的挑战是在做到犯罪预防的
同时，能够让守法公民使用这些地方，享受
这些产品，和正常开展活动(Ekblom, 2005)
要在预防犯罪和其他因素之间找到恰到好处
的平衡，例如审美、可利用性、法律和道德问
题、安全性、环境可持续性、方便程度和成本
等，就需要犯罪预防人员进行创新，加强设计
(Ekblom, 2005)。最理想的情况是，在设计
的最初阶段，就能达到这种平衡，在设计结束
前就有一个犯罪预防的详细设想，从而能够让
预防犯罪措施植入到整个设计系统中。然而,
很多情况下，在设计前期阶段结束后人们才找
到引发犯罪问题的地点、产品和活动，只能再
找办法解决那些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的设计瑕
疵。艾克博姆（2005）极力反对这些犯罪预防
的添加物。他警告说，这些添加物最好情况下
是充当表面上的预防措施，但常常显得拙劣,
没办法平衡以上讨论的问题。因此，需要在设
计阶段和后期对干预措施进行创新。 

同样的，政府在情境犯罪预防和鼓励犯罪预防
创新方面都要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应
该考虑，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新建场所，新政
策，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并且要找出现有策略
的设计瑕疵。然后采用以问题导向的方法来解
决找出的问题。

例如，卑诗省福利和卫生系统的缺陷导致了无
管制毒瘾康复家庭（drug recovery homes)
的蔓延，在一些城市已经引发了问题(Sinoski 
and Pemberton, 2014)。在涉及到的各级政府
间开展协作的问题为导向的工作，找出办法,
来解决省级系统中存在的设计问题，通过市级
层面行动开展管制。这种方法可以使用情境犯
罪预防的1个或5个措施。

在情境预防犯罪中政府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提
供帮助。它可以充当超级控制者，提供创新的
激励措施，并且推动在设计新的地方，产品和
活动时采用预防犯罪的思维。为培养创新，提
供奖励或补助金，甚至以一个省的主要犯罪问
题作为指导。政府也可以认定和诱使公司或非
政府管理机构来解决有设计瑕疵的地点，产品
和活动。

规除犯罪机会

政府在情景犯罪预防中的
职能:
• 考虑当前场所、政策、产品

以及服务的新旧情况，以及
犯罪分子是否会对钻漏洞  找
机会；

• 鼓励创新犯罪预防措施；
• 将犯罪预防的理念引入对场

所 、 产 品 和 活 动 的 设 计 之
中； 

• 鼓励企业或非政府监管机构
重视场所、产品和活动中的
设 计 缺 陷 和 漏 洞 并 及 时 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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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ED框架
英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博姆在他的2005年的
研究中首次提出了CLAIMED框架的概念，期间
列举了政府可以采取的七个消除犯罪步骤，每
个步骤的开头字母连起来就是CLAIMED。具体
的步骤为：

• 明确（Clarifying）预防犯罪需要开展的

任务或职能分工；
• 确定（Locating）最适合执行这些任务的

个人和组织；
• 提醒（Alerting）他们出现的风险和机会 

• 告知（Informing）他们问题，风险，和

原因的性质；
• 用激励措施和超级控制者的方法来来激发 

Motivating）他们的积极性；
• 给他们提供培训，信息和工具，让他们有

能力（Empowering）执行任务；
• 如果有必要，通过制定具体的标准和目标

来指导（Directing）他们的工作。

为了开展这些步骤，政府应当注重犯罪预防工
作，安排专门的政府职能机构或其他组织去确
认真正的或可能出现的犯罪问题，并制定必要
的措施来帮助其他人找到解决办法。

小结
通过学习第一章讨论过的现有理论并运用问题
为导向的方法，这一章我们重点讨论的是如何
制定有效的犯罪事件预防策略。当然，这些谈
不上创新，但是我们应当温故而知新，因为在
整个的减少犯罪策略中，它们没有被充分考虑
和运用。有效的犯罪预防可能很复杂，但是它
也是备受学术研究关注，从几十年的成功和失
败工程中学习经验教训，它已经从这些研究和
经验中受益很多。虽然创新和针对具体犯罪问
题的解决方法都很有必要，但是，仍然有一些
犯罪预防框架很受人欢迎，例如，CPTED和情
境犯罪预防，他们紧紧坚持理论指导，坚持问
题导向的方法。那些想要在他们社区开展犯罪
预防的人们理解了这些方法后，他们会受益匪
浅的，而且也能够培养运用这些方法的能力,
将这些方法作为整个社区犯罪预防方案的一部
分加以实践。

本书其他章节会讨论一些补充的策略，来解决
个人的犯罪行为。这些策略也有可能会受到本
章中理论的影响，并得益于有效的问题导向的
方法。例如，在日常活动理论的提示下，很多
减少犯罪策略注重加强对高风险个人或累犯的
操控者角色作用，同时减少犯罪策略也接受其
他关于犯罪行为风险因素的理论。

还有，使用创新科技来控制犯罪行为也是采用
了本章讨论的很多内容。有效的减少犯罪方案
需要采用一种多元化的方法，在初级，二级和
三级犯罪预防层面同时使用犯罪事件和犯罪行
为预防策略。

虽然说本章主要讨论的是犯罪事件以及那些预
防犯罪的操控者，护卫者和管理人员，但是要
记住，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有人有效地
承担起这些犯罪预防的责任后，受益最大的将
是那些犯罪受害者们。不能将犯罪归罪于受害
者，社区应该借用本章讨论过的方法，让反复
受害的人员远离他们生中的风险因素。我们
需要认识到，为了制定帮助受害者的犯罪预防
方法，有必要对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地点、使用
的产品和进行的活动中存在的风险点进行必
要的设计。还有，犯罪受害者和犯罪分子经常
出现重叠现象，也就是说，引起犯罪的人同
样也是最有可能让犯罪祸害到自己(Schreck, 
Stewart, and Osgood, 2008)。为了解决社区
中犯罪问题，一些人考虑采用其他的策略来解
决本书其他章节中列举的犯罪行为，这个时候
他们必须知道上述事实，并且考虑投入额外的
努力，使用犯罪预防的知识来帮助这些人减少
被犯罪伤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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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个
人和商用技术的不断快速发展改
善了加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同
时也增加了人们成为犯罪受害者
的可能性。比如，使用网银、网

购、社交网络、移动设备的激增，增加了诈
骗、身份窃取，财产盗窃的犯罪率，并由此
引发网络暴力。

与此同时，依靠现代科技增强公共安全的预
防犯罪策略及技术有助于减少人们对犯罪的
恐惧感，并有助于减少我们对警察和司法机
关的依赖。

为减少犯罪机会，在生活中保护自己，技术
已引入到了家庭、工作、个人生活、交通工
具、公共场所以及网络当中。我们采用并融
合公共和个人技术以保护自己、抵御不法分
子。本章将概述我们采用的遏制常见犯罪发
生的几项技术。

作者：厄温·M·科恩， 凯文·伯克，艾德莉妮·皮特斯

利用技术手段规除犯罪

上锁技术
居住地或工作场所遭到入室盗窃是最让人们感
到不安的犯罪之一，因为这被视为一种侵犯性
的实质暴力。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使用门锁
来保护家人和财产安全。上好的材料和复杂的
上锁技术提高了门锁和钥匙的安全系数，现代
技术的进步则使得锁更加难以破解。

犯罪人员容易盯上防范松懈的个人目标或者房
屋。为了增加开锁的难度，采用较好的上锁技
术可有效预防犯罪。不过即使是再好的锁，只
要有钥匙，那么钥匙也有可能在主人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偷或被复制。

有效设计环境、科技产品和行动是控
制犯罪发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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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钥匙进入
尽管有一些锁和钥匙的设计可以防止钥匙被
复制，但现在已经可以制造无钥匙锁来消除人
们的担忧。顾名思义，这类锁不需要配套的
钥匙。尽管这类锁已长期应用于公寓和公寓建
筑，但还很少应用于家庭当中。

无钥匙锁有几种不同的技术类型，例如生物识
别、键盘输入、射频识别及手机应用。生物识
别锁利用生理特征（最常见的是指纹）解锁,
而键盘则需要输入一串数字。这类系统可以存
储几个不同的密码，因此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
设置自己的密码，访客（或者公司的员工）则
可以使用临时性密码，可在不需要时从系统中
删除。这样即为来访者提供了方便，也不用担
心锁的钥匙被他人复制。射频识别锁与传统钥
匙的原理非常相似，用户通过刷卡或者解锁的
小物品来开锁。然而，尽管这比复制钥匙要困
难得多，但是射频识别锁只识别卡和解锁物
品，而不识别持有者。

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应用开发者已经开
发了许多基于蓝牙和网页的解决方案，用于与
电话连接的无钥匙进入方式。除了使用传统钥
匙、键盘或刷卡方式外，用户还可以在智能手
机上安装通过互联网或蓝牙与锁相连的应用程
序。通过已经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安全证书,
用户只需激活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就可以解锁
当然，作为任何家庭或商业安全系统的一部
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锁具系统的质量应
足够好，让窃贼难以破门而入、将锁移除或通
过打破窗户绕过门锁。

无线门铃
除了锁具的技术进步之外，无线门铃的技术进
步也令人关注。门铃上安装的摄像头可把实时
影像传递至房屋主人的智能手机上。这项最初
为方便起见而设计的技术可成为威慑入室盗窃
者的有用手段，因为入室盗窃者通常都是先按
下门铃并偷听室内动静来确定室内是否有人,
然后再入室盗窃。即便家里或办公场所没人,
只要门铃被激活，主人就可以接收和录制门外
人员活动的视频并与其对话，以此遏制潜在的
入室盗窃。

警报系统
警报系统是更为常用的防盗方法。美国有调查
显示，没有警报系统的房屋更有可能成为入室
盗窃的目标，而警报系统则会让窃贼打消偷
窃的念头（Blevins, Kuhns, 和Lee, 2012）  
另外还有很多低技术含量的防盗方式（换句话
说，就是提高建筑物或区域的安全性措施）,
比如栅栏、大门、大街上也能看清室内的景观
和照明。当然，门窗上的优质锁、窗户上的防
盗条，养条看门犬或者监控警报系统也起着很
好的防盗作用。

家庭警报技术仍在不断地改善，可根据客户的
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当主人不在家时也可连
接警报系统。例如，现代家庭警报系统可以由
用户通过电脑、手机或平板电脑远程访问，随
时检查家中的警报系统状态，可远程打开和关
闭警报，并在被激活时通过邮件、短信，或
电话通知用户。有些系统还可以通过安全摄像
头反馈室内外的实时情况。除了在主人离开房
屋时提供更好的监控和房屋信息之外，家庭警
报技术还可以用于减少虚假警报。这点十分关
键，因为在许多辖区，虚假警报造成大量无效
报警，从而导致有限警力资源的浪费，降低了
他们对真正的紧急突发情况的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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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全选择
随着贵重物品变得越来越小和越来越轻，例如
便携式电子设备，现代技术可以让这些东西在
被盗后更容易找回。除了钱物和珠宝外，入室
盗窃或抢劫中最常被盗或被抢的物品便是手机
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为降低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以及存储设备上的个人信息被窃取的
可能性，用户可以利用密码或生物特征进行锁
屏。

此外，许多设备具有运营商注册的唯一序列
号。失主在设备丢失或被盗后通知运营商，将
使他们能够将设备列入丢失名单中，并采取相
应的技术手段使之无法正常使用。

跟踪技术
大多数设备还具备这样的功能，可以让持有者
通过GPS手段跟踪丢失或失窃物品的所在地,并
删除设备上的信息。这是个有用的办法，因为
这样可使设备无法出售，降低了窃贼的兴趣
技术公司和应用开发商正越来越注重设计能保
护用户个人信息的工具，当设备丢失或被盗时
可将其变得无法使用。

微点标记
对于电视机、音响设备、电脑、艺术品或
者车辆等其他容易被盗的物品，微点标记
(microdotting）技术，可以帮助提升目标安
全性、辨认并找回失窃物品。微点标记技术是
将肉眼不可见的点状图案标记在一件物品的多
个位置并对图案信息进行登记，据此就可对已
找回的物品进行辨认。

几乎任何物品都可以使用微点标记，如果结合
相关标志物的使用，或是室内所有物品均标记
和登记过，那效果会更为明显。这项技术目前
在北美尚未得到广泛应用，但它确实可以降低
犯罪人员偷盗高价值便携式物品的动机。

北美最常见的偷窃类型有两种，偷盗车内物品
和盗窃车辆。对于这类情况，微点标记可用来
识别和找回失窃物品。其实有现成的防止车辆
财产被盗的办法，但人们经常会忘记。人们会
忘记锁车，不把车停放在照明良好或有监控的
区域，或者在车内留下贵重物品。微点标记虽
然无法阻止为兜风而盗窃车辆，也防止不了实
施犯罪中临时偷车的行为，但能够阻止为出售
目的而偷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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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防盗锁止系统和
GPS追踪器
有不少低科技含量的方式可防止车辆被盗，例
如方向盘锁(例如“俱乐部”)、轮胎锁、性能
良好的车门锁，不过似乎防止车辆盗窃的最好
办法还是得依靠先进技术。这是因为最常见的
车辆盗窃方式是在连接点火装置的钥匙系统上
做手脚。

尽管车辆制造商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钥匙系统
的安全性，但是先进技术可以让使用伪造钥匙
驾驶被盗车辆变得无法实现或是徒劳无用。最
常见的技术包括发动机防盗锁止系统和GPS追
踪系统。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技术已问世
有一段时间，但不适用于一些老旧车辆，而且
新车上也不一定安装这套系统。

发动机防盗锁止系统的类型多种多样，但这项
技术的主要原理是在连接车辆点火装置的点火
钥匙上安装芯片。钥匙不匹配，车辆就无法启
动，即使点火装置被动了手脚也无法启动。另
外，如果钥匙距离点火系统太远，整个点火系
统也将处于关闭状态，增强了安全性。除此之
外，GPS追踪系统可以追踪到车辆位置并远程
锁死车辆。

另一种常见的失窃车辆是自行车。在卑诗省的
温哥华，仅2015年一年警方就有2700辆自行车
被盗案件，而这个数字很可能还要低于实际被
盗的自行车数量(The Province, 2015)。结合
微点标记和防篡改贴标技术，GPS追踪系统应
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自行车车主注册
自行车，以便自行车失窃后可以找回。此外,
密码技术可以应用于上锁系统，降低自行车被
解锁的可能性。

像普通骚扰、性骚扰、绑架、人口贩卖等相对
较少的违法行为，也运用类似的技术减少其发
生。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制止
这类犯罪，比如泰瑟枪、辣椒水、自卫训练
还有一些常见的预防犯罪策略可以减少受害的
风险，例如结伴而行、不去昏暗的区域、将钥
匙准备好以便快速进入室内或车内。目前，保
护人身安全的个人移动警报器和GPS追踪器产
业正在兴起，特别是公共场合的妇女和儿童
有的公司开发了紧急按钮和个人警报器，可夹
在衣服上或佩戴在脖子上，可在面对危险情况
时轻易按到。情况需要时，使用者只需按下按
钮就可发出巨大的警报响声，并立即将定位信
息发送给紧急联系人。虽然这些设备不能完全
规避这类犯罪，但是越多的人使用它们并让越
多的潜在违法者注意到这些设备的广泛使用，
就越有可能阻止更多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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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监控
电子监控技术也被用于维护社区安全，避免一
些仍被认为属于危险人物的刑满释放人员带来
的风险。这项技术可以监控社区里的这些刑满
释放人员，并为从矫正机构转至警察机关、假
释机关和其他社区服务机构的公开行动提供保
护。电子监控的最常见方式是在监控对象的脚
踝上装上不可移除的脚环。脚环会给矫正机构
发送信号，核实其所在位置，确保被监控人员
符合缓刑或假释条件，比如遵守宵禁或远离禁
区。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犯人在社区内受到24小
时监控，既可免除对其进行监禁，也不需要缓
刑和假释官员为督促他们服法而频繁上门。电
子监控可有效促进改造，减少司法成本，增强
公共安全。

美国很多行政辖区采用了电子监控技术来协助
监管社区里的犯罪高风险人群。虽然加拿大的
部分省份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整个加拿大目
前并不普及。不过加拿大的亚伯达省确实在利
用电子监控设备追踪犯罪人员。该省在2011年
开始使用脚环跟踪犯罪人员的行动，并确保他
们不违反法庭规定的条件。卡尔加里省警察局
的高风险犯罪预防项目利用电子监控设备监督
释放出狱的人员；虽然这些人大多刑期已满,
但仍被认为对公众可能构成一定风险。

由于犯罪人员重获人身自由且通常在获释后会
被要求找工作，对于重罪人员就可能要求他们
在社会中参加工作面试时也需要佩戴脚环。不
过警察只知道这些人员的位置，并不掌握他们
的具体行为。为有效监督这些人员，必须将电
子监控与其他条件和资源结合使用。电子监控
不是重型罪犯管理的终极解决方案，但却是一
个可行手段。

需要使用电子监控的罪犯通常是重刑犯，他们
通常都有暴力犯罪、性侵，甚至对儿童实施犯
罪的历史。据了解，对符合上述情况的罪犯使
用电子监控手段十分有用，因为警察能够掌握
他们的具体位置。

不适用电子监控手段的犯罪人员是针对带小孩
的弱势女性实施性侵的犯罪者。对于这类人
员,警察可以申请法庭规定将其安排到一个无
法接近孩子的地方去。实际上，电子监控只适
用于那些倾向于在特定地域犯罪的人员，或者
暴力及性犯罪模式并不固定的人员。

电子监控系统一般将犯罪人员和电脑系统连接
起来，警察可以随时随地登录系统查看他们的
位置。另外还有24小时呼叫中心，可协助监督
犯罪人员违反宵禁或者不符合规定的行为。有
了呼叫中心的协助，电子监控系统的能力得以
大幅提升，使得警方的介入也比以往减少很
多。该技术仍在不断进步，最新的技术可以汇
总犯罪人员身上的各类信息，一旦发现其行为
稍有异常便会发出警报信息。这种手段进一步
帮助警方监督犯罪人员，并确保他们不违反规
定。这是一项重要的进步，因为犯罪人员经常
会在一个新的地点，或者在曾经犯事的地点,
但在不常见的时间里违反规定或实施新的犯
罪。

除预防和发现再犯罪以外，如果监控对象实施
了新的犯罪，电子监控还可用于收集证据。同
样，如果电子监控记录显示监控对象并未涉足
其被怀疑的地点时，这项技术也能提供其不在
场证明。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样不仅可以避
免错误定罪，也可以避免让警方在错误的调查
方向上越走越远，从而节省宝贵的有限资源。

尽管电子监控可以有效监
控高风险罪犯，但它更应
该用来监控某一区域有意
实施犯罪的人群，以及临
时起意的暴力实施者或性
侵者。

利用技术手段规除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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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技术
闭路电视
另外一种用于控制犯罪的技术是监视技术，比
如闭路电视监控系统。这项减少犯罪的举措源
于英国，此后得到了广泛应用。闭路电视摄像
头的出现能够减少犯罪的理念来源于理性选择
理论（Clarke and Cornish, 1985），包括了
日常行为理论和威慑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
是理性的，在做出某项行为前会考虑其利弊
有一种观点认为，不法分子在决定是否及如何
实施犯罪时同样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伊
利诺伊大学劳伦斯·科恩和马库斯·费尔森的
研究（1979），犯罪的构成需要三个因素：一
个合适的目标，一个有动机的犯罪人员以及有
能力监护人的缺乏，这三者之间的时间和空间
条件的汇集点便构成犯罪。当犯罪人员注意到
闭路电视摄像头的存在时，闭路电视就发挥了
监护人的作用。

威慑理论认为，如果对犯罪的惩处是确定且
快速的，且严厉程度超出犯罪所得利益，那么
犯罪行为将被进一步遏制（Beccaria, 1764; 
1986）。这三个要素中最关键的是惩处的确
定性。相关研究反复证明，随着面临惩处确
定性的增加，犯罪人员就越不太可能去实施
犯罪（Nagin, 1998; Piquero, Paternoster, 
Pogarsky and Loughran, 2011; Pratt, 
Cullen, Blevins, Daigle and Madensen, 
2006）。除了发挥监护人的作用外，闭路电
视监控增加了不法分子被识别及随后被指控
的可能性。视频录像也能提供证据，协助警
察查案，还可能为定罪提供帮助（Akers and 
Sellers, 2009）。

应用这项技术的一个实例是卑诗省素里市2009
年采用的减少犯罪措施项目。该市是SkyTrain
高架桥列车的一个换乘站，这里的犯罪率和社
会混乱程度超出了平均水平。经常出入该车站
的本地居民和外地人员表达了他们对财物损失
和盗窃问题的担忧，这也导致他们不太愿意来
这个车站乘车。素里市曾尝试采取包括自行车
巡逻在内的各种举措来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市政府安装了闭路电视，目的是减少停车
场的车内财物被盗问题，并加强公众对该车站
的安全感。为进一步应对安全问题，素里市与
本地区的运输供应商（运输联线）和经营商
(岸山巴士公司）取得联系并达成工作伙伴关
系，进行闭路电视监控试点项目。素里市的加
拿大皇家骑警和运输联线警察局也成为了合作
伙伴。

实施试点项目时，在犯罪问题较为集中的停车
场安装了12个闭路电视摄像头。其中1个摄像
头与远程遥控相连，可调节转动，其余11个则
固定安装，只面对一个方向。为保证摄像头发
挥作用，还加强了停车场的照明条件，以便摄
像头能在夜间捕捉到高质画面。另外还在17个
显眼的地方设置了标牌，提示公众注意摄像
头的存在。为了评估闭路电视的效果，研究人
员针对安装摄像头前的312名参与者和安装摄
像头后的302名参与者进行了两次受害度调查
此外，研究人员还向警方收集了摄像头安装前
后的犯罪数据、交警数据和保险索赔数据。 

对数据的分析显示，公众对于摄像头打击犯罪
及保障安全方面的认识在安装前后都没有什么
变化，但是安装摄像头后，受害情况却有显著
减少（Reid and Andresen, 2012）。不过,在
有摄像头的场所及其附近区域，车辆盗窃的报
案并没有显著下降。甚至在有摄像头的场所摩
托车盗窃的报案数量还有明显增加。这些看似
矛盾的数据主要是因为犯罪/受害报案率更高
了，这也得益于素里市政府在这一区域所付诸
的努力提升了公众的安全意识（Andresen et 
al., 2011）。保险索赔数据也同样反映出上
述情况。

尽管结果不太一致，总体而言，这项基于受害
调查的评估研究为闭路电视的使用提供了令人
乐观的结果。素里市经过一些小的调整之后继
续使用闭路电视，比如移动了两个摄像头的位
置，一个面对车站停车场的入口，一个面对出
口，以进一步增强威慑力。同时，素里市继续
保持与皇家骑警和运输联线警察的合作，向他
们提供车站的监控视频录像，为案件的调查提
供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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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闭路电视领域的研究一直在逐步扩大 早
期一些对不同场所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互矛
盾，并发现与减少严重犯罪相比，摄像头在减
少治安问题上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比如街头涂
鸦（Ratcliffe, Taniguchi and Taylor, 2009）
或者是减少街道公共场合的犯罪（Welsh and 
Farrington, 2002）。相关文献表明，闭路
电视监控系统在有人查看时可最有效地预防和
减少犯罪（See Andresen et al., 2011; La 
Vigne, Lowry, Markman and Dwyer, 2011）。
此外，费城天普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杰瑞·拉
特克利夫、特拉维斯·塔纳古驰和拉尔夫·泰
勒的研究（2009）指出，摄像头类型可能不如
摄像头安放的位置那么重要。

因此，重要的是，采用这种方法的辖区要进行
必要的初步研究，以确定哪些区域能从这项技
术的应用中获得最大利益。同样，研究发现摄
像头的安装位置也可能导致效果不同，杆子和
柱子上的摄像头比建筑物上的摄像头更能起到
减少犯罪的作用。很明显的是，潜在犯罪分
子意识到摄像头的存在对于阻止犯罪至关重要
(McLean, Worden and Kim, 2013）。

虽然一些闭路电视系统安装了多个摄像机头以
增强威慑力，但纽约约翰芬公共安全研究所的
萨拉·麦克林恩，罗伯特·沃登和金木孙对公
共闭路电视效果的评估研究（2013）证明，在
预防犯罪方面，单个摄像头与多个集中摄像头
的效果一样。此外，在加快案件调查和协助破
案方面，闭路电视要比传统的电话报警更有效
(Piza, Caplan and Kennedy, 2014b）。

不过，闭路电视摄像头似乎不应孤立地
使用,或被视为预防犯罪的全面解决方案  
美国一项针对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研究
(Piza et al., 2014b）建议，应采用将
闭路电视与前瞻性警务实践相结合的警务
策略，要求不同部门协同应对出现的问题  
这些技术如果应用得当将具有重要的防范性
意义，特别是针对那些可能导致更严重犯罪问
题的社会治安问题（例如喜欢打扰别人的人
打架斗殴、贩毒和停车投诉）。摄像头还能减
少财产犯罪和非暴力犯罪（Caplan, Kennedy 
and Petrossian, 2011; McLean等, 2013）
并协助警方逮捕犯罪人员和破案（Piza, 
Caplan and Kennedy, 2014a）。

近些年的研究测试了环境因素对这项技术的
影响，发现在酒吧和其他娱乐场所周围，摄
像头对减少暴力犯罪和抢劫比较有效（Piza 
et al., 2014a）。虽然人们一直担心使用摄
像头可能会使治安问题和犯罪问题转移到没有
监控的区域，但相关研究表明，这种转移现象
很有限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扩散效应也是小范
围的（Cerezo, 2013; Piza et al., 2014a; 
Caplan et al., 2011）。总的来说，研究建
议，要控制某些类型的犯罪，特别是公共场合
犯罪，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采用有人随时查看的
闭路电视系统。

针对闭路监控系统的研究
显示:
• 比起严重犯罪，其更有助于减

少社会治安犯罪（如街头涂
鸦）；

• 在有人查看视频的状态下能起
到更有效的作用；

• 摄像头的位置可能比其类型更
重要；

• 摄像头安装在显眼位置会更有
效（比如安装在杆子上要比建
筑上好）；

• 单个摄像头与多个摄像头并存
的效果是一样的 。

利用技术手段规除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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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牌照自动识别
另一种利用摄像头来预防和对付犯罪的方法就
是汽车牌照自动识别（ALPR）技术。这项技术
利用摄像头扫描和抓拍汽车牌照，通过与一系
列数据库进行比对来确认警方寻找的目标车辆
和人员。英国最初设计这项技术用于应对和防
范恐怖主义（Gaumont and Babineau, 2008; 
Roberts and Casanova, 2012)，但现在已广
泛应用于应对更多的公众安全问题，包括违反
交规者和累犯。利用这项技术，可以识别那些
被通缉的、被禁驾的、驾驶无车险车辆的、
驾驶盗窃车辆的以及驾驶警方通缉的涉案车辆
的驾驶员（Cohen, Plecas, McCormick, 2007; 
Cohen, Plecas, McCormick and Peters, 2014）

具体来说，汽车牌照自动识别软件是一种光
学字符识别（OCR）形式，通过扫描图像识
别字符（Gordon and Wolf, 2007）。这类摄
像头通常安装在警车上，但也可以像闭路电
视摄像头一样放置在特定位置，例如隧道入
口或桥梁收费口附近的灯柱上（Roberts and 
Casanova, 2012）。汽车牌照自动识别技术
使用红外线来抓拍车辆牌照，同时消除诸如保
险标志这样的细节，然后将牌照信息与目标
车牌进行比对。此外，系统还会生成车牌照
片，并且还可以抓拍车辆驾驶人的照片或视频 
(Pughe，2006）。重要的是，如果系统对刚刚
扫描的车辆发现问题，会立即通知配备有识别
系统车辆的警察。

理论上，无论时间、天气状况或车辆行驶方
向如何，汽车牌照自动识别技术都可以每小时
扫描上千个车牌。目前这项技术还不够完善
例如，与白天相比，夜间能准确扫描的车牌数
量大幅减少（Cohen, Plecas and McCormick, 
2007）。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真实生活中的道
路条件造成的，包括夜间的交通流量、天气状
况以及夜间道路中间的隔离线会妨碍摄像头抓
拍对向车道的车辆等因素,（Cohen et al., 
2007）。

但无论如何，在同样时间内汽车牌照自动识别
技术所能扫描的车牌数量远比一名巡逻警察手
动识别的车牌数量要多。实际上，汽车牌照自
动识别技术是将警察经常用到的发现公众安全
威胁的程序实现了自动化，从而提高了工作效
率（McCormick, Davies and Cohen, 2015）。

根 据 迄 今 为 止 所 做 过 的 研 究 显 示
(McCormick，Davies and Cohen，2015）,
汽车牌照自动识别技术能显著提高警察聚焦
目标人物和车辆的能力。此外，这项技术
还可以快速识别和拦截被通缉的人员和车辆
(Perin，2011）。对车牌识别的技术还有很多
广泛应用，包括：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协助
控制交通拥堵；寻找失踪儿童或成人；协助定
位警方寻找的车辆或人员；发现和收回被盗车
辆；执行交通法规；以及监控目标人员的行动
(McCormick, Davies and Cohe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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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发展到大多数人每天都要上
网的程度。随着移动设备（例如智能手机和平
板电脑）技术的进步，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几
乎可以在任何公共和私人场所访问互联网。虽
然互联网能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和娱乐来
源，为用户提供社交互动和教育机会，但稍
不注意会在许多方面给用户带来风险（Young, 
Young and Fullwood, 2007; Moreno, Egan, 
Bare, Young和Cox, 2013; Shillair, Cotton, 
Tsai, Alhabash, LaRose and Rifon, 2015）
与许多犯罪类型一样，具备基本知识和采取明
智行为都有助于避免受害。

在线安全，通常被称为“互联网安全”，是指
在使用互联网时要谨慎，减少潜在的风险。这
些风险可包括金融风险，例如成为诈骗或身份
窃取的受害者，或者因遭受各种网络欺凌和暴
力所带来的情绪风险。自21世纪以来，随着互
联网发展成为网络购物、社交和娱乐的中心, 
这些风险变得愈加明显（Dredge, Gleeson 
and Garcia, 2014; Shillair等, 2015）。为
了扩大互联网应用，人们使用互联网完成日常
金融交易，如网上银行业务、账单支付、股票
市场投资以及购物。随着互联网使用的增长,
网络犯罪的种类也在增加。在过去十年中，网
络罪犯使用的技术在频率及复杂性上都有增
加，因此有些犯罪技巧和骗局已变得很难被发
现。

鉴于对互联网的使用增多，以及人们使用计算
机和智能手机存储敏感信息的增多，这将会是
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不过，也有一些个人
企业和政府可以采取的策略来对付网络犯罪和
避免网络受害。

网络犯罪通常涉及窃取敏感的个人信息，如信
用卡或社会保险账号，这些信息可用于身份窃
取或其他欺诈活动（Shillair et al., 2015）
犯罪分子可通过几种方式窃取这类信息，例
如在软件中安装病毒，使用恶意软件，按键
记录器或钓鱼软件。通过这些技术受害人对
其身份信息泄露毫不知情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Shillair et al., 2015）。通过病毒和按
键记录器窃取信息的方法通常都依赖于受害人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他们的计算机或智能手
机上安装有害软件。一旦安装成功，病毒和按
键记录器会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从受害
人的计算机或设备中收集的信息发送给网络罪
犯。另一种常见的技术是电子邮件钓鱼，这类
骗局通常是受害人被诱导或被欺骗到虚假网站
上提供个人信息，或者回复邮件时泄露个人信
息（Shillair et al., 2015）。

通信技术：互联网

互联网成为信息和娱乐重要来源的同时，
稍不注意也会在许多方面给用户带来风险。

利用技术手段规除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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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和网络犯罪
除了理财和购物之外，互联网最受欢迎的用途
之一是使用社交媒体（Mitchell, Finkelhor, 
Jones and Wolak, 2010; Moreno et al., 
2013）。社交媒体能让世界各地的人相互聊
天，分享图片和信息，并保持联系。不幸的
是，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流行社
交媒体网站的兴起也为网民，通常是青少年,
遭受其它网民骚扰提供了机会（Mitchell, 
Jones, Finkelhor and Wolak, 2013; Moreno 
et al., 2013）。通常，网络欺凌是由受害者
的同伴群体实施的，比如同学，并延伸到现实
生活当中。

这种网络受害，尤其是青少年受害的潜在趋势
值得关注，因为儿童和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情
况正在持续增多（Mitchell et al., 2013; 
Dredge  et al., 2014）。事实上，不仅拥
有计算机的家庭数量每年都在增长，而且接
入互联网的家庭数量也在稳步增长。目前，美
国有儿童的家庭中超过80％拥有一台计算机,
这其中有超过60％的家庭接入了互联网（“儿
童趋势数据库”，2013年）。青少年拥有自己
电脑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皮尤研究中心2013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80％以上的青少年在他们
的卧室里有一台可上网的电脑或笔记本电脑
(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随着青少年上网
方式的增多，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长。每四名
青少年中就有超过一人拥有自己的平板电脑,
而用手机上网的现象已十分普遍（皮尤研究中
心，2013年）。儿童也开始在更小的年龄使用
电子媒体设备。美国的研究表明，有多达70％
的两岁以下儿童每天都使用电子设备（Lentz, 
Seo and Gruner, 2014）。

研究还显示，年轻人每天花费在电脑上的时
间也在增加，其中部分人每天花去多达10小时
的时间使用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Moreno et 
al., 2013）。虽然电影和视频游戏等娱乐项
目仍然是最常见的上网活动，但社交媒体网站
在青少年当中尤其受欢迎，特别是年龄较大的
青少年（Mitchell et al., 2010; Moreno et 
al., 2013; Dredge et al., 2014）。虽然这
些网站是年轻人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和进行
社交的绝佳方式，但对用户来说也可能面临重
大风险。

教导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谨慎、负责和安全的网
络行为仍然是防范受害的最好方法（Melgosa 
and Scott, 2013; Mitchell et al., 2013; 
Lentz, Seo andGruner, 2014）。

对于使用网络的青少年的父母，有两个问题要
特别注意。一个是受害风险，例如性诱惑、骚
扰或网络欺凌。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网上针
对青少年的网上猎手或不法分子比其他场合要
多，但父母要在网络环境中识别出潜在风险的
难度却十分巨大（Mitchell et al., 2010; 
Wolak, Evans, Nguyen and Hines, 2013）
第二个问题是访问不宜内容，例如色情和暴
力。 虽然有些软件可以阻止或控制访问不
宜内容，但是这些软件还不完善，可以被
绕开（Young, Young and Fullwood, 2007; 
Melgosa and Scott, 2013）。

在大多数针对未成年人
的性犯罪中，犯罪人员
利用社交媒体网站收集
受 害 人 的 真 实 生 活 信
息，以及受害人在特定
时间段喜欢去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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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绝大部分人都是出于正面的社交原因而使
用社交媒体网站，但也有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社
交网站引诱或侵害青少年。新罕布什尔大学和
克拉克大学（Wolak et al., 2013）对网络
猎手的研究指出，大部分针对青少年的性诱惑
犯罪始于在线聊天室，在那里犯罪人员会想方
设法获取受害者的信任，然后提出见面。一旦
青少年开始与犯罪人员搭话，后者就更加容易
从年轻人的网站那里得到信息，例如他们的爱
好、近期活动或其他喜好（Mitchell et al., 
2010）。

在大多数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中，犯罪人
员利用社交媒体网站收集受害人的真实生活信
息，例如所上的学校和家庭信息，以及受害
人在特定时间段喜欢去的地点（Mitchell et 
al., 2010）。虽然其中的大多数犯罪人员都
是成年人，但也应注意到有约40％的犯罪人员
未满18岁（Wolak, Mitchell and Finklehor, 
2006）。 

据一些研究人员估计，每七个青少年中就有一
人在上网时遭到不良诱惑（Wolak, Mitchell 
and Finkelhor, 2006）。更令人担忧的是，
一项研究（Wolak et al., 2013）发现，大多
数受害者在13至14岁之间。处于人生艰难时期
的年轻人，例如患有抑郁症、质疑自己性取向
或者家庭关系糟糕的年轻人面临更高的风险,
因为他们倾向于花费更多时间上网（Young, 
Young and Fullwood, 2007; Wolak et al., 
2013）。由于性诱惑的危险，父母经常被建议
监督孩子上网。

父母还需要知道利用网络诱导任何不满18岁的
未成年人去与他人见面并从事性行为在加拿大
属于违法犯罪，应立即向警方报告。无论发布
者和接收者属于何种关系，发布和接收含有未
成年人的色情图片或视频也将面临非常严重的
后果。

尽管有人呼吁加强网络立法和制定规章,但
许多专家和教师认为教育才是预防网络受
害和欺凌的最有效方法（Young, Young and 
Fullwood, 2007; Melgosa and Scott, 2013; 
Mitchell et al., 2013; Lentz, Seo and 
Gruner, 2014）。

其中许多专家还认为，家长和老师需要在引
导儿童和青少年如何安全地浏览网络方面发挥
核心作用，并主张在学校培养负责任地使用
互联网的行为（Young, Young  and Fullwood, 
2007; Melgosa and Scott, 2013; Mitchell  et 
al., 2013; Lentz, Seo and Gruner, 2014

在线应用软件及策略:

• 监控青少年的在线行为；
• 了解可能对儿童造成危害的网

络内容，特别是社交媒体以及
聊天室；

• 如果学校为学生提供了接入互
联网的服务，那么就应当监控
他们的在线活动情况，并且应
当就互联网使用安全对学生及
家长进行教育；

• 帮助儿童选择恰当的网名或用
户名，避免选择具有煽动性或
挑逗性的名字，并且要注意保
护他们的身份；

• 视情使用相关软件阻止对不恰
当网页的访问；

• 帮助儿童及青少年了解保护隐
私的重要性，使其知晓应当尽
可能避免在网络上暴露自己的
个人信息；

• 确保年轻人们知晓，如果有人
在网络上问及他们的个人信
息、隐私问题或是企图见面的
时候，应当如何应对。

利用技术手段规除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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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景并没有实
现。美国的研究表明，很少有学校提供有关负
责任地使用互联网的课程，而且一半以上的
父母从未和子女谈论过如何安全地使用社交媒
体（Andrews, 2006; McQuade, 2007）。事实
上，在一项研究中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父母
承认他们从未浏览过自己孩子在社交媒体上的
个人信息（Andrews，2006）。

为了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的上网安全，有几种技
术工具和实践策略可供人们采用。避免针对年
轻人的网络犯罪和网络欺凌的主要方式是监护
人监督孩子的上网活动。此外，成年人应充分
认识到可能危及孩子隐私或安全的风险，并教
育孩子注意这些风险，特别要小心在聊天室或
社交媒体上涉及与他人见面的风险。

学生可使用学校提供的电脑上网已是非常普遍
的情况。这些电脑只能放在成年人能够监督到
的地方，同时儿童和青少年使用学校的互联网
时应由教师监督，以确保他们访问的网站和进
行的网上互动是安全的。此外，学校应教授所
有学生及其父母或监护人有关安全而负责任地
使用互联网的知识。

社交媒体网站或聊天室的一个常见特征是用户
可以创建一个唯一的用户名。成人应协助自己
的子女选取一个没有挑衅意味或暗示意味、同
时还能保护身份信息的昵称或用户名。家长和
老师还应该密切注意和孩子在网上联系的陌生
人，特别是在聊天室或其他社交媒体聊天服务
等地方。除了成年人要保持警惕之外，还有许
多软件公司可以提供工具来帮助拦截访问不宜
内容。虽然这些办法也有帮助，但重点是要认
识到，软件解决方案不可能囊括所有可能包含
攻击性、性或暴力内容的网站。

儿童和青少年了解隐私的重要性，知道绝不
能在网上分享个人信息给陌生人这点也十分重
要。虽然我们的大部分个人信息已经挂在了网
上，年轻人还是要养成习惯，不在网上分享姓
名、地址、电话号码或学校位置。年轻人知道
如果有人向他们索要个人信息、让他们感到不
自在或试图要求见面时应该怎么做这点也很重
要。

在线金融交易
电脑和互联网的另一个常见用途是办理网上银
行业务和进行个人或公司金融交易。使用互联
网进行银行交易、查看和支付信用卡等账单或
者检查帐户余额都是非常方便的。因此，人们
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来执行这些操作，而不
是亲自去金融机构办理已不足为奇。

不幸的是，这种行为转变导致了一些网络犯罪
分子针对金融网站下手，试图搜集用户的私人
和敏感信息（Shillair et al., 2015）。网
络犯罪分子试图收集银行帐号，PIN码，登录
信息，信用卡号码以及家庭住址或电话号码
等个人信息以获取个人账户的访问权并进行窃
取，或使用受害人的帐户或信用卡进行购物。

这种类型的犯罪对加拿大人可谓代价昂贵。例
如，2010年，仅在加拿大，信用卡和借记卡的
欺诈消费带来的损失超过了4.85亿加元。虽然
银行机构竭尽全力确保其系统（包括客户个人
网站）的安全性，但网络犯罪分子只需把重点
放在直接从受害人那里，而非金融机构那里窃
取信息就可达成目的。

虽然精明的网络犯罪分子不断提高其技术以对
付新型的安全措施，但大部分犯罪分子更倾向
于依赖几种常见且基础的方法。其中一种方法
是网络钓鱼，网络犯罪分子创建并发送一封虚
假邮件，形式和内容与金融机构发送的十分相
像（Shillair et al., 2015; 加拿大政府, 日
期不详; 加拿大皇家骑警, 日期不详）。

有些钓鱼邮件邮件设计得十分完美，看起来
跟合法电子邮件一模一样，只有一处不同：钓
鱼邮件会要求收件人回复邮件，并提供诸如
姓名、账号、PIN码或社会保险号码等个人或
敏感信息。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用户在回
复电子邮件时千万不要提供任何敏感信息,即
使它看起来和正规金融机构的合法邮件完全一
样。事实上，银行等金融机构有相关政策,绝
不会向客户发送需要反馈个人信息的电子邮
件。他们通常会要求客户亲自到当地银行办理
业务。为了保护自己，任何非预期的、要求提
供个人信息的电子邮件都应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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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钓鱼相似，网址欺骗或网址嫁接是指网
络犯罪分子将用户从合法网页跳转到一个看似
与合法网页内容相同的虚假网页。虚假网页具
有类似或相同的图片和图标，以及用于用户填
写个人信息的对话框。如果毫无察觉，用户将
会在虚假网页上登录银行或金融机构网站时泄
露个人信息。其实，这些信息将被直接发送给
网络犯罪分子，然后以诈骗目的进行使用或出
售。

为了防止敏感信息被虚假网站窃取，用户
一定要查看在浏览器地址栏中银行网页的
https：//之前是否有绿色锁定符号。该符号
表明网站通过了域名验证（DV）或扩展验证
(EV）证书的验证，并能确保用户与金融机构
之间的连接是安全且加密的。DV和EV证书要求
公司或单位确认和注册其网页以确保安全性
由于这是一个网络犯罪分子无法轻易破解或模
仿的认证过程，假冒或欺骗网站就不会有绿色
锁符号。

有时候合法网站也会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或
者EV或DV证书过期，或者根本就没有证书的情
况。这时候浏览器的地址栏中可能会出现红色
或黄色锁定符号。提供个人信息给这类网站要
非常小心，或者干脆就不要提供。

也可利用网页审查和漏洞修复软件来保护用
户，但这些软件也不完善。生产防御软件的公
司与网络犯罪分子之间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
猫鼠”游戏。

恶意软件和病毒
另一种形式的网络犯罪涉及恶意软件，这是一
种网络犯罪分子用来获取他人的电脑或设备访
问权的软件（加拿大政府，日期不详）。通过
使用恶意软件，网络犯罪分子可以直接从电脑
设备中窃取信息、记录并使用使用者的键盘输
入历史或在设备上启动软件，均在使用者毫不
知情的情况下完成。收集到的私人信息随后可
被犯罪人分子用于窃取钱财、实施诈骗或获取
个人信息和密码。

网络犯罪分子通常将恶意软件隐藏在有用的
免费”软件中，例如网络浏览器、电影或音
乐播放器的插件或工具栏，或任何人们可能用
到的其他程序中。当安装免费程序时，恶意软
件也被同时安装，并开始收集键盘输入记录和
其它信息。再次强调，虽然有许多程序可以帮
助拦截有害的恶意软件，但也需要不断地进行
更新，而网络犯罪分子总能发明出新的恶意软
件程序。因此，重要的是只安装来源可靠的软
件，例如可信赖的公司网站。

电脑病毒，有时也被称为恶意软件、蠕虫或
特洛伊木马病毒，是网络犯罪分子用来获取
设备访问权或窃取个人信息的另一种方法。
病毒可以通过网页和电子邮件附件进行传播,
特别是需要由另一个程序打开的附件，例如文
本文档或演示文档，或者安装或启动程序的
可执行文件。这种最常见的文件类型通常都
以.com，.exe，.vbs，.zip，.scr，.dll，.
pif，.js，.doc，.dot，.xls和.xlt为后缀名
(Shillair等, 2015）。

常见的金融网络犯罪：
• 网络钓鱼是指，网络犯罪分子

发送一封看似来自金融机构的
合法电子邮件，要求提供个人
或敏感信息。即使邮件看起来
合法，也切勿在回复时提供敏
感信息。

• 网络欺骗或网址嫁接是指，
用户从一个合法登录页面被
跳转到另一个看似相同的虚假
登录页面。在任何网站上输
入个人信息前，查看该网站
的“https：//”网址前是否有
一个绿色锁定符号，确保该网
站经过验证。

利用技术手段规除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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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收到含有此类附件的电子邮件并不会传播
病毒，因为程序或附件需要被打开才能造成危
害（加拿大政府，日期不详）。尽管最安全
的办法就是决不打开来源不明或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的程序或附件，但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解
决方案，因为网络犯罪分子利用的文件类型
也经常用于合法目的，特别是微软的Word文件
(.doc）和Excel文件（.xls）。

建议使用不断更新的杀毒程序（特别是具有自
动升级功能的程序）来保护计算机。来自未知
发件人的任何电子邮件都应在不打开任何附件
的前提下将其删除。如前所述，用户应小心来
自未知用户的电子邮件中包含的超链接，因为
它们可能链接到钓鱼和欺骗网站，并且网站上
可能存在恶意病毒。使用点对点共享程序或其
他文件共享站点下载文件也应非常小心，因为
网络犯罪分子经常使用这类站点来传播受感染
的软件或文件。这些病毒文件可能会与朋友和
家人共享，又进一步造成病毒传播。

一旦电脑受到感染，电脑病毒通常都能够将
自己复制到电脑中的其他文件里，以及其他
附接设备，例如同一网络上的其他电脑、外
部驱动器或USB设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Shillair et al., 2015）。如果您的电脑
没有响应，不断死机，或者某一特定程序没有
响应或无法运行，特别是杀毒软件，这通常就
表明您的电脑可能感染了病毒（Shillair et 
al., 2015）。病毒改变桌面壁纸、篡改网页
浏览器主页然后跳转至虚假网页的情况也十分
常见。在这种情况下，应立即更新并运行杀毒
软件；如果杀毒软件没有响应，最好寻求专业
技术帮助。

还有一种尤其令人担忧的电脑病毒或恶意软件
类型被称之为勒索软件。这种软件感染电脑的
方式与病毒相同，通常通过电子邮件附件侵
入。一旦安装成功将很难删除。

当犯罪人员激活勒索软件程序时，计算机就
被锁定或受限，通常使用者将无法执行许多基
本任务，例如运行杀毒程序。一旦计算机被
锁定，将出现一条通知信息，通常带有一个网
页链接，这个链接将要求提供付款来解锁计算
机。

一些勒索软件还会谎称受害人的电脑被非法使
用，必须付款才可以免除起诉或逮捕。然而,
即使付了款，计算机仍会处于锁定状态。无论
遇到何种类型的勒索软件，最重要一点的是不
要付款并迅速联系警方。勒索行为是非法的,
可构成诈骗罪或勒索罪。

常见的恶意软件和病毒网
络犯罪：
• 恶意软件常常隐藏在有用的

免费”软件中，例如网络浏
览器、电影软件或音乐软件的
插件或工具栏。当安装免费程
序时，恶意软件也被同时安
装，并开始收集键盘输入记录
和其它信息。因此，只安装来
源可靠的软件。

• 病毒可以通过网站和电子邮件
附件传播。删除来自未知发件
人的电子邮件，谨慎打开任何
电子邮件的附件，并随时更新
杀毒软件。

• 勒索软件是利用恶意软件或病
毒将用户的计算机锁定，然后
要求付款以解锁。 如果遇到
这种情况，请联系警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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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窃取
人们越来越担忧利用技术窃取身份的事情不断
增加。事实上，身份窃取是加拿大增速最快的
犯罪之一。源于这项犯罪的许多问题都已讨论
过，例如恶意软件或网络钓鱼，身份窃取是指
网络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的个人信息从事各类
诈骗，例如新开银行账户、申请信用卡、参
加在线赌博、进行网上购物或者领取政府福利
特别是，网络犯罪分子试图利用非法手段搜
集个人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母亲姓氏
(经常用来证明账户的所有权）、社会保险号
码或者任何其它的信息来损害受害人的身份
监控信用卡和银行账户的使用记录非常重要,
特别是出现任何可疑活动的迹象时。其他显著
的迹象还包括受害人并不知情的信用卡账单或
购买记录，或者是债权人或收债机构向受害人
催缴他们完全不知情的逾期付款。如果出现身
份被窃取的迹象，应立即通知警方及任何相关
的金融机构。还可以去一些信用机构通过付费
发布诈骗预警，如果面临身份窃取的风险这么
做是十分管用的。

用于降低银行业和金融诈骗风险的许多相同方
法也适用于降低身份窃取的风险。身份盗窃犯
经常利用网络钓鱼和恶意软件来搜集敏感信
息，因此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十分重要，同时还
要谨慎打开不明身份人员发送的邮件附件（中
病毒或恶意软件的风险较高），或者盲目点开
邮件中的网址链接（钓鱼或欺骗风险较高）
此外，要为所有在线账户和服务设置强度较高
的密码，包括邮箱（Shillair et al., 2015）
诸如“12345”或者“password”这样的简单
组合很容易被黑客攻破并导致敏感信息泄露。

另外强烈建议针对不同的服务或网站使用不同
的用户名与密码，因为某些网站会以非常不安
全的方式存储用户信息，包括密码。黑客从一
个网站或社交媒体网页上获取的用户名和密码
可用来登陆其他诸如金融机构的服务网站，这
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密码不应保存到自动登录
功能，因为这会很容易被黑客通过病毒或恶意
软件获取。最后，在将移动设备或电脑进行出
售或处理之前，一定要把其中的所有敏感信息
都清除掉。要使用覆盖软件来进行，而不只是
简单地将敏感文件夹删除。

保护身份信息以防被盗 ：
• 监控信用卡和银行帐户是否有

可疑活动迹象；
• 考虑使用信用机构提供的欺诈

警报；
• 防范网络钓鱼，病毒和恶意软

件；
• 对所有在线帐户和服务（包括

电子邮件）使强度较高的密
码，最好对不同的网站服务使
用不同的登录名和密码；

• 不要通过自动登录功能保存密
码；

• 处理设备之前，使用覆盖软件
移除设备或计算机中删除所有
敏感信息。

利用技术手段规除犯罪



82   |   规除犯罪

尽管要完全消除针对他人电脑或网络的
犯罪十分困难，但还是有一些可容易获
得的工具和策略，能够让人们的硬件不
那么容易受到网络犯罪分子的入侵。在
配置一台新电脑、新平板或移动技术,
或者对这些设备进行升级之时，要做的
第一件事是安装可信赖的杀毒和防护软
件，并确保及时升级。另外还有一点很
重要，就是定期运行杀毒和防护软件扫
描所有设备及计算机。

此外，鉴于网络犯罪分子惯用的伎俩,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回复所有邮件前都一
定要验证它们的来源，千万不能通过邮
件来提供任何个人或敏感信息。用户也
决不能盲目点击邮件中附带的链接，特
别是当邮件的来源并不清楚的时候。当
不确定某一链接是否安全时，有一个简
单的方法是利用搜索引擎手动访问该
链接，而不是直接点击邮件中的这个链
接。此外，在未核实来源时千万不要打
开邮件的附件，并且要使用及时更新的
杀毒防护软件对附件进行扫描后才可打
开。

要想避免让网络犯罪分子入侵系统或控
制你的计算机或设备，就要非常警惕安
装不明来源的程序或软件，特别是文件
共享程序。密码设置强度要高并定期更
改。千万不要把密码设置成自动保存模
式或者存储在计算机的一个文件里。同
样地，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也一定要设
置高强度的密码。

用来连接互联网的无线网络（Wi-Fi）应
当锁定，并以至少WPA2的方式（不要使
用WEP或WAP1方式）进行加密以防止外部
入侵。为确保自己不是网络犯罪的受害
者，要定期检查银行和信用卡的信息,并
立即向金融机构报告任何可疑的开支记
录。最后，确保社交媒体上的个人信息
处于隐蔽状态，不要共享必要之外的个
人信息，特别是地址、电话号码和行程
安排。

网络安全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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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是科技的使用并不能完全消除犯罪
不过同样清楚的是科技有助于阻止和减少犯罪
的机会。显然技术的整合在我们今后的公私生
活中都将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通过技术来消除犯罪所需要的是政府、行业
商界以及社会以能够强化公众安全的方式来使
用科技，并进一步将技术优势融入日常预防犯
罪策略中。我们不必对科技持谨防的态度或忽
视其改善我们日常生活的能力，而更应该对科
技的潜力持开放态度，这些技术提供了影响多
数人的常见犯罪类型的有效解决办法。此外,
还需要提升公众有关如何安全地使用现有技术
的意识，以及如何通过将目标强化的优势与现
代技术优势相结合的技术解决方案来增强其人
身安全和保护其财产。

科技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的安全
性得到了提升。然而，也有人将科技看成一种
祸害他人的新手段。此外，对科技的广泛使用
也创造出了新的犯罪类型，并改变了传统犯罪
的模式。这并不是科技的失败，而是一些人对
如何使用科技的方式的失败。

鉴于此，公众以及公共安全机构都有必要了解
这些犯罪的本质，并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传统的
犯罪预防举措和科技一起来应对和防范犯罪
正如本章通篇所提及的，这一方法的一个关键
要素是公共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应当聚焦于科
技的好处或如何利用科技，还应清楚地阐释使
用某种科技时存在的风险，以及用户应如何安
全地将其融入日常生活。

随着科技持续发展和演变，它将会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认真思
考遏制犯罪的社会应当确保拥有必要的人力和
资源，以确认采取合适的科技、实施方法以及
教育公众如何使用科技的策略。

小结

利用技术手段规除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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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鉴
于本书是关于我们如何做可以阻
止犯罪发生，读者可能会奇怪为
什么本章节要探讨已经犯下罪行
的罪犯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探

讨如何防止人们成为罪犯吗？我们的回答是简
单的“应该”，但也不能忽略一个重要事实：
大多数罪行并不是初犯所犯下的，而是由累
犯犯下的（Gottfredson and Hirschi, 1986: 
Farrington, 1992; Home Office, 2004: 
Croisdale, 2007）。如果我们真要做到减少
犯罪，我们就必须重点关注如何减少累犯的犯
罪数量。

关于累犯，尤其是犯罪次数很多的累犯对犯罪
率的影响的研究既迫在眉睫，又令人失望。累
犯对整体犯罪量的影响已经有了很好的记录,
并始于美国犯罪学家马文·沃尔夫冈著名的出
生列队研究。该研究表明少数问题青年应为
大多数的青年犯罪负责（Wolfgang, 1972）
他的发现并不是孤例。迈克尔·戈特弗莱德
森和特拉维斯·赫尔奇在其1986年发表的关于
职业犯罪的文章中，呼吁对萨尔诺夫·梅德
尼克1977年的研究给予关注，后者当时认为在
所有罪犯中，有1%的罪犯应为一半以上的罪行
负责。两人还呼吁关注詹姆斯·威尔逊和理
查德·赫尔斯坦在1985年的研究成果，该成果
发现惯犯应为超过75%的罪行负责；以及杰奎
琳·科恩1984年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提供了13
个例证表明少数罪犯应为大部分罪行负责。

看近期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蒂莫西·
克罗斯戴尔在2007年关于惯犯的论文中引用了
英国内政部和其他人在2004年和2005年的研究
成果，该成果表明10%的罪犯犯下了所有罪犯
的一半罪行。

总之，他指出支持上述研究成果的证据十分
有力，现在已被公认为犯罪研究的基本事实
（Croisdale, 2008）。

在惯犯当中，有些人会被描述为极端惯犯或
超级惯犯”（ Plecas and Cohen, 2007a; 
Plecas and Cohen, 2007b; Plecas et al, 
2007, Otway et al, 2007; Croisdale, 2007; 
Parks, 2011）。其中一个例子是罗伯特·奥
斯伯恩，一个卑诗省的汽车盗窃犯，在17年间
共受到126次指控。据报道，他在卑诗省的低
陆平原地区的汽车盗窃案涉案达1000起以上  
有关联（Vancouver Province, September 
2006; Montreal Gazette, December, 2006）
在美国加州进行的一项累犯研究表明，有一名
罪犯身背多达136项指控（Croisdale, 2007）
不过，我们不能依赖孤证来证明我们的论点
凯特·辛娜蒙和乔纳森·霍斯金斯在《累犯
和其他重点罪犯计划实践》（2006）一文中指
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0万名累犯中有5000
名非常高产的累犯（只占严重犯罪人群的0.5%
犯下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罪行中的10%。

还有一项研究是伊恩·帕克斯的研究（2011）
他不仅发现卑诗省阿博茨福德警局在2006年一
年中逮捕的财产盗窃犯中，有将近10%的罪犯
可被视为非常高产（这些罪犯都已有至少30次
前科），而且还发现这些罪犯平均下来每人都
有47次定罪记录。

作者：蒂姆·克罗斯戴尔 ，戴雷·普利卡斯

累犯应对措施

如果我们真要做到减少犯罪，我们就
必须把重点放在如何减少累犯的犯罪
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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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大部分定罪都是在判决其他罪行时一
并加上的。这些高产累犯的犯罪频率比非累
犯（指那些定罪次数不足10次的罪犯）要快10
倍，比累犯（指那些定罪次数超过10次但不足
29次的罪犯）要快3倍。更重要的是，帕克斯
(2011）发现，与普通累犯相比，超级累犯在
暴力罪和拒捕罪方面，也有他们的两倍，并
在司法管辖区内实施普通累犯的两倍的犯罪
在政府任命的研究如何减少卑诗省犯罪的专家
组面前发表讲话时，温哥华市警察局局长指
出，温哥华市警察局处理的高产累犯数量如此
之多，已产生了一个新的子类别，他们将其称
之为“奇葩”累犯（指超过100次定罪的累犯)
Bemister, 2014）。相似地，曾与数百名累
犯打过交道、并在卑诗省主持过有关如何帮助
这些累犯改变生活的研究项目的吉姆·奥鲁克
如是说：

“我们有很多定罪超过30次的人。但是
犯罪记录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将这些人
被捕罪行以外的其他罪行考虑进去，几
乎所有人的罪行都应该是他们被捕罪行
的至少10倍以上——他们就是行走的犯
罪机器，几乎在监狱之外的每一天都在
犯罪。我们项目中的一个人主动供出了
他数千项没有被抓捕的罪行。他和他的
同伙能够通过信用卡盗刷和诈骗每年获
取超过2000万加元，这还不包括他们在
毒品交易中的获利。”(Jim O’Rourke, 
VisionQuest, 2015）

累犯不仅是非暴力的妨害公共秩序的犯罪者,
他们的暴力犯罪率也极高。在对加州的17,685
名青少年进行调查时，克罗斯戴尔（2007）发
现这些青少年犯下的大多数罪行是抢劫、入室
盗窃、偷盗以及严重伤害。累犯犯下大量的暴
力及非暴力罪行，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很大的
伤害，社会为此付出很高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那么我们应如何解决累犯问题呢？已经研究过
的和计划进行研究的举措都无可避免地指向选
择性失能实践。毫不奇怪，当我们考虑到累犯
对我们社会造成的伤害时，让这些累犯失能是
被视为对司法系统资源非常合理的利用。

从我们对累犯的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合理结论
是，如果我们让他们远离街道，那么犯罪量就
会大大减少。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将他们全
都终生监禁，那么犯罪率将极大降低并长期保
持，同时也不需要我们专门做很多事情来减少
犯罪。这将是非常高效的预防犯罪方式。

当然，问题就是我们的法律体制及判决实践表
明将累犯送进监狱并长期关押会因为很多原因
而无法实现。此外，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某种办
法消除他们的犯罪习性，那么就不需要对其终
生监禁。

本章将重点探讨我们将如何通过减少累犯的再
犯率来降低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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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必要性
监狱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犯罪机制，这一概念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接受的。确实,
有部分人认为我们已把太多的人送进了监狱
在这方面，尽管加拿大的关押率仅为美国的六
分之一左右，但也仍然比大部分西欧国家的
监狱犯人要多（加拿大公共安全部，2014）
此外，一些观察家认为监狱只不过是一个犯
罪学校（Gendreau et al., 1999），也是我
们最不指望能有悔改表现的地方（Hunt and 
Ainsworth, 2013）。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察
家的观点并不无道理。监狱基本都不怎么有犯
人改造良好的记录（Gendreau 等, 1999） 我
们认为，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监狱的理想
状态和现实状态之间差距甚大。在这方面加拿
大监狱的例子最具说服力。加拿大拥有联邦监
狱系统和各省的省级监狱系统，而这些系统彼
此之间差别非常大。

加拿大的省级监狱收监的是被判处两年有期徒
刑以下的犯人。实际上，大部分在省级监狱服
刑的犯人的刑期都远远低于两年，通常都是一
个月左右，半数犯人的刑期少于四个月（Boe
等, 2004）。此外，大多数在省级监狱服刑的
犯人都是惯犯。比如，在卑诗省的省级监狱系
统中，约有40%的犯人拥有至少10次前科（蓝
丝带委员会报告, 2014）。因此除非有人相信
可以在两个月时间内将一名惯犯改造成为对社
会有正面贡献的良好公民，否则这些监狱设施
几乎没有改造犯人的能力，这是不足为奇的。

统计数据当然会支持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
对于绝大多数犯人来说，省级监狱就像是一
个在入口处装有旋转门的仓库。比如在卑诗
省，51%的省级监狱犯人都在释放2年内又重回
监狱（Throness, 2014）。

在美国也存在相同的情况，美国司法统计局
一项针对15个州272,111名获释犯人的研究表
明，超过60%的人在3年内又因新的罪名被捕入
狱（Langan和Levin, 2002）。在之前提到的
加州进行的研究中，17,685名从加州矫正机构
重返社会的青年中有14,185人（占83.8%）因
至少一项新的罪行而再次被捕，在这些人当中
有3,208人（占57.6%）是在一年时间内再次被
捕（Croisdale, 2007）。英国司法部近期的
一份报告表明从某些监狱获释的犯人当中有超
过70%的人在一年时间内被再次判刑（Travis, 
2010）。

不过加拿大的联邦监狱系统却反映出另一番积
极的景象。从加拿大联邦监狱获释的犯人的再
犯率的确在数十年间都非常地低。只需要看看
联邦监狱近段时间以来关于有条件释放的成功
率就可以说明问题。具体地说，只有15%的获
准假释的罪犯未能成功完成假释，而只有不到
4%的罪犯因再次犯罪而被取消假释。

而日间假释的成功率数据更加可喜，有90%的
犯人成功获得他们的日间假释，只有1%的犯人
因再次犯罪而被取消假释（加拿大公共安全
部, 2014）。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被视为不
适宜假释的联邦罪犯（被判处终生监禁的除
外）都根据相关法律在服完判决刑期的三分之
二之后自动提前释放，称之为法定释放，但即
使这样，这类人群的新罪再犯率也相对较低
其中只有9%的人因为犯了新罪而被取消法定释
放，只有1%的人因为暴力犯罪而被撤销法定释
放（加拿大公共安全部, 2014）。



90   |   规除犯罪

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上述极低的再犯率是监狱
里改造的结果。毫无疑问在加拿大被判处在联
邦监狱服刑的犯人，至少从历史上看是有机会
参与降低再犯率项目的（例如认知技能、生活
技能、愤怒管理、药物滥用治疗以及就业培
训）。但是，低再犯率或许也同监狱本身就不
是一个舒服之地这一事实有关。监狱十分无聊
且存在潜在危险。在里面生活一到两个月是一
回事，而生活几年甚至更多则是另一回事。毫
无疑问有些犯人很清楚，监狱外面的生活要好
过得多。

无论原因如何，很清楚的一点是联邦监狱的
长刑期要比省级监狱的短刑期更有效果。在
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司法统计局的研究成
果，该研究还发现再犯率最低的犯人都是曾服
刑至少3年的犯人，而曾服刑至少5年的犯人其
再犯率比其他人更加低得多（Langan和Levin, 
2002）。

同样地，近期对英国监狱犯人再犯率的统计
研究表明，相比服刑少于1年的犯人，服刑1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犯人其再犯率要明显低得多
(Travis, 2010）。要承认的是，这些研究结
果与其他表明服刑期限对再犯率并无影响的研
究（Gendreau et al., 1999）结论是冲突的。

笔者认为，刑期对再犯率无影响的研究中的大
部分内容并不是很有意义，因为该研究只是将
短期刑期（少于2年时间）与更短的刑期进行
比较。

不过，短期服刑对于减少再犯率并没有影响的
研究结论反而支撑了长期服刑的理论。此外,
全面改造干预应该有助于减少再犯率，但是,
这种干预通常无法适用于短期服刑的犯人。成
功的改造系统最基本的要素是降低再次犯罪的
风险，以及满足犯人的改造需求。关于风险和
需求的研究表明改造应针对需求最高的犯人进
行；在这里笔者认为这种犯人就是累犯。从改
造的角度出发，这再次论证了累犯需要在较长
服刑期内才可能获得需要的改造类型和水平。

与风险和需求相关的是犯人对改造的响应性
从历史上看，累犯抗拒各种形式（甚至所有)
的干预、短期监督以及短期改造服务。更长的
服刑期（超过目前卑诗省大多数罪犯的1到6个
月刑期）理应更有利于帮助累犯不再犯罪，因
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闭的环境能够磨耗犯人
的抵触，使他们更能响应为他们提供的更有效
的改造方式。

在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地方，服刑期长的罪犯
再犯率比服刑期短的罪犯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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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假释的优势
加拿大联邦监狱系统成功的关键毫无疑问是
其完整的有条件释放制度。具体来说，在加拿
大，大部分被判处两年或以上有期徒刑的犯人
可以最早在服满六分之一的刑期后开始申请日
间假释，并在服满三分之一的刑期后开始申请
完全假释。此外，即使被视为不适宜假释的
犯人，在上文中也提到，在服满三分之二的刑
期后也可以依法自动获释。对于某些类型的犯
人，上述假释或释放时间并不适用，例如被判
处终生监禁或被贴上“危险性犯罪者”标签的
犯人，但总体上大部分犯人都能够获得提前释
放的机会。

假释从几个方面看都是非常有用的矫正工具
首先，它为犯人认真参与改造项目提供了很大
的动力，因为如果他们不参与改造，很可能会
被假释委员会列为不适宜提前释放的对象。同
时，犯人们还有了动力去制定释放后应做什么
的务实计划，因为如果他们不制定计划，假释
委员会也不可能批准提前释放。

联邦假释体系同时还是一套强有力的审查 再
审查及监督体系。在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
是，它拥有一整套做法来确定是否适宜假释
的，先由矫正工作人员、心理学家（有时候是
精神科医生）和假释官进行繁琐的风险和需求
评估，之后他们向假释委员会提请假释建议,
然后假释委员会再自行做出独立评估。换句话
说，大量工作内容都在释放决策的程序中。

此外，矫正官员和假释委员会通常都会倾向于
让犯人获得完全假释。具体来说，在获得完全
假释前，犯人通常都会逐渐地一步一步向这个
目标迈进，首先是获得监督型白天外出，之后
是无监督型白天外出，再然后是日间假释（参
见假释委员会, 2011）。这些前期的释放并不
仅仅是检验犯人们融入社会的能力，这些释放
通常还结合某项活动，旨在让犯人们对完全释
放做好更佳准备。如果犯人在这些前期释放中
表现得不令人满意，那他们就无法获得完全假
释。

同时，当某名犯人获得假释后，也极少会让这
名犯人处于失管状态。相反，假释过程包括了
指定的社区和为犯人重新融入社会所提供的其
他支持。此外，假释还包括了严格的个性化条
件，规定犯人可以做什么以及禁止做什么。这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如果犯人违反了这
些规定，例如吸食毒品或与过去的犯罪同伙来
往，那么他的假释官将暂停他的假释，立即
将他逮捕并再次投入监狱。当发生这样的情况
时，将对犯人进行重新审议，同时犯人必须能
够说服假释委员会再给予他一次机会。这里的
关键是介入行动是快速而确定的，只要有迹象
表明犯罪者有重新犯罪的风险。不用说的是,
犯人都倾向于远离有犯罪风险的事情，更别说
再去实施犯罪了。

法定释放也非常有用，因为犯人受到法定释放
条件的约束，一旦他们被发现违反了这些条件
就会被立刻送进联邦监狱。这个过程不同于其
他罪犯，其他罪犯首先由法院裁决，如果被定
罪，通常都是可当庭保释并处罚金，或者最坏
的情况是短期服刑。法定释放的犯人则很清楚
违反条件的代价将是迅速的直接的重返监狱
此外，他们也不需要再去犯罪就可以让他们
重返监狱：他们只需要违反法定释放条件就可
以。因为法定释放的期限等同于犯人服刑期的
最后三分之一，判处刑期时间越长，犯人就越
有动力保持远离犯罪。

综合各方面考虑，假释和法定提前释放都有助
于减少犯罪，因为两者都以关注再犯罪风险为
出发点，为犯人提供支持和监督。如果像省级
监狱的一贯做法那样，让犯人一下子脱离监狱
而不适应，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如果刑期
太短也不行，因为消极后果的威慑力不足。但
这并不是说刑期必须延长,从改造角度看，刑
期的长度应足够让犯人通过风险或需求评估来
完成一系列必要的干预，以解决他们的犯罪倾
向问题。

累犯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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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替代方案

缓刑与联邦假释
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了与联邦监狱系统相关
的有条件释放。我们可能还会思索如何从一开
始就将有条件释放应用于判决。目前，我们在
判决时适用的有条件释放是以缓刑形式出现,
最高缓刑三年。此外，条件还可以附加于缓刑
令，就如联邦假释所体现的那样。不过，缓
刑和联邦假释的根本区别是，缓刑没有规定如
果他们违反缓刑条件，立即将他们送到监狱
相反，罪犯会受到违反缓刑条件的指控，从而
再次进入司法程序，这很少出现罪犯被关押的
结果。这无疑也解释了为什么短刑期犯人的缓
刑条件在减少再犯率方面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Parks, 2011）。

此外，即使将缓刑犯人进行关押，关押期限
也将是相对较短的时间，一般少于30天。换
句话说，违反缓刑条件并不会产生严重后果,
即使有，也不是立即执行的那种。这里要再
一次提及吉姆·奥鲁克的“视觉追求”项目
(VisionQuest program)，对累犯进行了这样
的描述：

他们为什么要放弃犯罪呢？从百分比
上看，他们极少因此被捕，他们大部分
时间都没有工作，并且逍遥自在，即使
被抓到，面临的后果也是毫无压力的
不要以为这是我自己的话，随便问一个
他们中的人去。”(Jim  O’Rourke, 
Director, VisionQuest, 2015)

要解决违反缓刑条件却不用付出代价的问题,
应建立一些机制，当违反条件时就会导致犯人
在监狱中服完剩下的刑期。我们总是希望累犯
在缓刑期间甚至缓刑期后能够不再犯罪，这样
的想法似乎是最难以实现的。

但这种情况是在我们只考虑现有的省级缓刑模
式下的结果。如果要想缓刑能够更加有效地减
少累犯的犯罪模式，我们就需要重新定义缓
刑，依照联邦假释的模式对犯人进行监督。改
变现有的缓刑制度，是对社会累犯加强监督的
尝试。不过，尽管加强监督有助于更好地塑造
犯人行为，但大部分成功的监督制度（例如联
邦矫正中的假释系统）拥有让监狱犯人获得改
造服务的优点。因此，加强监督的缓刑制度也
需要更多的规划，而且这些规划如上文所提及
的，只有在犯人抵触改造的情绪被弱化时才能
取得最佳效果。

上述提议表明如果犯人违反了条件，他们将在
监狱里度过剩下的刑期。当在缓刑期内违反了
条件，犯人是进入联邦监狱系统还是省级监狱
系统取决于其还剩余多长的服刑期。如果犯人
是在三年缓刑期的第一年里违反了条件，那么
将在联邦监狱里服完剩下的刑期。如果是在缓
刑期不足两年时间里违反了条件，那么将在省
级监狱里服完剩下的刑期。 

如果缓刑在减少累犯的犯
罪模式上卓有成效，我们
需要重新变换一下模式  应
用于在社区中监督联邦假
释下的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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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判决的选择
然而，重新定义我们的缓刑制度并不是唯一的
选项。我们还可以采用有条件的监狱判决作为
有条件释放的一种形式，这时犯人可被判处少
于两年的有期徒刑。在这样一种判决下，犯人
如果违反了与判决相关的条件将被送进监狱
不过，现实情况是有条件判决的刑期经常都
远远低于两年（通常为6个月），如果犯人确
实违反了条件，通常也根本不会被送进监狱
(John Howard Society of Alberta, 2000)
正如阿尔伯塔省约翰霍华德协会在一篇评论
中写道的，实际上有条件的监狱判决本质上与
缓刑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John Howard 
Society of Alberta, 2000）。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判处累犯三年有条件入
狱的判决机制，其中规定如果累犯违反了判决
条件将会被尽快送上法庭。之后法官可以审议
违反情况，如果认定犯人确实存在违反行为,
他或她将被立即送往联邦监狱。在联邦监狱,
该犯人将适用与当前联邦囚犯相同的有条件
释放规定，例如临时缺席、日间假释、完全假
释或法定提前释放。如果犯人想要在两年刑期
(法定提前释放的标准时限）之前获释，他们
就必须让相关部门相信他们不会再犯罪。

总之，这样的判决期限必须按照联邦监狱系统
的判刑期限来进行才能取得效果，因为联邦监
狱的做法非常成功。唯一的区别在于这种判决
让犯人有了一次呆在监狱之外的机会。同时,
这个机会的背后是果断而明确的结果。这个结
果给了在省级监狱中的犯人通常都没有的东
西——一个不再犯罪的绝佳理由。

在考虑刚才描述的这种判决时，有些读者可能
会想，将一名违反了判决条件的累犯送回监狱
是不是太残酷。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只能
考虑等犯人被判定新的罪名后再把他们送进监
狱。然而这样做的话将会削弱判决的意图，而
这种判决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具有反复犯罪历史
人的再犯率问题。

给累犯贴上标签
另外一种我们可应用于累犯让其获得更长时
间、后果更加严重的判决的机制是给这些罪犯
贴上一个标签，就像我们对危险罪犯所做的那
样。现在公认的是累犯给社会造成的伤害要更
多。鉴于这种伤害的程度和数量，以及这些累
犯已拒绝之前为减少或根除其犯罪行为的所付
出的努力，将累犯贴上标签可以让他们不再有
机会获得短期而又无效的判决刑期。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在美国，许多州已
经给惯犯贴上了一些标签，并对他们进行了更
具矫正意义的判决。在加拿大，我们采用“危
险罪犯”和“危险的性罪犯”来识别我们认为
可能会对社会持续造成严重伤害的罪犯。识别
累犯的标签能够让法官更容易地应用上面提到
的更长时间的缓刑和/或有条件入狱判决。而
且这样还能修订《犯罪法》。无论启用哪种判
决机制，每项机制的关键都是同意判决的确定
性。必须确定的是任何罪犯，即使不是累犯,
也将受到制裁；否则我们就反而招来了持续不
断的犯罪。

将累犯置于可能面临监禁或有条件入狱判决的
加强型缓刑机制下，或通过贴上标签增加刑期
的做法，我们就能够消除犯罪。事实是，目
前的制度是针对罪犯已经犯下的罪行来让限制
其行为能力。然而，我们都知道累犯会继续犯
罪，会在多种干预办法已经采用过以后继续犯
罪。上述提及了机制中的判决确定性，它不仅
能够让累犯因其所犯罪行而失能，还能减少或
预防他们将要犯下的罪行。

研究表明大部分惯犯至少每
6个月时间就受到一次新罪
名的指控。很显然的是如果
在判决期限上不把累犯和其
他罪犯加以区别的话，我们
就正在“招引”犯罪。

累犯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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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失能机制最强有力的论点来自于刑事司法
体系资源有限这一事实。另一个事实是一个罪
犯犯下的罪行越多，他将继续犯下更多的罪
行。如前文所述，如果我们能够消除所有的累
犯，那么我们就能够极大地降低犯罪率。

从警务工作的角度出发，仅一名累犯就可能是
数百件罪案的主犯，而处理这数百件罪案需要
大量的警力、抓捕、起诉、书面报告等等。最
理想的警力和时间效率情况是能够由一次抓捕
而解决多项犯罪（起诉）。从政府检察官的角
度出发，这一名累犯也将产生数百件罪案带来
的大量工作负担。

但是如果这名累犯被置于有条件入狱判决下,
那么在改造体系中他就仅仅是一名囚犯。而且
像其他囚犯一样，也可以向他提供改造服务
监督一名累犯的成本远远小于他在自由社会屡
次犯罪所带来的危害总和。

因此，诸如有条件入狱判决这样的机制通过不
仅聚焦于消除累犯，还为他们提供改造服务这
样的方式来消除犯罪。让累犯失能能够减少犯
罪。通过这种方式消除犯罪符合当代的意识形
态，符合刑事司法系统应当以较少成本发挥更
大作用的现实（Croisdale, 2012）。

定义“累犯”
要使缓刑、有条件入狱判决或给“累犯”贴标
签的做法发挥作用，我们首先必须就累犯的定
义达成一致，以便适用判决。这一点应该不
难。很显然，我们不希望有精神问题的犯罪者
被纳入这一定义，也不希望包括妨害公众安全
的罪犯。我们甚至不需要从一般累犯开始定
义，而应该从超级累犯开始。这类罪犯应是有
至少30次定罪记录的人。当然这个定义还可以
比30次这个门槛更加具体，例如要求在犯罪记
录内必须包括多次暴力犯罪、多次入狱记录
多次不遵章守纪而定罪，以及在近几年里多次
犯罪等。不过，几乎所有的超级累犯在他们的
档案里都已经有了上述这些记录(Plecas and 
Cohen, 2007a; Plecas and Cohen, 2007b; 
Plecas et al, 2007, Otway et al, 2007; 
Parks, 2011)。

当相关部门过去尝试对累犯进行定义时，他们
希望定义能够越细越好。结果最后这个定义变
得非常复杂，特别是对于法庭的审判来说。我
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定义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复
杂。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对人类行为最
好的预测是过去的行为，特别是当这个过去的
行为产生的后果或奖赏也相同的时候。一个关
于累犯过去行为快速而又简单的指标以及他们
未来行为的预测就是他们犯罪记录中的前科次
数。简单来说，如果一名罪犯已犯下至少30次
罪行，那么可以保险地说，除非你对他做出的
处理与过去处理他犯罪的方式非常不同，否则
这名罪犯将继续犯罪。此外，鉴于我们对超级
累犯的认知，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的下一次犯
罪很可能在几个月时间内发生（Plecas and 
Cohen, 2007a; Plecas and Cohen, 2007b; 
Plecas et al, 2007, Otway, 2007; Parks, 
2011)。克罗斯代尔2008年针对卑诗省五年时
间内的犯罪进行的研究表明，大部分惯犯至少
每6个月时间就受到一次新罪名的指控。注意
到这一点，应该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在判决期
限上不把累犯和其他罪犯加以区别的话，不要
说是超级累犯带来了犯罪，我们就正在招来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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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认的是，我们并不确定，与加拿大联邦监
狱判决相关联的有条件释放制度能够发挥作用
是因为犯人对违反条件而重返监狱的害怕、监
狱里的各种项目、社区对释放提供的支持、对
释放犯人的监督，还是因为这四种因素的共同
作用。可以合理地推断至少威慑力是有一点作
用的，这可以从犯人法定提前释放的成功率中
看出——这些犯人可都是被认为风险过高而不
适宜假释的对象。

我们还从以前的研究中获悉社区监督在减少高
风险罪犯的再犯率方面非常有效 (Serin et 
al, 2003; Paparozzi and Gendreau, 2005; 
Bonta et, 2011)。此外，我们也知道一些监
狱改造项目也可以有效减少再犯率(Harer, 
1994; MacKenzie, 2006; Griffiths et al, 
2007; Hooley, 2010)。例如，对加州监狱系
统的“职业技术教育项目”的一份评估表明该
项目取得了非常低的再犯率——比加州其他监
狱的释放犯人的再犯率低至少70% California 
Prison Industry Authority, 2012）。

此外，我们知道为犯人提供再融入社会的
支持能够对再犯率产生积极影响（Roman et 
al., 2007; Dawson and Cuppleditch, 2007: 
Griffiths et al., 2007）。最后，我们还知
道只要我们把加强监督和提供支持结合起来
形成再融入动力，就能够对累犯带来正面影
响（Griffiths et al., 2007; Blue Ribbon 
Panel, 2014）。

研究还表明，无论是监狱内还是监狱外的矫正
干预对再犯率都没有构成影响（Griffiths et 
al., 2007）。不过我们也不用对这一研究结
果感到灰心。如果你仔细地看一下这些研究,
就会发现研究的对象都是针对短期服刑犯人的
项目，这种单一又不周密的干预措施都不能真
正抓住如何让犯人容易融入社会的关键。

再融入项目应该是多层面的，并首先特别关注
对每一名犯人的风险及需求的恰当评估。这将
无可避免地表明大部分犯人需要生存技能、认
知技能、就业技能、态度转变以及药物滥用治
疗。这些都需要时间，并且只有相关的高强度
干预加上持续的指导、监督及支持才能凑效。

重要的是，再融入还需要关注犯人的住宿需求
以及他们与其他人和社区相关部门发展和维
持积极关系的能力。再融入项目还需要考虑到
惯犯有着抗拒执法和拒绝改变的历史。换句话
说，在将犯罪的倾向性转变为能让他们预见自
己是守法公民的过程中，犯人需要得到帮助。

并不是说矫正机构和其他刑事司法部门不知道
他们该做什么。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只是没有
以任何协同的方式来进行。他们一直都在有效
地执行那些让犯人倾向于犯罪的条件，从而招
致更多的犯罪。 视觉追求”项目主任吉姆·
奥鲁克对此描述道：

我们项目里的对象都有很多问题，首先
很难想象他们变成守法公民的样子。但
别搞错。我们能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思
考，我们能让他们保持干净和清醒，我
们能提供他们保持清醒的工具，我们能
让他们做好就业准备，最终我们能帮助
他们完全正常生活。我亲眼看过数百名
累犯最终改变成这样。但不可能一蹴而
就。这其中包含着很多训练有素的工作
人员大量的艰苦努力，并需要坚持一年
时间，有时候甚至两年。之后在他们完
成项目以后你还得做好准备随时帮助他
们。最绝妙的部分，这也是我知道我们
成功的时候发现的，就是这些成功转变
的犯人都不愿意提及他们的过去，因为
他们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们曾经有过牢狱
生活，他们为此感到羞耻。

但我还要说回后果。犯人需要知道如果
犯罪或违反条件将对他们极其不利。他
们需要一个不再犯罪的动力。他们需
要一个过上与以往不同的生活的动力
我只是希望刑事司法体制能够在理解上
述话语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如果真能这
样，我们就能够将更多累犯变成良好公
民，我们也能防止更多人变成受害者
不要再让我说这样能省下多少纳税人的
钱了。”(Jim O’Rourke, Director, 
VisionQuest, 2015)

为罪犯规划

累犯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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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章内容得出的结论是消除犯罪的最佳方式之
一是重点关注那些在社会中具有高犯罪倾向的
人群。我们认为要有效减少这个群体的再犯
率，我们需要汲取加拿大联邦监狱系统及其相
关的有条件释放制度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简单
说，要消除上述群体的犯罪行为，我们需要一
种能真正有效遏制罪犯再次犯罪风险的机制。
此外，这种机制也可以允许罪犯在一审判决
时不入狱。至少在加拿大，这种机制的建立就
需要对《刑法》进行修订，对累犯给予更多关
注。这是一种值得探寻的机制，因为目前的短
期判刑总体上对减少再犯率并没有什么效果。

说到累犯或超级累犯的定义，在我们看来，就
是相对简单的一种计数实践。如果仔细地观察
一名罪犯近期的犯罪模式和涉及的犯罪类型
就可以让这个定义变得更加具体，但最终它只
不过是一个关于确定门槛数额的事情。再提一
次，前提是预测未来行为的最好参照物就是过
去的行为，这里的原理是，除非导致过去行为
的条件发生变化，否则未来的行为肯定会涉及
进一步的犯罪。

换句话说，继续像我们现在这样去进行判决
本来就是在招来犯罪。要减少犯罪量，我们需
要做两件事。第一，我们需要将累犯从犯罪事
件等式中去掉——意即从机会结构中去掉。在
犯罪发生前将其消除是犯罪预防最好的形式
第二，我们需要朝着能提供有意义的改造服务
这个方向去延长刑期，并另其承担因再次犯罪
或违反判决相关条件带来的后果。

在表明我们观点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不要期
望短期服刑能够减少大部分罪犯的再犯率，更
不用说那些需求繁多并且需要强力干预的罪
犯。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干预能有效
果，我们只需确保这些干预对于监狱囚犯和有
条件释放的罪犯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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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我们在本书的引言中提到的,
一直以来，犯罪预防工作并没有
取得足以令人称道的成绩。此前, 
我们在犯罪预防上所作的种种努

力几乎都不够深思熟虑，并且通常一筹莫展
很多过去的方法都缺乏理论基础和足够的证
据支持，人们甚至搞不清楚究竟值不值得实
施这些办法，而且几乎也没有对此类项目进
行合理的评估，这些最终导致犯罪预防项目
显得可有可无。而这一结果本是可以避免的, 
或者说是应该避免的。正如本书的作者们所
建议的，其实我们可以也应该通过多种途径
来预防犯罪。

本书旨在为如何减少或预防犯罪提供切实可
行的建议，这些建议中，大多数是不需要对
社区进行大规模改造的，而且也不需要投入
大笔的资金。正如引言中提到的，我们已经
在应对犯罪上投入了太多资源。在当前的体
系下，即使应对一个小小的盗窃都会产生巨
大的倍数效应，因为整个刑事司法系统会动
用警察、法庭、监狱等方方面面的力量来处
理。因此，我们建议运用一系列经实践验证
的理论以及反复论证的研究成果，来帮助各
社区降低犯罪率，并减少在此过程中的资源
投入。

本书各章节是按照一定顺序进行编排的：先
着眼于宏观性的议题，比如社会性的政策以
及项目，然后再进一步触及更为具体的微观
操作层面，最后谈及如何应对累犯问题。

第二章关注的是预防犯罪中可以采用的行政
管理策略，尤为强调了在实体建设过程中的
规范及管理，以及通过颁发营业许可及其他
相关措施来对公共场所进行管理。

在本章提到的各个关键因素中，主旨就是
在环境设计的过程中整合各类措施以预防犯
罪。通过采取相互呼应的城市设计和开发
项目，以及对相应设计和开发方案的严格监
理，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本章还建
议各地应引入安全审计以及其他调研项目, 
配合犯罪数据和警务信息，来确认该采取怎
样的行政管理措施减少犯罪。换句话说，一
个城市中各个社区的犯罪情况是大相径庭的,
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知道因地制
宜地采取相应策略来有的放矢地应对犯罪问
题，并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本章还提到，在各城市间展开通力合作与信
息共享可以有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执行犯罪
预防策略的过程中，在警务机构、社区、政
府部门间建立协作关系，可以增加干预的有
效性，减少资源浪费。最后，本章还提到, 在
这些项目执行的各个阶段，都应当有相应的
社区支持和社区参与。如果缺乏来自社区的
广泛支持及合作，那么很多减少犯罪策略都
将难以取得希望的成效。

结语

本书旨在为如何减少或预防犯罪提供
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建议中，大多
数是不需要对社区进行大规模改造
的，而且也不需要投入大笔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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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三章看起来像是呼吁人们关注个体问
题，但实际上它的主要着眼点是项目。虽然在
加拿大，要定义究竟哪些因素造成犯罪是一个
全国性的议题，不过，犯罪应对却更多的是地
方性事务。而且，多数犯罪“驱动因素”是社
会福利体系带来的差异所造成的，而地方政府
需要为这一点负主要责任。对很多人来说，人
生中存在有“脆弱阶段”，可能造成他们走向
犯罪，也可能使他们继续做守法公民，最典型
的例子莫过于当一个人服刑出狱回归社区的阶
段。

当然，还有其他的转型期，比如那些希望脱离
黑帮组织或吸毒群体的年轻人，他们很需要得
到一点帮助来回归正途。其他脆弱人群还包括
那些有精神疾病或者在贫困中饱受煎熬的人,
他们都很容易走向无家可归的境地，从此流落
街头，而一些立足社区的机构可以提供必要
的服务来使这些人不要走上犯罪道路，被捕入
狱，滑向深渊。

本地政策及项目的制定决定了社会安全网络在
多大程度上与社区相结合，以及可以发挥多大
的功效。人们很容易发现是否缺乏核心设施,
比如提供给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戒毒项目以
及咨询服务，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却容易忽视
这些设施和服务机构间的合作与协调。比如,
对于很多接受社区服务的脆弱人员而言，如果
缺乏安居项目或就业服务的及时后期支持，那
么前期的戒毒项目其实就毫无意义。而那些刑
满释放人员或其他处境的脆弱人群，也都面临
同样的问题。

第四章从理论角度出发，探讨了犯罪背后的刺
激因素，以及通常情况下，罪犯们如何在遇到
或察觉犯罪机会时下定决心动手，了解这些
理论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制定有效的犯罪预防措
施，破窗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需要了解人们为何以及如何犯罪，这样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犯罪预防措施注定失
败，或者为什么没办法坚持长期执行。我们都
大方承认的一点是，一个完全不存在任何犯罪
的社区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不过，也要
意识到，很多罪犯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通
常是在日常生活的常规路线中发现容易得手的
犯罪机会，这就说明，我们可以采取简单合理
的应对措施来规除这些犯罪机会，长期实施下
来，就可以减少很大一部分犯罪。

一直以来，人们都利用科技手段来尽可能地减
少犯罪。在漫长岁月中，锁和其他设备不仅是
一道屏障，而且对于犯罪行为而言也构成威
慑。正如第五章所述，当今的安保科技及监控
系统已经有效减少了某些种类的犯罪，比如新
款汽车上安装的发动机防盗锁止系统，就大大
增加了偷车的难度；同样的，GPS定位系统也
能在汽车或其他物品被盗后，帮失主更为简单
地找到其所在位置。

虽然各社区和刑事司法
系 统 都 在 不 断 打 击 犯
罪，但同时也需要重视
犯罪预防，并且要看长
期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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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路电视监控摄像头不仅是一种震慑手段，也
能在犯罪发生后更及时地确定嫌疑人。伴随着
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我们在规除犯罪
的过程中也将引入更多的技术手段。不过，正
如本章所讨论的，单靠科技本身还不足以减少
犯罪行为。实际上，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比
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为罪犯们创造了大量
新型犯罪机会，比如盗取自助取款机或进行
网上诈骗”。

如果可以把科技和其他技术型措施相结合，比
如CPTED，即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措施，那
么技术创新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减少犯罪的过程
中发挥综合性实效。

第六章主要关注的是“少数人犯下多数罪”
这一事实，重点探讨了如何进行累犯管理。这
些罪犯们不仅在短时间内犯下了一系列罪行,
而且即使在服刑后，也仍有可能再次作案。因
此，在减少犯罪的实践中，一个关键点就在于
如何找准这一人群，一旦发现，那么就应采取
相应的干预策略，从而尽可能地防止他们再度
犯案。由于不是所有累犯都需要高频率的改造
或干预项目，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
需要确定哪些人是累犯，哪些是“超级累犯” 
以有效利用资源，而这还包括是否需要针对某
些累犯延长刑期或限制假释条件。

虽然各社区和刑事司法系统都在不断打击犯
罪，但同时也需要重视犯罪预防，并且要看长
期回报。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节约资金，更是为
了改善人们的整体生活质量。因此，我们需要
看到，长远看来，震慑犯罪的成本远高于预防
犯罪，而后者在减少犯罪方面的成效远远大
于资源投入。找准问题，投入少少成本，就可
以产生巨大的收益。本书列举了各式各样的案
例，其实所倡导的就一个主题——我们要弄明
白自己该干什么，然后就撸起袖子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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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们希望当地政府能够保护自己免受犯罪活动侵害，或者在遭遇犯罪的时
候，政府能够迅速有效地作出反应。然而，一路激增的执法成本却迫使本地
政府需要更加认真地思考，如何才能预防犯罪。

规除犯罪》一书探讨了预防犯罪的各种可行措施，包括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
方法、行政管理措施、回归服务及社会项目、环境及产品设计、科技手段,以
及累犯管理等。

本书的作者都是犯罪学家，有者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因此，本书将
为政府工作人员和决策者们提供有理有据、新颖前沿的参考性意见。

社区安全是各地政府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
为了尽可能使我们的家园安全，政府部门必须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
对。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数据支持，并在对数据进行
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同时，还需要对那些已取得实效的优
秀举措进行深入了解。

《规除犯罪》一书倡导政府着眼于与时俱进的犯罪预防措施，同时也要
思考那些传统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设计和实施
相关策略，因地制宜，力求切实解决社区所面临的具体需求。

本书鼓励读者们能够跳出那些仅求解决眼前问题的传统模式带来的限
制，采取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方法来解决犯罪问题。相信各政府部门
的管理人员们都能从本书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有帮助的指导性意见。

－ 文森特•拉隆德（Vincent Lalonde），加拿大卑诗省素里市市政执行官


